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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學者Lank（2006：1）曾開宗明義指出「沒有組織是一個孤島」，因此每一個組織均不能以自己完美為目標，因為再完美的個體，如果沒有與外界構聯、相互支應，則組織的發展必然受到限制，我警察組織當然也不例外；因此，本文的研究主題係圍繞於警察在警民協力夥伴與治安風險分擔的角色與定位的探討，本文的理論基礎在於「協力空間：對話（discuss）、設計（design）與民主（democracy）」，警民共治時代的來臨勢不可擋，因為「協力夥伴」是一種基於相互認同的目標，而建立在不同行動者間（政府、營利部門與第三部門）的動態「互動」關係；這種互動關係的蘊育主要是源自於具有互動互賴共同關係的一群人，基於共同利益、共同問題、共同需要而逐漸產生共同意識的凝結與集體行動。透過與民眾、政府其他部門的對話及第三部門、營利部門的對話結果，以達成風險分擔的目標，亦即，協力夥伴之間的對話所形成的良性互動，可以促進風險分擔構面的建立警察經營社區的能力、建立社區居民自主自立的能力，以及達成責任歸屬明確與資源整合、運用的平衡目標。

    再者，本文針對個案訪談內容加以整理歸納分析後發現：協力空間的『對話』治理—是要與民達成『平等互惠』的目標、能有效支應、連結資源、讓公平正義得以實現及促進合作網絡的連結；另也發現了三項具有政策與方案參考價值之作為：兒童少年協會的成立、開拓聯合勸募挹注人事費用及開拓『七二水災』經費補助，相當值得參考與省思的。本文亦由探討結論對於警民協力夥伴關係的角色與定位方面提出建議如下：要與民眾建立『策略聯盟』情誼，以強化警民網絡的密度；構築中間地帶的角色，以綿延承上啟下的永續力量，避免策略的無疾而終；是共同參與者，包括了功能、倡導、社會參與，以建立優質互動關係；搭起橋樑的中介角色，以有效地將公私部門的協力關係，建構成完整的迴路。而本文也強調與民建立『協力夥伴』前，應進行協力前的準備工作、警察的治安策略應著重於權變性與其他部門、組織間的支應能力--建構學習型理性，以適應社會的變遷、累積社會資本；最後則是給有決策權的領導者的三項建議：改變對領導的觀點、改變思考習慣與重視管理、引進『藍海策略』於社會治安策略，開拓預防性的協力作為。

關鍵字：協力夥伴、風險分擔、協力空間、策略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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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壹、研究動機

    新的警政經營模式，與傳統專業化警政最大的不同乃在於，將原來警察居於中間主導的地位抽離，而定位為仍然是治安的主要負責角色，但已與社區內各類資源或機構居於對等，互為協力的整合關係。亦即警察僅為社區治安的諮詢者、教練、導師、觸媒者、夥伴、聯絡者的角色與功能定位，其最主要的作用即整合社區內各種資源，來有效的共維治安，而非單打獨鬥式的一肩挑起傳統專業化警政揭示之功能；而此發展亦與全球社區警政、問題導向警政、或品質警政之新趨勢相符。其發展重點，即以政府各部會與地方政府各局、處建立其合作之整合平台，而政府與社區及民間之資源間，亦建立起合作與共生之平台（陳明傳，2005年八月第589期警光雜誌「六星計畫與警察勤務革新」）。

    而提高生活品質的理想目標，一直是人們所熱衷追求的；是以，在以現今工商業高度繁榮發展的同時，尋求生活環境安全的聲浪，也一而再地受到重視，所引領企盼的是生活在『安全』的『社區』當中，讓生活不被不必要之打擾。『安全』的概念，讓我們第一產生聯想，也是跟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的，即是『治安』的問題了；而『警察』則為當然責任的承擔者，對於社會治安維護的工作，是責無旁貸的；民眾期盼的是—維護治安的警察—能確實負起責任，以讓他們生活得以在「安全」的環境當中；然，警察要以威權方式管理社會秩序，在時代潮流、民意的高漲及社區意識抬頭的背景下，已是不容許的作為方式了；但，過度的作為與不作為，則亦可能更添加社會亂象的變數；而現代的警察，當務之急則是應進一步思維、著力於尋找警民協力夥伴新的定位與所應扮演之角色。

    『警力有限、民力無窮』，這是為大家所耳熟能詳的；是以，有限的警力，要能完全地維護地方治安的工作，著實吃力；現實觀察以我國現今警民比率達一：二＊＊（甚或是更高懸殊比率）的警力配屬，加以警力是二十四小時勤務運轉，實際上是無法達到全方位地二十四小時都有警察在監管負責的；相形之下，生活安全既與民眾本身密切有關，『警民協力』，就佔居了重要的地位了。在警民協力的促成工作方面，筆者認為要能肇始於彼此對於共同相關的事項有共同的認知、認識，並且是達到了彼此信任的程度，進而構成了『夥伴關係』的命運共同體，對於居住環境生活品質的提升，多有共同的願景，並且願意將自己的一分心力奉獻出來，共同打造、營造良好的社區安全，共創雙贏的局面，這樣的聯結結果或許能夠真正幫助警察在社區警政工作的推展得以順利完成的。

　　但是，在探討警民協力夥伴關係課題的同時，我們也應體認到—風險社會係現代社會的自然產物，我們應該反省現代化所帶來各個面向的威脅，自覺地透過決策來評估風險、抑制風險，並尋求各種途徑來防止風險的發生。現今社會的各項活動內容的每一決定均包含了一定的風險，面對風險全球化的趨勢，我們應該重新思考個人及集體間的倫理關係，避免行動者（指有決策權者）採取「有組織的不負責任」之態度，不斷製造並加深風險帶來的威脅，強化具風險意識之「責任倫理」取向，以期有效因應風險社會的危機。因此，風險社會中的倫理問題，應基於風險的考量，使行動者（及其所屬的組織）透過認知、學習、溝通等過程，加強對行動決策的責任感，而此一責任感的指向，不再只為「自我」謀成功，而是朝向「互利」、「共生」，並且對趨避風險有所加權的倫理要求，亦是我輩應抱持的倫理觀；也就是說：現代人是一個群體的概念，為提升共同的生活品質，就必須領略「治安風險分擔」的概念，以期能在團體內、團體外獲得互利、共生。

    本文何以選擇台中縣東勢分局作為探討的個案，理由有二：

其一是在於：參與『推動WHO安全社區認證』相關活動所啟發的：筆者曾於九十三年八月卅一日至九十四年七月卅一日擔任中央警察大學行政管理研究所所長李老師宗勳的國科會研究案—以「安全社區」建構共受風險倫理之研究—以我國四個申請國際認證的社區為例之研究助理，並於在九十四年一月份寒假期間及九月中旬隨同前往台中縣東勢分局實地參訪與座談，參訪過程中實地體悟了台中縣警察局東勢分局陳分局長文龍以公部門—警察的角色，基於將未來可能造成社會嚴重負面效果的中輟、行為偏差的學生，在小學、國中階段時，及早以警察對於社會問題關注與民眾關懷的預防作為，將中輟、偏差行為學生引入分局內加強輔導，防範社會問題的產生，也為警民關係搭起溝通的橋樑，堪稱創舉，亦令人印象深刻；基此，對於此實際的座談與訪談結果，深感警民協力夥伴關係的發展，以及治安風險分擔的概念，對現今我警察機關思考未來的治安策略而言，是一個重要且關鍵的概念；而本文意圖深入的了解與探討警民協力夥伴關係的良性發展，以及如何促動社會治安風險分擔的動機，進一步深入了解、探討與歸納分析，以期作為我警察機關未來對於社會治安預防策略之參考。

其二是在於：藉由檢視了『我國社區巡守工作』對於警力有限、民力無窮的進一步助益；社區警政是時代的趨勢，主要在打破傳統的巡邏、守望的制度，力求警民一體，共同打擊犯罪，以預防勝於治療的方式，實施全民治安。當面對問題的時候，採取預防的解決方式為優先，要求社區民眾投入，與轄內警方合作，發掘出社區的潛在危險因子，了解犯罪的可能原因，降低民眾恐懼感，共同決定問題、共謀對策，有效的解決社區難題，以達到提昇社區生活品質的目的。而從社區警政之功能而言，藉由警察勤務模式的轉變及守望相助與預防犯罪的勤務模式，以期能建構守望相助之社區警政模式；是以，改善現有警察勤務之缺失，透過有效組織及運用民力，從而建立社區化之警察勤務模式，是促進警民互動、營造警民一體社區環境的重要因素，而其最終目標及要能實現社區警政的願景。近年來社會經濟結構的改變與經濟狀況持續的不景氣，使得舊有的傳統社會型態有了很大的改變，個人與社會的疏離、鄰里間相互關懷與幫助的觀念日趨淡薄且再加上「個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觀念‥‥等，這些都是現代社會上一般人的生活病態，也因而造成人心道德的淪喪且出現了許多的社會病態與犯罪問題而導致社會治安日趨惡化。而我警察人員雖全力加強勤務作為以防範犯罪之發生，但仍難免有捉襟見肘之憾。台中縣東勢分局辦理課後輔導班的創舉，是基於『預防』的概念，符合了『人心安定』、『社會亂象遠颺』的機先洞燭，也應足以成為我警察治安策略之重要參考指標。

貳、研究目的
    以往政府形象被喻為如衛達夫斯基（A. Wildavsky, 1979）所謂的「政府作為越多，公民觀感越壞」（doing better, feeling worse）的弔詭現象（林鍾沂,民83:25），而使得政府在規劃「治理」策略時，必須審慎以對。由衛氏的觀點以推，我們應能明瞭對於傳統服務業採以面對面的服務模式，必須由被動的服務改為主動的作為，進而改變過往政策推行模式，只有組織導向、政策導向而無顧客導向的封閉思維，或僅僅偏向制度面的重新定位及作業流程的改變。因此，我警察部門應充分融入社區的生活，充分的了解民眾的需求為何？追求的目標，不僅在民眾滿意度的提升，更應提供民眾的實際需求，充分與民眾對話，與民共識，則才能符合民眾所期待的；進而獲得民眾的信任，達成協力的夥伴關係，共同為分擔社會的風險而努力。

    協力空間（Skelcher, C., Mathur, N. & M. Smith, 2005 英國牛津.Public Administration Vol.83 No.3::573）的觀點，其所強調的是在民主制度當中的公共政策的決策、制定過程；必須要能與各種的協力夥伴充分對話、產生共識，將彼此的差異降至最低，而終能順利設計出符合大眾利益的公共政策。對話本身亦隱含著輔導的功能，它能夠彼此支應、協助開發潛能，因此，對於社區的經營的第一步，就是要能將社區的問題一一發掘，作成解決問題的策略，以改善社區的問題；警察與民眾的互動的機會較政府其他部門多，而且時常是面對面的接觸的，對於社區的安全問題的發掘、治安會議的召開、弱勢族群的照護等，我警察機關要力求與民眾縮短距離，對話的這樣一個角色運用，頗能有一些意外的發現的；而社區安全的生活環境的營造，若要能持續久安，必須喚起、培力社區內民眾主動經營、參與學習，以建構『永續發展』的能力；也就是說，唯有社區民眾的主動、自發性的參與社區經營的工作，始能培養生命共同體的信念，真心願意為自己，也為其他鄰里而努力參與各項工作的推展，將個人的利益追求擴大成整體的利益，在動態的調和共同利益的促進過程中學習與成長，進而強化了社區內的有效連結，構築穩定的協力夥伴關係，以將社會風險分散，減少社區、社會成本的支出，並能儲備能量，成就永續的社區經營志業。

    本研究係基於，現今的婦幼安全及少年問題儼然已變成了社會大眾所關切的重要課題，尤其少年問題及中輟學生所衍生之犯罪更是社會一大隱憂。警察機關基於社會治安維護工作之需，對於犯罪預防工作之推展，在社會大眾逐日重視與殷切企盼的趨勢下，不得不積極投入相關的預防工作上，以期能機先洞察、早期防範；近來，部分縣市警察局局長在推動社區警政的政策思維下，尤以台中縣東勢警分局針對國中、小學中輟生於課後、寒、暑假期間將渠等約束、集中於分局派出所施以『課後輔導』活動，以減少渠等中輟生在轄區內四處遊蕩、流連網咖、出入不當場所、吸菸、吸毒、飆車、網路性交易等偏差行為；2004.10.06中國時報並曾以『東勢派出所開安親班—轟動』這樣的一個聳動的標題突顯出我警察機關的基層派出所開啟另類的安親班，是由警員、志工媽媽就近看管這些下課後遊蕩在外的小孩，台中縣東勢派出所這學期推出的課業輔導班，竟然造成轟動，卅多名小學生下課後湧入派出所寫作業，還有十多位國中生晚上在二樓刑事組辦公桌溫書，家長百分之百放心。這群小學生異口同聲說：「警察不兇，喜歡到派出所唸書。」這樣的一則新聞促發了筆者對於東勢分局這種機先防範偏差行為的學子，以公部門—警察的角色功能，將有偏差行為的學子集合在派出所內，可謂是以『就近看管』的模式，輔以私部門—熱心志工人士主動參與學子輔導—課業與品德教育兼重—的模式，對於類此有偏差行為的學子而言，對未來的犯罪預防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參考典範。

    再者，本文希望進一步探討在—基於警力有限、民力無窮，這樣一個應時勢所趨的社會資源運用的統合概念上，如何導正社會治安事件的發生已非單靠警察公權力的強化而能有效改善這樣的一個概念；因此，建立警民協力夥伴關係的理念與政策的倡導，一直是社會治安對策現階段的一個重要策略作為；而未來的社會治安工作上，唯有建立優質的警民互動關係結構或是平台，始足以因應層出不窮，且與民眾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治安事件，得以因為警民夥伴關係的建立，分散風險所造成的影響，使得社會治安事件朝遞減之路邁進；是以，警民協力夥伴關係的建立亦是一種治安風險分擔的概念，台中縣東勢分局，以寬鬆與緊密的方式，弱的與強的聯結模式結合了轄區的分駐（派出）所，並能善用公部門的資源與力量，營造了屬於自己特色的社區生活型態，共同營造社區居民安全的生活環境，成為警民協力夥伴關係、進而分擔社會風險的典範，應足為他單位之重要參考作法與指標。

    因此，本文研究的目的在於：

1、 藉由台中縣東勢分局課後輔導班創舉，探討在警民協力夥伴構面上，必須透過將協力空間的對話、設計與民主的理念傳輸至警察機關的各個階層的決策、規劃、執行單位，以優質化彼此磨合、達成共識的互動倫理，以促進彼此信任強度的提昇；進而發掘出促動協力夥伴的建立的誘因。是為本研究的第一個目的。

2、 本研究的第二個目的是，建立警民協力夥伴本身的目的就是期待能將社會治安風險分擔，以符合現實社會的期待與需求。因此，本文所探求的是，基層的警察分局、派出所經營社區能力的建構上及促動社區培養居民自主自立能力的作為上，要以怎樣的方式將社區內可用的資源加以建構、整合、運用成分享的平台，進而將政府各部門所應負起之社會責任，加以合理劃分責任隸屬。

3、 再者，警民協力夥伴的建立是期待能分擔治安風險，其最終的目的就是要達到「社區安全」的目標，因此，接著要探討的是警民之間協力是如何建立起夥伴關係的，是需要具備永續計畫的；在關注的層面上，社區總體營造的指向是要完成全局治理的理想目標的；而在執行層面上，則是需要做有效性評估的。

4、 最後，本研究的目的是要強調，警察在警民協力夥伴的角色與定位的問題上，警察是要與民眾形成策略聯盟的；警察在社會中是要能有效地扮演中間地帶的角色的；警察在參與社區活動當中要能充分扮演功能、倡導、社會參與的功能的；警察要能成為民眾與政府間的溝通、連結橋樑，與民互動以獲得民眾的信任，共同為社區安全而努力。

第二節  研究問題與範圍

壹、研究問題

  一、在警民協力夥伴面向，警察作為如何促動有效的警民協力夥伴關係？警察如何開拓協力的空間，取得民眾及其他公部門的信任？促成協力夥伴的誘因又為何？

          警察組織的內部本身，普遍存在的是命令式與遵從式（多較正式化）的規劃與執行模式，缺少主動或自發式（屬非正式）的溝通協調與合作，加以缺乏彈性的處理方式，導致責任不清、工作分配不均，因而可能造成必須依賴正式的標準作業程序，以使執行面較能夠符合策略規劃者的期待，養成了執行者僵化的執行模式，可能較無法滿足民眾的期盼；而組織過於僵化的策略或執行思維，也可能喪失執行者自主性的支（支持）應（回應）功能，如此，對於整體策略的規劃而言，將是負面多於正面的。

          另外，在警察組織與非警察組織之間，協調合作的關係則常因組織文化、工作流程與模式、領導模式等的不同，也可能常常造成分工不清、資訊不互通，以致無法有效共事、協力；因此，協力空間的探討確有其必要性，在與民、與其他政府、營利、非營利部門的互動的過程當中，「對話」應是最基本的一個互動方式，透過對話的內容討論，相信在對於一件公共事務有基本共識的前提下，以公開、透明化的討論流程，將彼此所預先規劃的構想，在對話的過程當中提出具體的看法、想法，會有更好的結果產生；而討論的過程，並可使大家各言其是的平等對待方式，構築彼此能夠有所信任的基石，這樣的進展是『對話』所樂於見到的成果；經過多次的接觸、互動過程，對於整體性的公共政策擬定、設計，定能有所助益，有效地解決公共問題的。

  二、在治安風險分擔面向，警勤區功能是否能使其確實擁有經營社區的能力？進而培養社區居民自立自主的能力？並使社會資源加以有效整合及健康的責任歸屬？以達分擔治安風險的目標。

          傳統注重資源分配的「階級社會」帶領到新的注重風險如何在社會中平等並合法分配的「風險社會」；風險溝通的地方時效性。風險的不確定性、風險承擔的不公平性、影響的遲延性與風險產生的社會妥當性。風險管理具相當的利益衡量與政策決擇色彩，風險溝通遂乃成為有效風險管理的主要因素；而風險溝通與其他溝通議題的最大差別，前者尤強調人文層面因素重於科學分析結果。風險分擔除了儘量降低衝突外，更積極地為建立風險的正確認知，加強自我防禦機能，故公共介入、民眾的參與對於事前與事後溝通的成效，可避免糾紛爭端的發生。風險社會轉變的主要原因是工業的生產過剩，而非是如早先時期是因匱乏的緣故。於是工業化在學術上意味著物質化的思考，人們相信自然是可以被支配和改變的，並且要滿足人的需要，這項發展可能是毫無限制的直線進行著。

          是以，本研究將以台中縣東勢分局的警察作為作為探討上列二個構面所聯結的相關的問題：其係將一個迷失的小孩子重新導回正途，就是減少一個未來的社會問題前提下，而一個小孩重新展露歡顏，就是為社會增添一分希望，而這樣的希望，似乎是可以在警察局找到的。在個案的探討上，該分局東勢派出所以兒童、少年走進警察局，不再是被銬著手銬，而是背著書包，已改變了警察原有的功能與角色；因此，在時勢所趨的警方有限、充分利用有限的時間與空間，如能對社區民眾盡一份心力，主動參與關懷兒童、少年的生活輔導工作，以加強為民服務的功能，進而跨入社區警政最基礎的作法，應能突顯預防犯罪、協力夥伴構聯的功能，讓需要幫助家庭或行為偏差少年及時獲得社會資源與協助，實為我警察促進警民關係及為民服務樹立良好典範。

          際此，警民協力夥伴關係的建立，是現代警政推動社會治安工作的一大利器，是有效的社會風險分擔的一環；而警察機關為能持續促成此類的預防工作推動，減少未來社會治安所必須花費的成本而言，應是值得肯定並加以深耕的警察作為。協力空間的主要架構在於要能產生對話、有效設計並能符合民主的精神，探討其中應可釐清應努力之脈絡與方向（Skelcher, C., Mathur, N. & M. Smith, 2005 英國牛津.Public Administration Vol.83 No.3::573）？本研究企盼藉由個案的初期執行情形觀察面著手，探討上列主要關鍵性的問題，以期彙整出其輪廓，進而分析問題，將所得初期發現與結論，作為未來其他警政單位在推展社區警政工作之建議、參考架構。

貳、研究範圍
    本研究基於警民協力關係與治安風險分擔相關性，是以，研究的範圍將以協力空間及社區總體營造等二個構面為主軸，探討警民協力夥伴之間如何利用協力空間的對話內涵、機制，構築協力夥伴關係，而其終極的目標應是要能達成治安風險分擔及社區總體營造的目標，以下就二個構面的內容，簡述如下：

  一、在協力空間面向：（Skelcher, C., Mathur, N. & M. Smith, 2005 英國牛津.Public Administration Vol.83 No.3::573）

  （一）包括了對話、設計與民主三個主題；乃係民主策略和制度的設計之間在操作協力空間的關係，這些政策和空間的領域複合著公、私和非營利行動者一起參加設計、決定和執行公共政策。夥伴關係是組織為了協力所顯示的制度設計，他們提出彈性和利害關係人約定，但是是寬鬆地連接所代表的民主系統；協力空間的治理是如何透過一個統治機構的推論的定義制度的實行去傳達的。結論是，夥伴關係是設置於協力空間而不是被建構於政府的正式制度裡，且經常是寬鬆地結合於代議民主的組織。從公共政策的觀點，這樣的夥伴關係為從事有關聯的利害關係人和參與活動的動機提供了一個顯然地有效力的治理策略（Sullivan and Skelcher 2002）。因為他們以手可及的操作手法接觸到選舉政治權威的中心，在常態下除了可利用法定的實體之外，他們可以以提供較為彈性的決策過程、責任安排和資源獲得、管理的方法建構。無論如何，他們也出現了民主治理的問題，因為他們無法和政治卓越的教義相符合。這個教義告知了自由民主系統政府的設計，而且對於依據清晰的選舉代表和解決對社區福利構成影響的價值選擇給予優先(Klijn and Koppenjan 2000; Koppenjan and Klijn 2004)。

  （二）在政治卓越的教義和夥伴關係制度設計之間的分裂提升了關於權力、權威、合法的本質和在協力空間裡面的責任和網絡治理的系統的重要問題(Davies 2002; Sorensen and Torfing 2003)。因此，夥伴關係具體化了二個公共政策原則之間的緊張關係—以有效的民主指導和確保公共利益的控制來滿足民眾，並且以有效的計畫遞送去增進社區福利。但是那樣的緊張關係是怎樣決定的？以什麼方法和民主原則對夥伴治理的設計程度為何？他們藉由這個實體遞送公共政策時造成什麼樣的影響？而其最終的目的，則必然是朝向了社區總體（整體）營造的目標了。

  二、在社區總體營造的面向：

  （一）何謂「社區營造」？又為何需要以社區營造？社區指涉一群人或企業居住/生活在同一區域內，彼此間有共同的利害關係，積極意涵並有「共同的意願和行動去改變某些不滿意的現況」參與社區安全營造。因為營造是生活，所以是「總體」、「全面」，而營造強調「經營與創造」。然而到底是社區或組織需要營造，還是人需要營造？社區營造與「人」或「社區公民」息息相關，社區總體營造，根本在於營造「人」的價值與環境情誼，以組織或社區的「工作內容」與「工作過程」做中學。

  （二）何以需要社造，社造除了是「社區營造」之外，更具有「社會改造」的文化公民素養。台灣社會在選局時非常熱情，不選舉時又非常冷漠，我們擁有熱烈的、高度投入的「選民」，卻缺乏自主與自律的「公民」。從過去到現在，隨時有準備為國犧牲奉獻的「國民」，卻亟缺乏公共參與、凝聚社會共識的「公民」。然而要觸動社會公民，更亟待公部門能同等孕育「公民視野」，甚至如果能優先養塑「公民素養」起頭帶動，則成效更佳。是以，在當前政治信任普遍低落的氛圍下，吾等以為更需要倡導優先營造公部門「人」的價值與環境情誼，當行政預算配置與行動方案以社區提案、自主、社區參與及社區總體營造為核心價值，自然能引領出民間的社會力與公民性。綜上，顯見行政思維社造化是促使公部門養塑暨發揮「公共化」、「社區化」與「社會化」的變革歷程，是當前政府改造的前提且必備條件（李宗勳，2006b:）。

  （三）社區總體營造它係基於台灣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因為都市裏有比較多的就業機會和比較高的經濟報酬，吸引農村人口大量往都市集中，一方面造成農村價值的瓦解，很多人覺得待在鄉下沒前途，因此鄉村留不住年輕人，使得傳統地方產業逐漸沒落，地方的文化特質和歷史遺產不斷消失；一方面這些都市的外來人口，大家心理上都存著暫時來都市討生活的過客心態，因此缺乏對社區的認同，只重私利，不顧公義，造成人際關係和對公共事務的冷漠。

  三、個案主體性與本研究範圍之關聯：

          台中縣東勢分局辦理課後輔導班的用意，主要是要將行為偏差、中輟的國小、國中學生及早介入輔導，以避免因其未受學校、社會的規範，而日後引發更大之成本付出，與協力空間的對話、設計與民主；社區總體營造的「造人」意旨皆有同工之妙。

          基此，我們可探知的是東勢分局成立課後輔導班的用意即在於期盼以社區總體營造工作的各個公、私機關、團體的力量結合，整合資源的利用，以期能將社區的營造力量擴至最大能量，發揮犯罪預防與充實競爭能量的功能，進一步的讓地區的民眾生活獲得改善，進而減少將來社會問題的發生數，減少未來警察投入犯罪案件偵查的成本；而此種以社會總體營造著眼的犯罪預防策略，是值得讚賞與鼓勵的，亦應足為他單位施策之參考。

第三節  相關研究成果

    依據本文之有關「協力夥伴」、「風險分擔」、「社區警政」、「社區總體營造」等四個重要主題，經由國家圖書館資訊網路系統（全國博碩士論文資料網），蒐尋與本研究有關之論文，共有56篇，其中與本文主題較緊密相關的計有15篇。

壹、這十五篇學位論文的既有研究貢獻有：

  一、九二一災後重建過程中，社區媒體也成為地方居民凝聚共識、參與重建政策的管道。（方雅慧，2000）

  二、群眾對時勢變異的體察和對未來社區發展方向的「認同」，則是左右「全球」與「地方」對峙的勝負關鍵。（于國華，2001）

  三、對於自我決定生涯、自我承擔風險以及認同危機等個人風險的議題，Beck認為需有新的方式來處理，不能再相信專家、知識、政府官員，且科學理性和科技決策的方式都需要改變、而「知識」是風險社會權力的來源，因其有不確定、不能掌握的特性，對知識反思，以期實然引發能力、德性的更加重要。（陳美君，2003）

  四、目前並沒有有效解除風險威脅的方法，只能藉由政府間的協調合作，開放專業領域的公開論述，運用生活政治的自我實現方式，個人也主動關切風險，積極提昇自我的風險意識，冀能儘可能的免除風險的危害。（曹永慶，2002）

  五、風險溝通除了儘量降低衝突外，更積極地為建立風險的正確認知，加強自我防禦機能，故公共介入、民眾的參與對於事前與事後溝通的成效，可避免糾紛爭端的發生。（吳文成，1996）

  六、沒有共同體的認知、意識與行動，就沒有共構美麗生活願景的基礎，因此，在民主化中的台灣必須留意基層的公民社會建構，使人民成為具有全人觀的公民，並表現出友誼性、自主性、自發性的力量，願意為社區安全的共同生活異象、協力合作機制而努力貢獻。（盧慶隆，2001）

  七、建議整合政府功能與服務、統整相關計畫、成立社區聯防學苑、推動培能教育、參與誘因設計、民間全程參與的聯防政策、形塑政府機關學習文化，以催化社區學習、舉辦聯誼活動加強宣導、加強與非營利組織的合作。（李建村，2001）

  八、透過社區意識生活化、公共參與社會化、社區參與學習化、參與動機分享化、相關法令鬆綁化、社區諮議多元化及民力協勤志工化等作法，建構一個具現代性的社區，在變遷的時代中建構一個高度現代感的非營利參與社區。（施永昭，2001）

  九、警勤區與社區接觸互動所形成的情感，對於警政工作的推動具有正面的價值。（曾寶鋒，2003）

  十、組織信任需要培養、維持與修復，中間人機制的角色有助組織信任的養塑，組織變革、改制後所面臨的是信任重整。（謝玫妃，2003）

  十一、面對治理的困局，政府不得不擴大民間參與的深度與廣度，藉以構建「公共管理社會化」的根基，並活化公共服務的機制，藉由跨部門協力、跨機構合作等治理策略，回應社會的需求，在資源聯結與整合的面向下，透過網絡調解與連貫政府與社會彼此的價值、認知與需求，擴大社會參與的途徑，深化公民參與的理念，以及厚實公私部門合夥關係的信任基礎，建構社會化政府，實踐「公共管理社會化」的治理模式。（姚泰山，2004）

  十二、社區在地植根的關鍵在於透過集體制約從高度他律朝向高度自律的轉換方向，以深化在地產業的永續發展。（楊承翰，2004）

  十三、從社會保防到民間保防，並非政府職權的限縮，更非安全防護的變質，而是一種以民間安全為主體，以民間主動「經營」代替民間配合參與的新理念所促成的政策遞演。是以，在積極的公民關係中，公務人員是扮演服務選擇的角色。而新公共服務的理論凸顯了國家與社會、民間保防與「安全社區」的關係，從跨領域、具夥伴關係架構的公私協力治理的視野，建構以民間為主的新安全防護理念與實踐策略。（梁景隆，2005）

  十四、唯有透過激發民營企業參與意願，有效借助其民間資源能量，共同協力為護國家安全與社會安定，營造政府與企業雙贏契機，加強凝聚社區治安意識，增加區域、社區、空間與建構整體防禦監控力，凝聚「警力有限、民力無窮」之治安共同體。（梁景隆，2005）

  十五、警察組織應運用本身的正當性，主動將本身的資源與民間分享，建立良好的組織間合作、學習機制，在治安、交安的議題上，學習成為協調者、促進者，而非主導管制者。（黃正誌，2005）

    以上的學位論文探討面向已包含甚廣，然，筆者以為尚有兩個面向可以補充之處：

其一是，協力空間的概念它包括了對話、設計與民主三個主題，在民主機制的前提下，公部門與民間的關係建構，必是先起於彼此的對話互動模式，在信任關係磨合、建立期間，藉由對話的空間引介，促動彼此信任的基礎，也使社會治安面策略的訂定、設計，是能夠由民眾充分參與、作成決策、共同履行的。

其二是，在全局型治理部分，政府制定政策應能夠透過整體的規劃與設計，不可因政治力的介入而有所偏頗，因此，社會治安構面的政策作為，應能朝全局型的方向努力，以使整體社會狀況朝穩定、安全的目標邁進。

    基此，本研究將從協力空間及全局型治理等兩個主要的面向切入研究，以期具體描繪出我警察機關在未來在「警民協力夥伴與治安風險分擔」的角色與定位，以供實務界之參考。

貳、學者的相關研究成果則有：

  一、Tocqueville（2000，秦修明等譯，2000）指出民主不僅依賴正式體制的鞏固，也依靠人民周遭的自治及生活環節。

  二、Parsons（1995:51）對公共思維的發展曾作以下描述：「如果說六、七○年代是John Rawls所代表的關注結果公平的公共政策架構，那麼八○年代就是海耶克學派代表的個人主義與市場的勝利，最後在九○年代則應屬『社群主義』所建立的公共政策架構」。

  三、對於Parsons氏的描述，李宗勳老師補充說明：到了二千年代社群主義強調的是「共同治理」（co-governance）（Kooiman,2003）精神，一種公私部門協力、共同參與、分擔出力、共同安排與共同指導的治理模式。

  四、對應於地方政府基於本身發展需求與問題紓解，也愈來愈重視水平關係的協力治理（collaborative governance）、區域合作（regional cooperation）的新地方主義（new localism）（李宗勳，2005：23-24；陳欽春，2000：195；Agranoff  & McGuire, 2003:1-5）。

    是以，本研究將從警察與社區如何建構協力夥伴關係以合理分擔且有效治理治安風險，不同以往的研究主軸多以政府為統合或管理風險的主體，本研究強調公私部門之警民不分主從或上下，彼此貴在「相互支應」與「合理分擔分享」。

第4節 研究架構與方法

壹、研究架構

 SHAPE 



圖1-4-1 警民協力夥伴與治安風險分擔研究架構

    本研究企以協力空間、互動倫理與誘因挹注的警民協力夥伴面向與治安風險分擔前提下的警察經營社區能力建構、社區居民自主自立能力的培養、資源整合運用平台的建構及不同組織責任隸屬的合理劃分結構下，探討警察在推動社區安全工作上，對於協力夥伴關係的有效擴展上，其所應扮演之角色及定位為何？其涉及層面包括了信任關係的建構—而我們要釐清的是—它是一種關係嗎？信任和合作是有所緊密關聯嗎？信任和人格特質有關嗎？因此，促成警民協力的誘因促進，則涉及了合作的能力、合作的意願及合作的機制等層面的問題。警民之間透過『對話』的方式，使彼此有了優質的互動機制後，再將警民協力夥伴的角色與定位予以明確化，則警民共同治理社會治安，進而分擔風險社會所帶來的風險，最終則是構築了健全的協力夥伴關係、社區經營的永續計畫、統合社區資源的全局治理、並持續有效的執行評估作為的『安全社區』。

    際此，本文係針對我警察機關在新時代裡，警民協力夥伴關係的建立，正亟待我『警察』機關踏出與公、私部門進一步構築資源整合、運用平台的腳步，捨棄本位主義的迷思；本研究正好躬逢於此一重要轉型過程的關鍵時刻，企盼在個案的觀察、歸納與分析當中，對於警民協力關係與治安風險分擔中的定位與角色（策略聯盟者、中間地帶者、共同參與者、搭起橋樑之中介者），能予以有效釐清、界定，以期有所貢獻於實務界。

貳、研究方法

    本研究所採之研究方法有下列三種：

  一、文獻探討法（Literature Review）：

          文獻探討法即蒐集有關他人所做的研究，分析其研究結果與建議，指出需要檢證的假設，並說明假設是否具備探究價值，以應用於進一步研究之基礎。文獻調查的範圍或來源，大致可歸類為（1）相關科學的研究報告、定期刊物、學術論文；（2）類似的科學的學說與理論；（3）一般論著、通俗典故、報紙、法令文件等。
本研究針對國內外有關協力夥伴治理與風險社會分擔的文獻做探討，尋求在台中縣東勢分局社區經營成果面的論述，以作為建立假設之基礎。

  二、參與觀察法（Participant Observation）：

          透過參與觀察法，研究者嘗試與所研究的團體，建立緊密結合的關係，或者成為某種形式的會員，藉此，參與觀察者嘗試採取被觀察者在此類情境下的觀點，直接參與被觀察者的活動，研究者扮演「完全參與者」或「參與觀察者」的角色。
因此，參與觀察法可區分成四種類型：（1）完全參與者；（2）參與者一如觀察者；（3）觀察者一如參與者（4）完全觀察者。
本研究因係屬初探性質，所以採取的是「觀察者—如參與者」的方式，期藉由深入訪談與接觸過程，將最原始的感觸留於紙頁之間；並提出看法與建議、期待。
    而本研究係透過實際參與國科會研究案「安全社區」的社區間觀摩學習，參與的內容包括了參與、觀察多次「內湖區安全促進協會」之理監事會議、顧問團成立、社區健康運動會，以及九十四年元月份寒假期間對於台中縣東勢鎮、嘉義縣阿里山三山村、花蓮縣豐濱鄉、玉里鎮、內湖區等社區的深度訪談與觀察、九十四年三月份的社區間預評鑑觀摩（作為迎接「世界衛生組織-安全社區推廣協進中心」派員到台四個社區進行實地評鑑的預備與相互觀摩演練）、十月十九日至二十二日第三屆國際等機會與管道，與台中縣東勢的鄉親及夥伴多所接觸及交談內容；因此，特將實際參與觀察、訪談結果，據以歸納、整理、分析，以期具體描繪出警察在警民協力夥伴之角色與定位，對於分擔治安風險的具體實證。

  三、深度訪談法（In-depth Interview）：

          本研究主題所採取之深度訪談法進行之方式，係採取實地與台中縣東勢分局課後輔導班相關成員，包括學生、義工（愛心）媽媽、警分局承辦人、派出所主管、分局長及社會局相關辦理之承辦、協辦人員，以座談、個別訪談之方式進行，目的在深入了解受輔導學生、家長與輔導老師、警察人員及縣政府社會局之間互動的進行與協力方式。以作為未來在對於地方政府公部門，如縣政府內社會局、教育局等單位在於社會福利與社會整體營造之認知與力量統合運用，期能發揮公私協力的最佳境界，使社會福利的總體營造工程能夠朝向制度化、正常化，並達成社會犯罪預防之功能發揮。

第五節  重要名詞解釋

1、 風險的意涵

風險係現代社會的自然產物，反省現代化所帶來各個面向的威脅，必須透過決策來評估風險、抑制風險、管理風險，並尋求各種途徑來面對風險的發生、減低風險所帶來的損害。思考決策者每一決定均包含了一定的風險，面對風險全球化的趨勢，我們應重新思考個人及集體間的互動倫理關係，避免行動者（指有決策權者）採取「有組織的不負責任」（organisierte Unverantwortlichkeit）之態度，不斷製造並加深風險帶來的威脅（顧忠華，2001：18）。

是以，我輩必須強化具風險意識之「責任倫理」概念的傳輸、根植，以期有效因應風險社會的危機，將危機所造成損害減至最低。由於風險的外部化，不是單靠經濟組織即可成功，還需政府和立法機關的配合，以符「合法化」、「正當化」之精神（顧忠華，2001：35）。

而個案中台中縣東勢分局課後輔導班目前所面臨的問題，除了實施課輔場地的難尋、便當、文具等費用的取得上，長期而言，難以僅靠著未經立法的財源而得以長久存在，並且在多部門資源重疊使用的同時，如何整合運用，則是一項重大的考驗。

是以，在有關風險社會中的倫理問題，應基於風險的考量，使行動者（及其所屬的組織）透過認知、學習、溝通等過程，加強對行動決策的責任感，而此一責任感的指向，不再只為「自我」謀成功，而是朝向「互利」、「共生」，並且對趨避風險有所加權的倫理要求（顧忠華，2001：037）。表格一則是學者對於風險意涵的詮釋。

表1-5-1  風險的意涵

	作者/年代
	意涵
	核心概念

	Ulrich Beck/1996

顧忠華/1994
	貝克指出：『風險』（risk）本身不是『危險』（danger）或『災難』（disaster），而是一種危險和災難的可能性；現代風險的表現形式多種多樣，如環境和自然風險、經濟風險、社會風險、政治風險等等，他幾乎影響到人類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現代風險是隱形的，並且具有高度的不確定性和不可預測性。

貝克也提出關於風險的一些命題：

第一、現代風險是開放性的社會建構，依賴專家或當事人自己的「因果詮釋」來加以認定，其損害程度可隨之事上的操弄而被誇大或掩飾。

第二、風險分配超越階級與國界，有一種回飛棒效應（boomerang effect），讓風險製造者及因風險而得利者遲早自食惡果。

第三、只要風險有其市場價值，即有人因風險而獲利，則風險依然會被經濟體系充分利用。

第四、風險依附於知識，必須經由科學研究及公開的反覆辯論，才能讓人們意識到並產生行動。

第五、社會所承認之風險最後會轉為政治性議題。

第六、最嚴重的風險發生後，金錢補償不再有效，任何預測性救援都於事無補，政府組織、民間機構、保險制度無一有能力為其後果負責。再加上政府的科層體制的弊病，使得安全措施只是表面上的完美，實際卻敷衍了事，並使得會產生風險的企業之作為合法、正常化，此種「有組織的不負責任」變成風險的溫床。

第七、最後，作者顧忠華提倡「風險理性」，一方面個人要培養對抗風險之責任感，一方面權責機構應主動截斷風險源，而非繼續以老套之官樣文章、統計數字來應付風險。不再允許技術專制，限制技術濫用，並創造公共領域讓多元意見得以表達。
	· 現代風險是多元、多樣化的。

· 現代風險具有高度的不確定性和不可預測性。

· 風險分配概念的深化，是無階級、無國界之分的。

· 知識是愈辯愈明，累積的成果展現，是人們對於風險治理能量的積累，也是現代風險社會治理的利器。

	Anthony Giddens/1990
	「現代性」（modernity）本身便是一個「風險文化」，風險不只是現代科技的構成部分之ㄧ，也深植於現代的社會組織與系統之內。現代風險不受任何國界限制，是以全球作為單位，無論主觀上是否認知或接受，沒有哪個地區的居民能夠置身於這一既定的客觀事實。
	· 風險存在於各個組織、社會，甚至是全球化的趨勢。

· 地球村內的所有居民都是命運、生活共同體。

	Luhmann/1991:

27-31

顧忠華/2001
	盧曼將風險與危機加以區分，主張若未來可能發生的損害是與目前的決策相連繫的，可稱為『風險』；但若此種損害乃是外界環境造成，和人類決策行為無關，便是『危機』。這樣的區分是為了說明凡是和決策有關的風險，即使人們作了規避的選擇，但仍無法百分之百確定不會有別種風險發生—風險因此不可能被完全否定掉，因為它就是以『不確定』的狀態存在。
	· 決策是有風險的。

· 風險具有『不確定』性的特質。

	顧忠華/1994
	科技風險與傳統社會的自然風險的不同：

第一、決策決定性：現代風險基本上是由「技術—經濟」的決策造成，屬於工業化發展的副產品。

第二、不可測性：科學不能預見科技應用之後果，專家亦不瞭解。

第三、後果延展性：風險造成之損失，可能延至下一代。

第四、大災變之可能性：現代風險在某些科技領域常屬於發生機率較小，但一旦發生，則後果相當嚴重的性質。

第五、全球性：風險影響範圍常超過事件製造者所在地。

第六、日常性與公共性：現代生活常依賴高科技產品所以風險無所不在；風險造成之損失可能很巨大，非一般個人及家庭可獨立承受，政府公權力介入是普遍趨勢。
	一個安全無風險的社會在如今難以實現，如何與風險共存才是當務之急。如何適當地分配風險是當今重要之事。

	Warner/1992:4

李宗勳/2005:18
	批評『風險』一詞不應該僅侷限在可能帶來的危害，而是「一些可能性的組合、次數、被定義為危險的事件以及這個事件後果的嚴重程度」。
	風險涉及的層面應更為寬廣，符合影響實際生活的程度。

	Hood& Jones/1996

李宗勳/2005:18
	危機或視為顯示風險的構成要素，危機管理是風險治理的附屬（subset）。危機或危險比較強調實體或客觀的危害，而風險則包括主觀的心理感受與信念，因此，「風險」是由感覺所組成，潛在的損失結合了人與人之間，人與自然（物理）、科技、行為學和財政環境之間的互動關係，複雜的可能要用「風險環境」或「風險社會」說明。
	· 風險的治理層面應著重於全面性的策略運用。

· 危機管理是風險治理的一環。

	Comfort/1999

李宗勳/2005:9-10
	公共安全可以界定為共受風險，而降低風險的責任也是共受的，公共安全不再被視為行政體系唯有的功能，而是一個與控制功能同樣重要的學習過程，此種學習過程係由公、私部門、非利益組織以及公民創造的，整個社區對於風險減少與回應的過程瞭若指掌，因此能夠將危險極小化並增加適應環境能力。
	· 風險治理不再只是政府的責任，而是全民、社區的每一份子。

· 唯有共受風險，共商、研訂對策，才能有效降低風險帶來的危害程度。


2、 社區總體營造

    何謂社區總體營造？台灣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因為都市裏有比較多的就業機會和比較高的經濟報酬，吸引農村人口大量往都市集中，一方面造成農村價值的瓦解，很多人覺得待在鄉下沒前途，因此鄉村留不住年輕人，使得傳統地方產業逐漸沒落，地方的文化特質和歷史遺產不斷消失；一方面這些都市的外來人口，大家心理上都存著暫時來都市討生活的過客心態，因此缺乏對社區的認同，只重私利，不顧公義，造成人際關係和對公共事務的冷漠。行政院文建會有鑑於此，曾提出「社區總體營造」計畫，作為施政重點，並研訂「社區文化活動發展」、「充實鄉鎮展演設施」、「輔導縣市主題展示館之設立及文物館藏充實」、「輔導美化地方傳統文化建築空間」四項計畫，列為行政院十二項建設計畫推動。目的就是要激發社區自主性及自發性，重建溫馨有情的居住環境；實施的方法是由居民透過共同參與的民主方式，凝聚利害與共的社區意識，關心社區生活環境，營造社區文化特色，進而重新建立人與人、人與環境的關係。

    而今天所謂「社區」，已不再是過去的村、里、鄰形式上的行政組織，而是在於這群居民的共同意識和價值觀念。在日常生活可以用來凝聚居民共同意識和價值觀的事項很多，如地方民俗活動的開發、古蹟和建築特色的建立、街道景觀的整理、地方產業的再發展、特有演藝活動的提倡、地方文史人物主題展示館的建立、居住空間和景觀的美化、國際小型活動的舉辦等，各地社區可以分別依據自己的特色項目來推動，比較容易得到居民的認同，然後再逐漸擴大到其他相關項目，這就是所謂的「總體營造」（于國華，2002）。

    再者，以下則參酌內政部2006年2月所編輯、出版的『社區營造研習教材』的內容，將六星計畫之產業發展、社福醫療、社區治安、人文教育、環境景觀、環保生態等各種不同領域的學者、專家對於社區營造實際操作所獲心得歸納如下：

表1-5-2  學者專家的社區營造實際操作心得彙整表

	學者/背景
	主題
	重要內容、指標

	盧思岳/現任吾鄉工作方執行長
	社區營造概論
	1、 社區的定義：消極的定義是指一群人居住/生活在同一區域範圍內，彼此間有共同的利害關係；積極的定義（操作性的定義）是指消極的定義加上「並有共同的意願和行動去改變某些不滿意的現況」，即『凝聚社區意識，參與社區改造』。因此，社區主義的核心價值在於「以社區作為政府最基層之施政單位，強調社區的主體性及自主性；要培養社區自我詮釋之意識及解決問題之能力；而培育社區營造人才，要強調培力（empowerment）過程的重要性」。

2、 為什麼是『總體』？因為營造的是「生活」，食衣住行育樂無所不包，所以是「總體」；且更必須扣連『在地特色』以符合『社區需求』。

3、 「營造」意指『經營‧改造』，與從事硬體建設的營造業無關。關注的重點在於「到底是社區需要改造，還是人需要營造？」其實是一體兩面的，社區需要改造，人則必須被營造，而『做中學』是成長的動力。

4、 「社區參與」已成為社區營造的操作主軸。

5、 因此，社區總體營造以「造人」為目標，以「造社區」為手段。


	盧思岳/現任吾鄉工作方執行長
	我們如何想像社造？--草根民主與社會改造
	1、 民主化與社區的關係：社區是代議民主的操作場域；是庶民輿論的生產場域；是草根民主的實踐場域。

2、 台灣社會在選舉時非常激情，不選舉時又特別冷漠；我們擁有熱烈的、高度投入的「選民」，卻缺乏自主、自律的「公民」。從過去到現在，我們有許多隨時準備為國（中華民國/台灣國）犧牲奉獻的「國民」，卻亟缺透過公共參與、凝聚社會共識的「公民」。

3、 台灣命運共同體V.S台灣公民社會共同體，過去執政者所提出的「台灣命運共同體」，從國族主義的想像出發，以政治認同為依歸，以本土化做指標，但是在「台灣」下方的基盤卻顯得有些空洞。如今則需轉化為以公共領域為基盤，以在地化作指標，建構生活認同、文化認同、土地認同與社會認同的「台灣公民社會共同體」，以球彌縫補裂，紮根茁壯，建立真正同夢共演的台灣主體性！

	林昕/現任新故鄉社區營造推動辦公室執行長
	行政院台灣健康社區六星計畫介紹
	1、 六星計畫中特別加強近年來大家所重視的「社福醫療」、「社會治安」及「在地就業」三部份，並強調落實以「社區提案」為主要的執行方式。希望藉由六星計畫的推動，營造一個「永續成長、成果共享、責任分擔」的社會環境，讓社區健康發展，台灣安定進步。

2、 善用「六星計畫」資源打造社區：政府從推動「社區營造」、「新故鄉社區營造計畫」到現在最新的「台灣健康社區六星計畫」，都是一種政策「工具」，而不是「社區營造」的內涵。

3、 「社區營造」的意義、價值與內涵就是「兩自三同」：「自主」、「自傲」；「同體」、「同夢」與「同演」。

	洪德仁/現任中華民國社區營造學會秘書長
	從社福醫療看社區營造—建構社區健康福祉網絡，落實社福醫療營造
	1、 高齡少子社會的來臨，如何來因應呢？老人社區照顧，應結合專業人員和社區志工，給予適時的協助、照護。

2、 健康促進的活動強調由兩方面著手：

（1） 個人需採取適當的行為，為自己建立良好的生活型態，是預防工作中最根本且最重要的部分。

（2） 政府和民間機構需要積極制定政策，創造健康環境，提供適當的健康服務等，則預防工作才能做得徹底。健康促進是目前公共衛生所要追求的一個理想，也是一種新的策略、新的工作方法。

	李宗勳/現任內湖安全社區暨健康程式促進會總企劃兼常務理事
	從社區治安看社區營造
	1、 為何「社區治安」需要「社區營造」進行斯為改造與鬆綁？因為社區營造可以促進社區安全；「警察活動」與「社區營造」有新的直接關聯。

2、 從社區營造架構全方位社區治安的內涵是：協力帶動社區居民一起打造生活安全；而社區營造架構了全方位的治安社區化共好網絡。

3、 建立「協力夥伴的社區治安網絡」，做好營造社區治安的三部曲：

（1） 以「共識為導向」（consensu-driven）的「整合平台」建構具有共識基礎的跨域社區營造之行動互補與整合平台。這一平台，可以協助將個人參與、單一組織與組織間的行動串連並發揮「互補」與「支應」。

（2）  以「同工情誼為基礎」（colaborship based）的資源互用，從行政程序面誘導社區治安營造與縣政發展主軸相互結合，構建「基層行政與社區同心同在的執行力」，發揮共同參與、共同安排與共同行動的綜效。

（3） 以「信任為資本」（trust capital）的資訊互享，以公開、有效率的方法，將社區營造的人力、物力、財力、資訊等資源分配至社區等方面著手，建立具被信任資本的資訊互享與資源合理配置暨連結。

（4） 社區安全營造要「講乎好」、「分乎好」、「做乎好」、「橋乎好」，才能「共好」！社區安全營造就是大家做伙「造」、做伙「力」用、做伙「享」用。

	吳長錕/現任台中市社區營造推動委員會委員
	從人文教育看社區營造
	1、 人文教育是社區營造的基礎工作。一個成熟社區的養成都要許多熱心人士透過組織培訓、理念溝通、資源調查及活動舉辦等方式，共同尋找社區的人力資源、社區經營的切入點，以及社區未來發展的藍圖。

2、 社區營造的真諦及最終目的在透過人文教育與公共參與，攜手邁入公民社會。社區居民透過討論、組織、行動，一起營造屬於自己的生活環境及方式。一個成熟的公民社會，人民心中永遠要遵守著一個不變的法則：就是當你在享受人民應有的權利時，不僅應履行應盡的義務、遵守法律的相關規定，也要適時表達你對公共事務的參與及看法。

3、 社區工作是社區居民實現夢想的最佳途徑；社區營造所創造的共同利益永遠大於眾人私利的總和。

	鄭晃二/現任淡江大學建築系專任副教授
	從環境景觀看社區營造—如何讓生活空間更好
	1、 社區營造要用合適的方法、做正確的事情，而知識+人民=力量。

2、 社區環境的營造可由個人先做起，先做小地方的美化進而帶動社區整體景觀的美化，激發社區居民對社區的認同與維護，再慢慢地邀請社區居民共同參與社區活動，創造誘因以產生持續性的參與動力。

3、 依循社區環境的自然本質：最好的方式乃由社區居民共同參與，繪畫心中的家園，以綠化取代水泥化，以木頭、石、磚代替鋼筋，遵循自然的法則。

4、 自己願意做的事，不必別人勉強。關鍵是：如何讓大家心甘情願地為社區盡一份心力？


	鄭炯錫/現任台灣環境保護聯盟台東分會召集人
	從環保生態看社區營造—生態環保、社區營造、社區學院
	1、 一個社區若有很多人有共同經驗，便容易得到共鳴；環保運動往往從一個人的守護開始，透過群體正義感，產生社區行動，再經過組織、夥伴、學習等機制轉化為社區全面優質化的力量。

2、 環保運動之所以可作社區營造的切入點，主要關鍵再於作為一個社區認同者，對於環保運動的發起，應思考轉化這股社區力量，讓它能夠永續發展朝目標前進。

3、 而社區學習成長機制可以傳承在地文化技術，可以讓新觀念技術在地化，可以作為社區發展的論壇基地，可以是社區的聯誼夥伴場所。

4、 喚醒社區居民的社區意識：尋找社區居民在意的事物與需求，由居民健康、生活環境品質等切身的議題切入，以激發社區居民的注意與參與，在居民自主性的情況下，更能推動生態環境的維護。

	盧思岳/現任吾鄉工作方執行長
	從產業發展看社區營造
	1、 產業文化化，文化產業化：社區產業除了產品的生產以外，必須另創其他附加價值才有發展的契機，而「文化認同」勢將成為它所要創造的最重要附加價值。任何一種產業的從業者處於相同的生活環境下，長期發展某一種生產技術，改進產品的品質，調整銷售的方式……。

2、 因此，發掘、調查、整理、分析（傳統）產業背後的文化特色，正是創造文化認同的一種「產業文化化」之基礎工程。而後將產業文化的內容深化/擴大其意義、內涵，予以再生產、再利用，就是創造高附加價值的一種「文化產業化」之擴建工程。社區產業必須經過前述二項工程的洗禮，才能脫胎換骨，看起來比較「有文化」。

3、 社區產業不可能獨立於社區之外而存在，切忌急功近利；唯有做好社區營造，才能練成五大門派的武功—以合作取代競爭，以特色取代流行，以價值取代價格，以意義取代商品，以體驗取代消費。


資料來源：盧思岳等（2006）社區營造研習教材，內政部出版發行。

    基此，筆者以為社區總體營造的推動過程，從認識社區，形成社區意識，建立「社區文化認同」，同時從產業發展、社福醫療、社區治安、人文教育、環境景觀、環保生態等六個切入面向觀察找出社區的需求、從人、文、地、產、景當中發掘社區的特色，採以凝聚社區共識，塑造共同願景，建構參與機制，強調由下而上，透過居民參與建立「社區主體性」；而「人」的改造，是要培育成熟的社區公民，主動積極參與公共事務建立「社區自主性」，永續推動社區總體營造的。社區營造是要『大家一起來』—因為社區營造不是個人英雄主義，需要大家一同來參與，不但責任可以分攤，快樂也可以分享，營造居民的共同記憶，成為生命共同體。是要能『挖掘社區人才』—因為社區當中臥虎藏龍，各種人才都有。透過好鄰居推薦，或是資源調查，將社區中的好手一一找出，成為社區的人才資源。是要『尋求外部協助』—當因為唯有社區經過大家一起討論後，瞭解社區的特色與不足，便可尋求外部資源來協助，無論是政府、企業的經費補助，或是學者專家的專業能力協助，都是社區發展的助力。

    而回應到本研究的的主題內容，警民協力夥伴的目標就是要能使治安的風險得以全民的力量共同來分擔、以降低風險的危害；而基於社區安全是社區總體營造的終極目標，因此，我警察在除了在『社區治安』區塊內的工作崗位上善盡本分的努力外，跨出警察本身、跨入社區領域內的協力夥伴關係建立是有其必要性的，我們應以調適、分享的態度面對這樣一個角色地位的重新定位契機，趁此一轉型的時刻，拉近與民眾的距離，共同出力為社會治安及生活安全而努力。

3、 協力夥伴

  一、協力夥伴的意義與精神

          協力（collaboration）意指與其他人共事（working together with others）（Huxham, 1991:1）。「協力夥伴」（Collaboration Partnership）是一種基於相互認同的目標，而建立在不同行動者間（政府、營利部門與第三部門）的動態「互動」關係。這種互動關係的蘊育主要是源自於具有互動互賴共同關係的一群人，基於共同利益、共同問題、共同需要而逐漸產生共同意識的凝結與集體行動。就在這種共同文化、共同命運與共同目標的牽引下，協力夥伴的基本精神包括共同參與（co-operation）、共同出力（co-laboration）、協調融合（co-ordination）、共同安排（co-arrangement）等共同治理（co-governance）的協力夥伴關係（李宗勳，2004b：44-47；Kooiman, 2003：1-10）；因此建立一套明確的夥伴治理機制是首要之務，但如何透過互動同工更新彼此的心意，建立和諧感通（sense of community）與包容性社群（inclusive community）的互惠與共責的相互關係。這類「同工協力對話」（collaborative discourse）牽引出包括夥伴、盟約（compacts）、部門間同工（inter-agency working）、整合輸送（intergrated delivery）、聯合政府（joined-up government）、協商與無間隙政府（coordination & seamless services）等相似的名詞與意念（Pollitt, C. and Colin Talbot,2004:4-10）; 際此，政府以輔導協助代替監督管制，也就是要先扮演促成與催化者(faciliator)、賦能授權者(enable)、重啟公共領域、建構民主化知識。

  二、組建協力夥伴的原因

          在全球化趨勢與資訊科技環境快速變遷下，組織彼此是處於一個既複雜而又綿密的社會環境網絡體系中，然而基於相互單一職能與資源有限，益加凸顯多重組織間合作的需要、合作的利益與合作的優勢之重要性。因此，組建協力夥伴的主要原因有（Lowndes & Skelcher, 1998：315-320；Susan & Marilyn, 2001：17-18；林水波與李長宴, 2005：14-16；李宗勳, 2005：5-6）：

（1） 資源互用化：相對於資源依賴理論係指資源過度缺乏的環境中產生的競爭、權利與支配的模式，協力夥伴觀念強調的是一種協力的概念，一種分享彼此的資源、風險與報酬的關係，是優先於合作而不是優先於競爭。

（2） 職能支應化：協力夥伴關係興起的另一個原因亦是鑑於地方政府組織亟待整合日趨分裂的職能問題，這種問題的解決無法單純從公部門內獲得滿足，需要從政策的關係網絡之相關部門間進行向上、向下、平行、向外的功能整合與職能支應，以區域資源整合的全局性思維，藉由彼此的合作與協力關係達成共同目的，是以，協力夥伴的重點在職能支應而非替代。

（3） 議題跨域化：在面對不同領域間複雜又不容易妥協、難以處理的議題，益加反映出組織間、部門間彼此建立夥伴關係的重要性，誠如Rhodes（Lowndes & Skelcher, 1998：315）所言，麻煩的問題需要麻煩的解決方式，因此，公部門需要建立一個與不同層級機構與不同政策網絡機構間的多面向關係。這種跨域化合作需要發展更多相互關係、相互信任與相互合作，彼此鬆懈自我防衛而願意真誠溝通協調。

表1-5-3  協力夥伴定義彙整表
	學者
	年代
	協力的定義

	Arthur Turovh Himmelman
	1996
	組織間為了共同的利益（mutual benefit），而交換資訊、建構活動、分享資源以及增強彼此能力的過程，並且基於共同的目的而分擔風險、責任與分享報酬。

	Chris Huxham
	1996
	為了取得某種形式的共同利益，在一個相當具正面性的會議或組織中與其他人共事。

	Joe F. Donaldson & Charles E. Kozoll
	1999
	所有形式的組織一起共事以達成各種目標。他們認為協力的特點在於：第一，協力的使用如同一套策略，可以發展或執行許多層面的義務；第二，運作的過程強調如何發展並維持協力關係。

	David Straus
	2002
	人們在團體、組織或社群中，一起從事規劃、創造、解決問題或決策的過程。

	Eran Vigoda
	2002
	權威當局和國家行政官員在夥伴關係中所扮演角色稱之為協力，而該角色為公民所接受且能讓民眾的生活更加美好；這些不是基於他們有權力或具有優勢地位，而是他們應該做的義務。所以說國家機關必須尋求一個公民能夠接受的治理模式，且該模式能持續改善民眾的生活。

	Robert Agranoff & Michael McGuire
	2003
	『協力』是設計一個有目的性的關係（purposive relationship），在有限資源組合中（例如：知識、智慧、時間、金錢或競爭者），創造或發現解決問題的方法。

	Donna L. Cowan, Margaret Torrie, Cheryl O. Hausafus & Nathan W. Swanson
	2004
	在聯結智慧的行動中一起工作，在其中分享權力與責任並且擁有共同的利益與價值。如同私人企業中的多重網絡及聯合行動，允許共同分擔風險，並經由人事的重新組合以增加運作效率。

	Jeffery Everett & Tazim B. Jamal
	2004
	意指利害關係人（stakeholders）在相關問題領域中的互動過程，一起進行活動與決策。

	Dawn Anderson-Butcher & Deb Ashton
	2004
	一起共事（working together）並且分享責任以及結果。而「組際間的協力」（interagency collaboration）定義為：具有不同任務使命的兩個（以上）相互依賴組織，一起發展出正式的協議，用以一起行動達成共同目的或目標。


資料來源：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2005.05.28『憲政秩序與改革研討會』

               --治理新趨勢—協力運作模型初探—陳恆鈞、張國偉

    基此，我警察在經營社區的重要前提是，要能一改過往政府機關由上而下地來促動、導航的角色功能，社區長久經營之道在於要能鼓勵社區居民在『自願主義』（voluntarism）的指引下，自覺地且主動的尋求與公部門的共同合作、培養社區居民自主自立能力，協力完成社區的公共事務；這也就是說，社區意識的構築，要能建構在於協力夥伴關係的基礎之上。

    在警民協力夥伴關係的建立，如何有效應用權變性與支應性能力呢？警察工作掌握了與民接觸的契機，觸發主動服務熱忱，並在與民互動過程中持續提昇工作能力，加以因應社會結構變遷的進程，期待透過權變的思維，普遍與民構築良好互動關係、健全社會網絡，進而獲得彼此的相互支持與回應，這樣的回饋機制持續良性的循環，相信對於警察機關維護社會秩序、安全必然有所助益，而民眾的生活品質亦可獲得進一步的保障；可見是創造雙贏局面的理想狀態。然而，資源不足是組織間共同面臨的問題，急待解決，否則組織間的信任關係會受到影響。

    在社區的經營上，警察掌握了更重要的關鍵；以目前實際社會情況而言，警察與社區的互動尚能維持一定的程度，也大致都能獲得社區居民的支持；惟在與其他政府機關及相關社會資源提供者之間的互信、互動基礎尚屬薄弱，難以共事；因此，協力夥伴的組建不侷限於與民眾，更應為民眾與政府、社會上的組織搭起溝通的橋樑，將社會資源的運用構築在充分運用政府、社會資源的平台上，使每一份資源的運用都能達成最有效的結局，則社區安全的目標應是指日可待。

4、 策略聯盟（Bailey D.& K. M. Koney，2000）

  一、何謂『策略聯盟』？ 

        策略聯盟就是多方團體關係且具下列二項基礎者：

  （一）策略面向—亦即彼此有共同努力的目標。

  （二）關係的形式—亦即彼此負責什麼？決策如何做成的？資源如何分配？誰向誰負責？什麼樣的區域和活動要分享？及相對的自主性？等等，策略聯盟的夥伴關係是需要加以創造的和維持的。

  二、為何要尋求夥伴呢？尋求夥伴是基於下列三個理由：

  （一）要達成內部的運作目標。

  （二）創造服務供應者的網絡。

  （三）組織管理者的操作。

        而非正式聯盟之環境情誼（連結），創造情誼，連（結）盟其他基於合作、協調、協力，以追求「社會責任」和環境正當性，旨在提昇服務、輸送，而非確信組織生存，透過夥伴關係以完成目標。

  三、策略聯盟目前所面臨的挑戰是，合夥權益不夠清楚。

  四、健康服務組織（HSOs）面對各種內外挑戰之回應方式：

  （一）尋求與其他組織結盟（Partner with other organizations）。

  （二）整合資源（Pooling their resources）。

  （三）運用新的結盟優勢，追求共同目標（Using their newly combined strength＝＞in furtherance of common goals）。

            以上三個回應方式是值得我們參考的，而且他們所討論的面向已著眼於『策略聯盟』的建構了。

  五、策略聯盟發展的四個階段：即聚集（Assembling：The art of getting people together.）、整頓（Ordering：Do all of the piece work together？）、執行（Performing：The move from strategy to action.）及轉換（Transforming：The alliance rethinks itself.）。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主要搜尋參酌與「協力夥伴」、「風險分擔」、「社區警政」、「社區總體營造」、「互動倫理」等各相關博碩士論文文獻資料，略可歸納整理其研究之主題區分為：社會志工、非營利組織類的志工團隊績效評估；資訊溝通類的多數個體為基礎建構鄰里模式虛擬社群之研究、社區總體營造之全球化趨勢下的一種地方文化運動；風險溝通類的SARS風險溝通、SARS危機對醫療工作人員身心影響及其因應行為之探討；個案實證風險管理、脆弱性觀點類的基隆河防洪整治的政治經濟學分析、災後社區營造,政商競合的重建計劃看災區社區傳播、九二一震災家戶重建影響因素之探討：脆弱性觀點之實徵研究；互動倫理、道德類的遊民的生存策略和生活世界、建構科技社會的個體責任、風險溝通、法律、社區總體營造、全球化趨勢下、高科技政策、政府與非營利組織關係、SARS風險溝通、基隆河防洪整治的政治經濟學分析、職業道德建構歷程分析案例、貝克（Ulrich Beck）風險社會理論及其對成人教育的啟示；科技風險類的建構科技社會的個體責任--以異種移植為中心、貝克風險社會理論的觀點對發展高科技政策之研究；學者風險理論類的紀登斯論現代社會的風險、社會風險與風險溝通之研究、東西方風險觀的比較研究；法律風險、危險理論類的從理性到反思－後現代時期行政法基本理念之轉型、法律與風險：盧曼風險社會學對法律的觀察、從危險理論論不能安全駕駛罪；社區防救災總體營造類的社區防救災推動方式與流程之比較研究、本土性防災社區形成要素之探討、都市防災避難系統於颱洪災害之規劃；社區治理類的文山社區由充權到治理的發展歷程、山坡地住宅區防災區風險管理機制建立之研究；區域聯防類的地震災害區域聯防救災機制之研究等。

    而與本研究有密切關聯之定義的探討面向則有下列幾項：包括「協力夥伴」、「風險分擔」等二個面向；本章嘗試以「協力空間與全局型治理」、「治安風險的屬性與治理需求」與「警民協力夥伴的實踐與範圍」、「警民協力夥伴對於社區安全面向之檢視」等四個概念、觀點切入，以契合、連結社區總體營造的最終目標，期將「警民協力夥伴」的角色與定位的營造趨向於策略聯盟、中間地帶、倡導參與、搭起橋樑的層面，達成「治安風險分擔」的安全社會。

第一節  協力空間與全局型治理的概念

    本文嘗試將<協力空間>與<全局型治理>放在一起討論，乃因兩者之間有其密切的關聯性與互補互通的特質；協力空間的公共治理強調的是『對話、設計與民主』與全局型治理所強調的全面性的政府在他的想法和目標的中心，它的發展與從下而上、從上而下是同樣的。公共的和社會的政策，再也無法單獨地作處理，它也是必須透過對話、設計與民主這樣的一個機制來運作的；這是二者的密切關聯性。而協力空間倡導了協力夥伴關係的建立，目的就是期待在多元的社會當中，能夠結合眾人之志，做到全局型治理的理想目標；因此，以下則承接此段繼續對於渠個別的概念做一介紹。

壹、協力空間的概念

Skelcher, C., Mathur, N. & M. Smith（2005）於英國牛津發行的Public Administration （Vol.83 No.3:573-578）中介紹了THE PUBLIC GOVERNANCE OF COLLABORATIVE SPACES: DISCOURSE, DESIGN AND DEMOCRACY—協力空間的公共治理：對話、設計與民主；該文研究民主策略和制度的設計之間在操作協力空間的關係，這些政策和空間的領域複合著公、私和非營利行動者一起參加設計、決策和執行公共政策。夥伴關係是組織為了協力所顯示的制度設計，他們提出彈性和利害關係人約定，但是是寬鬆地連接所代表的民主系統。文中以一個多元方法的研究策略檢視管理主義者和合作主義者論述的衝突和參與英國的兩個地方的夥伴關係的設計，再以民主執行在夥伴關係的評估做為分析的目標和從早期實行代議制度以解釋推論的移轉，我們發現針對協力的組織設計反映出二者對話產生不同的決定，獲得了在俱樂部、機構和形式化的政府夥伴關係型式之間的差異。結果顯示協力空間的治理是如何透過一個統治機構的推論的定義制度的實行去傳達的。

該文於緒論中引介了：促發的動機是發生在城市和社區治理重要的轉換。檢視了在公共政策形式化過程利害關係人之間協力的故事和遞送中空的替代和新自由主義的改革協力實行的結果是透過接合各種混合的公、私、社區和非營利的行動者的爭論和審慎的政策和計畫選擇的制度所構成的，以影響特別的空間和功能性的社區。案例包括了創新於Newark、New Jersey的經濟復甦（Mathur 2003）、在Swiss都會區的減少藥物濫用（Walti et al. 2004）和在南亞提升都市的管理遞送（Slater 2001）。這些針對協力的公共管理制度安排的組織的表示是某些形式的夥伴關係，而夥伴關係是會議或管理委員根植於由各種不同利益的參與其中。從公共政策的觀點，這樣的夥伴關係為從事有關聯的利害關係人和參與活動的動機提供了一個顯然地有效力的治理策略（Sullivan and Skelcher 2002）。因為他們以手可及的操作手法接觸到選舉政治權威的中心，在常態下除了可利用法定的實體之外，他們可以以提供較為彈性的決策過程、責任安排和資源獲得、管理的方法建構。無論如何，他們也出現了民主治理的問題，因為他們無法和政治卓越的教義相符合。這個教義告知了自由民主系統政府的設計，而且對於依據清晰的選舉代表和解決對社區福利構成影響的價值選擇給予優先(Klijn and Koppenjan 2000; Koppenjan and Klijn 2004)。在政治卓越的教義和夥伴關係制度設計之間的分裂提升了關於權力、權威、合法的本質和在協力空間裡面的責任和網絡治理的系統的重要問題(Davies 2002; Sorensen and Torfing 2003)。因此，夥伴關係具體化了二個公共政策原則之間的緊張關係—以有效的民主指導和確保公共利益的控制來滿足民眾，並且以有效的計畫遞送去增進社區福利。但是那樣的緊張關係是怎樣決定的？以什麼方法和民主原則對夥伴治理的設計程度為何？他們藉由這個實體遞送公共政策時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文中的報告研究結果是從理論上來報告這些實證的研究問題。理論的途徑引用了政策對話的文獻(particularly Fischer 1995, 2003 and Hajer 1995, 2003)和制度的設計(Goodin 1996)。實證的焦點是在於英國兩個地方的26個夥伴關係。這個報告是由將夥伴關係治理本質的問題化開始的。這個導致對這個研究解釋的架構產生對話，是基於治理制度是藉由基本的對話所建構的想法。我們確認三個這樣的對話—管理主義者、連合的和參與的。然後這份報告陳述了研究設計的原因和研究的方法論，也特別注意到了治理評估工具的運用。詳細分析的資料引導了制度設計結合每一個對話都可以被了解成不同的解決民主遞送的緊張的結論，而且，這個可以透過俱樂部、機構和政策夥伴之間的差異來表示。

在將夥伴關係治理問題化的命題上（Problematizing the Governance of Partnerships），強調夥伴關係是半自治的局部的或地方程度的組織透過政府的、私人的、自發的和社區部分行動者的傳達媒介從事於討論的、審慎的和遞送公共政策的過程(Sullivan and Skelcher 2002)。很明顯地這些行動如協調機構或遞送結構透過重要的公共資源輸送的。他們利用公共政策的目的和手段去處理規範的問題，而且以相當程度的謹慎態度面對。在政策領域所找到的個案如各種的社區安全、鄰里再生、環境維持力、健康增進、創造就業和緩和貧窮。在英國，這些部門的夥伴關係有些時候是透過【地方的策略夥伴】—這些成員是由地方重要機構所操盤的領導者所構成的—的協調。先前的在英國夥伴關係的研究已經顯示了他們是被操弄於不確定而且不清楚的權威和課責的環境(Robinson et al. 2000)，強調問題正從它本身的空洞而上升中：【…侵蝕課責…（和）應負起責任的無名小卒… 】(Rhodes 1996, p. 662)。

他們治理出現問題的本質是因為他們的設計是藉由強制去處理在政策執行垂直和水平互動所發動的而非民主所必須的。有系統地說，治理的問題（至少、從民主的觀點）是更嚴重的，因為這些實體是治理結構是合併不同的組織型式成分的混合物(Borys and Jemison 1989; Skelcher 2004)。多元組織的夥伴關係可以像公司被保證人或公共實體的限制一樣的正式地組成，或像一個非法人組織社團參加一個最小的協定或理解重要比賽者和任命某人為對財政和契約行為負責任二者之間的【應負責任的實體】。為數眾多的橫切面的創新是從各種的政府部門出現。這樣的結果是在多樣性的夥伴關係結構和司法的邊際—地理的/基礎的議題活動地帶，策略夥伴關係不是和會議地區相接就是數個重疊在一起，而是遞送夥伴關係聚焦在顧客群或小的鄰里(Sullivan and Skelcher 2002)。再者，夥伴關係是被運作於流動性的政策環境產生較低程度的司法清廉的這樣的一個環境—權威者操弄具體指定的政策和/或空間的範圍是經常地變成了轉讓(Skelcher 2005)。例如，英國政府政策在這個領域內趨向於討好年輕的人們，而那已經變成了創新的主流，包括了穩健的開始、初期年齡發展和孩子照顧夥伴關係、兒童基金夥伴關係、關聯和策略的兒童和年輕人的夥伴關係。現在兒童的信任夥伴關係是出現在對這個顧客族群的計畫、協調和委託服務。正如每一個新的夥伴關係是被創造出來的，所以其他的就必須響應調整。依次地，這群的夥伴關係是應該透過重疊的組織成員與其他夥伴關係產生連結的，以及和其他在同性的策略領域的夥伴關係群互相結合：例如，健康和社區安全。創造和維持夥伴關係的實際問題是這樣一個問題的設計和轉讓基本的運用指定的和甚至是它所座落的群體的制度安排（規則和規範）。逐漸地，這個導致了為什麼特別的制度設計是使它進入扮演或轉換狀態的理論問題，和在什麼情況下這樣的事情會發生。例如，Atkinson (1999)主張英國的再生夥伴關係的制度設計是基於合法問題的對話的動機的，它是民主考慮的中心，是視為藉由利害關係人成員資格的夥伴關係布告的道德的不清自明。夥伴關係治理的研究因而必須被設置於制度設計的理論和政策對話。

    再者，Lank, E.（2006）Collaborative Advantage—How Organizations Win by Working 

Torether,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 協力的優點－組織如何透過團隊合作促成與得勝，文中，Lank（2006：1）開宗明義指出「沒有組織是一個孤島」，個人獨撐大局的時代不在，在政府獨裁專制與完全民營化光譜中間（middle ground）存在諸多公私協力的治理機制，Line Ricard在「輸送公共服務的新協力模式」( New Models of Collaboration for Delivering Public Services）專著中也大力倡導「協力」是公私夥伴間分享與分擔有形與無形風險、資源、成本、利益的共同責任之機制，經歷初期的相互前瞻評估、協商與允諾、規範期待，而進入實質互動合作的操作治理，以及績效達致程度檢視而決定是否需要另次的移植或永續協力治理。

    Lank（2006：6－9）亦指出協力的優勢在於當組織間藉由發展出與其他組之間有效團隊共事關係而能達成超過獨自運作的實質利益。這種優勢的特質有： 1、組織間團隊共事而能達成一項或多項特定成果。 2、視實際行動而非口語協定。 3、協力領導與共識建立（透過一種得於彼此調適、改善的共同參與與主導機制產生趨力及執行力，並得於經由對話的治理機制納入異議、聚焦共益、養塑鑑賞的相互效映，彼此的協力對話是建立制度與調適成長的共識與願景建立管道）。當然協力亦潛藏著陷阱的！無論是公立機關間、非營利組織間，抑或是公私立機構組織之間的協力合作，所帶來的結果未必均是正面，包括組織之間的溝通、協調成本、自主性考量、權力結構議題、功能消長議題、內部衝突議題等。顯見協力過程難能一帆風順，仍然有潛藏的陷阱。 1.夥伴間的策略或操作議程與步驟不一致且不能調和。 2.夥伴組織間存有文化不調和問題。 3.組織的協力議程之政治支持力度不足。……等等。

    Lank（2006：25－41）亦在在該書提出了如何在進行『協力前的準備』的一些看法：，一、首先，要注意的是協力的可行性？協力夥伴的對象？締結成協力夥伴的機會！並且確實

    瞭解自己現有具備的協力關係！

二、其次，在關係稽核上，掌握組織間關係的狀況應學習金融業、人力資源業的目標著力。而在現有的關係基礎上再去拓展與其他組織的夥伴關係，通常要比全新創發更能夠獲得有效率的工作夥伴；而重要的是能夠『節省成本』。

三、協力夥伴，重在Maintain（維持、維繫），但並非要有大量的外在資源進入；重在develop（尋求發展途徑），是要有策略性的作為。因此，人際關係或許不像現金那麼地實際，但是它卻是很重要的投資。

四、進行策略性的評估時，設計的考量重點應著眼於：目標為何？協力的優劣為何？誰是潛在的夥伴？每個夥伴的料是什麼？利益為何？是否有好的策略和操作配合？現有的關係強度？協力夥伴彼此之間文化的調和程度？風險結合冒險的管理機制如何？是否擬有妥善使用現有的協力程序？如何探求潛在的協力？因此，分享價值是促使有效的協力工作最重要的動力；同時組織間的協力也是從價值的分享開始的。

五、探索可能性（Exporing possibilities）方面：則是一旦確認了可能的協力機會，就必須勇於嘗試，切勿不切實際的想跳開某些必要的過程，因為機會不再，要把握與盟友共同確立目標，一起努力。

六、勇於嘗試與學習（Test and Learn）：因為良好的人際關係、信任、目標調準、一致的作業流程是很重要的，它是可以降低相對的風險。而且執行速度=競爭的優勢。是以，嘗試是為了進一步了解他及自我，最終是要追求【效率】。

七、發掘潛在的夥伴（Finding potential partners）方面：參與網絡的選擇，要注意的是利益為考量出發點；代表性；思維；利益的分配及成本與獲益等；因為Learn＝＞apply，互動學習的目的，就要能進一步的運用所學，才能將學習的成果具體的發揮。

八、意外的發現（Serendipity）：參加社團和網絡對關係的建立是很有用的，但是也有許多的協力冒險是源自單純的巧合（Joining associations and networks is undoubtedly useful for relationship-building, but there is also no doubt that many collaborative ventures come from purely serendipitous encounters.）。而跨國性的分享測試的經驗，可以減少錯誤的嘗試。

九、接近潛在的夥伴（Approaching potential partners）：採用SWOT方式：

（一）Strength（facts）：We have complementary skills（互補的技能）；Our CEOs already have a good personal relationship（人際關係）；Our offices are close to each other so meeting will be easy。

（二）Weaknesses（facts）：We sometimes compete for business；They have little experience （經驗）of collaborative projects；Neither of us have language translation capability（能力）。

（三）Opportunities（possible）：Success on this project could lead to more business；They have a stronger relationship with the customer than we do, so better chance （機會）to win；Using their brand could give us much greater credibility in the market（市場信用度）。

（四）Threats（possible）：They might use what they learn about us to their advantage on other deals；They have a stronger relationship with the customer so might not need us；As they are a much larger company than us, they may not treat us as equals in the venture。

十、探索自由選擇（Exploring options）：要有公開坦蕩的胸襟接納意見；溝通過程必須要有充分的彈性空間。而夥伴的選擇要重質為先！

十一、出口策略的允用（Agreeing an exist strategy）：因為，減少（低）風險所造成的衝突（影響），才是最重要的。

十二、要瞭解自己的協力能力（Knowing your collaborative capacity）：參與個體的正確性是協力冒險成功的重要因素。而有協力經驗和能力的加  入，會讓發掘夥伴關係的工作更加有效率、更容易。

十三、為準備作規畫（Planning for preparation）：對話能促進潛在的夥伴之間的聚焦；在正式化的關係建立前，也應該要去探索風險和合力方面的報酬。

十四、最後他提供了一個檢視的列表：主要的重點在於能暸解：評估協力機會的程序做為策略規畫的程序？廣泛聚集的過程？覓得夥伴的管道？夥伴的標準？自由選擇權？低風險的測試和學習計畫的採用？出口策略？及拓展能力的構築？等等。

    總之，唯有充分的瞭解自己及他方的能力，所謂的知己知彼、百戰百勝的真義吧。

貳、全局型治理的概念

Wilkinson, D., & E. Appelbee（2001）在Implementing Holistic Government全局型治理內容介紹了： 

  一、系絡（The context）的部份：

          二十一世紀的政府必須具備新的議程的行政能力，以創新的態度面對挑戰。全面性的政府在他的想法和目標的中心，它的發展與從下而上、從上而下是同樣的。公共的和社會的政策，再也無法單獨地作處理。社會拒絕、犯罪行為、失業、健康欠佳、低學歷、拙劣的庇護所和幸福依靠的因素是連結在一起而且是多方面的。

          Observer說：即使基本的政策，將目標著眼於失業、貧窮的技能、低收入、貧民家庭、高的犯罪、身體欠佳和家庭崩裂等的問題上，也將無法完全有效的遞送給他們，除非他們一同被適當地連結。而連接起來的問題需要連接起來的解決辦法。

          邏輯和需要是強制。但是，協調政策的先前的嘗試的歷史，以及規模的發展和建立跨越交付代理的非常不同的管理的和專業的文化，它是不主張這將會是容易的。也就是說：「不同的管理的和專業的文化，要能有效的融合、整合，是有其高的困難度的。」因為遞送新的議程的需求—為了現代化—將變得更加有其急切的需要，以因應其他因素的影響。

          公共制度和機構將需要去贊成供應工具的策略，需要更多的關注於預防工作上，而不應僅對於治癒的層面上而已。例如，長期的投資於適當的犯罪預防上可以減少針對高層度的累犯所需高且昂貴的長期監督人照顧的花費。

          政府在實踐可證明的和可見的結果的過程將必須要去參與其中並且去從事教育的工作。服務的遞送和公民參與的文化必須要能加以有效的改變。它必須冒著作為【保姆】的譴責的危險，特別是它所強調的平衡個人和群體的義務和責任與個人的權利和抉擇。

  二、執行的挑戰（The implementation challenge）

  （一）首先，他們必須克服地去嘗試由上而下這種窄化的分部地、專業地和管理的執行的方式解決問題的種種限制。而這樣的執行過程必須隨著真實的夥伴關係和根基於從好的外在實務和他們本身執行成功與失敗當中學習而得的改革而遷移的。紙本計劃不是執行。他們必須跳脫無止盡誇張的夥伴關係、學習型組織、授權等等，到真正澈底的改變，超脫甚至更複雜的語言和在輸入面的紙本計畫，以成就整體的成果。然而，這樣的聚焦必須要能和置於正式界線外的專業組織產生連結。

  （二）第二，為了要實現上述者，公共服務將需要去發展和他們的公眾以新的方式再度接合。在專業的、管理的、政治的和聯合的層級節制、產生權力的歷史成長已經導致了生產者贏得了使用者參與的費用。更近點的改革如強制競爭的脆弱（CCT）、委任部門和所謂的國內市場釋放了一個受歡迎的重點於效率和某些短期產出的範圍，但是卻經常性地增加起自衛的、不合作的【基礎的筒倉】行為。這樣的結果已經變成日益增加的供應的破碎和低程度的信任和從一個逐漸增加依賴於公眾當中分離。對於了解他們自己的需要和持續的公民社會，人們和社區必須要面對的是去扮演更積極主動的角色。

  （三）第三個挑戰是，如何對服務使用者、市民和第一線的職員以跨機構的方式植入新的議程而且是對他們而言是有意義的？再者，如何可以使得類似這樣明顯的由上而下（top-down）的複雜性讓步成為一個連貫的由下而上（bottom-up）的治理模式可以被擁有、設計和以新的傳遞方式激勵第一線的職員和市民們？他們所持有的基本智慧財產將如何帶入以成就永續的改變？

  三、改變工作方向（Change that works）：

  （一） 經常了解變化特別是英國糟糕社區對生活質量產生永續的影響的工作變化。這可以從三個連結的觀點來做檢視：

     1、多元部門第一線的工作者和永續發展的社區；

     2、達到組織目標的決定性因素或機構改造；

     3、社會的成長和公眾經理人自助和自發的活動。

  （二）多元部門第一線的工作者，其最大的目標就是要改善生活品質；因此專業知識的參與社區營造本身，是可以對於問題的長程討論和可能的解決方案有所助益的。而全局型成果的理想狀態，也必須要能夠以廣泛分享的方式向外拓展。其方式可以透過教育過程、提升夥伴層次、年輕化動力和目標困難化的方式，其要能夠有長程的協力關係，以達成整體的目標。而社區營造必須要能積極的參與、從事、介入，是社區發展能否成功的關鍵。

  （三）永續發展的社區是要能持續的組織和全系統的改變，政策決策者和那些在地方執行的策略角色者應該對於這些改變的深奧和他們可以持有的時間沒有產生錯覺的。基於因果的關係，如何確保品質的方式是以垂直控制、層層節制、監督及專業方面的功能的方式，以確保品質的程度，進而提升產品的效能。

  （四）社會和公民參與、自我幫助和志願活動的成長：社區活動的推展必須要能有社區居民的共同參與、出於志願的幫助社區的成長，是社區能否永續發展的重要因素。

  四、必備的六個主要議題

  （一）發展以證據基礎的方式去做改變—運用既有的研究結果。

  （二）從失敗的工作方式檢討復原的方式。

  （三）積極的參與社區事務。

  （四）超脫零和賽局和建立信任。

  （五）最好的價值：執行或破壞全局型的管轄。

  （六）真正的改變是要花時間的。

  五、中間地帶的工作是：建議以改善連接起來的活動，有以下八個區域的政策和執行層面：

  （一）發展【中間地帶】活動。

  （二）調整再生為政體提供資金以提供辦理准許的活動以提升鄰里能力的建構。

  （三）發展賦權予多元部門第一線的團隊。

  （四）活動研究調查和發展與學習是必要的。

  （五）社會家護政策應該逐漸地鼓勵租任所有權、參與和社會社區的建立。

  （六）規劃系統需要較大的垂直和水平的單一化、協調和整合。

  （七）三種需求必要受到保護，即活動、預算和專業的發展是必要的。

  （八）信號燈地位應該只是成為鼓勵公共實體去重新連結地方社區和多元部門夥伴的關係        以達成全局型治理的結果。

第二節  治安風險的屬性與治理需求

壹、治安風險的屬性

    風險社會是一種開放性建構的社會（Beck, 1986；顧忠華，2004：37-39），因此需要有不同於過往的治理結構機制，始足以因應新的風險需求。組織間為了共同的利益（mutual benefit），而交換資訊、建構活動、分享資源以及增強彼此能力的過程，並且基於共同的目的而分擔風險、責任與分享報酬（Arthur Turovh Himmelman,1996）。因此，關於治安風險的屬性，我們也就可以在以下的理念下，一一來做探討：

一、治安風險是以社會連結為基礎的互動倫理

  （一）風險社會中的倫理問題，係基於風險的考量，如何使行動者（或其所屬的組織）透過認知、學習、溝通等過程，加強對行動決策的責任感，此一責任感的指向，不再是只為自我謀成功，而是朝向互利、共生，並且對趨避風險有所加權的倫理要求（顧忠華,2001:37）。

  （二）警民協力夥伴關係構面所要強調的，正如協力空間的核心概念—對話、設計與民主，它是一個新的理念。它是要求建立一個社會願景、符合公共利益的過程，不只是單方面由警察機關付出、釋出誘因，吸引民眾參與。而是要能尋求建立雙方面的願景、方向並共同分享價值的活動，是要能廣泛的與民眾進行公共對話和協議。更重要的公共利益不是只是發生在個別性的公民選擇、組織的程序和選舉的政治之間互動的結果，而是清晰的和明瞭的的公共政策是才能建構警民協力夥伴關係。

  （三）是以，藉由協力空間它所強調以「對話」啟動警民互動機制，使警察對於民力之組構，一改過去主導的角色功能，轉而成為「對話者」的角色；並在於社區內部、外部挹注誘因，促使公民深度了解主動經營的重要性與參與能力學習的必要性，並要能一別傳統治理模式著重由上到下，而併新公共服務之政府治理模式則由下到上的觀點，改為「中間地帶」的結構（對於輔導民間成立各種組織的成員的核心份子，他必須是具備有永續性發展的模式，但這是必須組織能具有『培力』的機制，使得對於公眾有利的政策、策略能夠常保運作的活力，不因領導者的轉換他處而有中斷之隱憂。），以形成策略夥伴的團隊，共同為共同的利益而努力；也正如過去我們所認為—個人利益的總和為社會的整體利益，卻忽略的公民參與的過程；同時，也要喚醒社區居民的是，公共利益是一種動態的調和模式，故必須要以協力空間的對話機制，在不斷的對話、磨合的互動過程，達成最符合大眾公共利益的公共政策。

  二、治安風險是需要公民共同參與、共同出力的

            Denhardt and Denhardt, 2003:40：「政府是由人們所組成的，而且政府的治理者是從被治理者之同意下而獲得恰如其分的權限。」（朱金池，2004：136）公共學者Janet Denhardt和Robert Denhardt從行政學術的觀點出發，以政府對社會大眾的承諾為分析重點，提出『新公共服務』的典範，有別於傳統公共行政和新公共管理的典範。他們分析傳統公共行政典範，是認為民眾是政府服務的對象（Client），意指民眾需要仰賴政府的保護與協助，民眾是政府的追隨者。在新公共管理典範則認為：民眾是政府的顧客（customer），政府必須以顧客導向的施政績效，才能贏得民眾的支持。而Denhardt等人提出之『新公共服務』的典範，認為政府應視民眾為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的『公民』（citizens），而非被動依賴政府提供協助或服務的『顧客』（Denhardt and Denhardt, 2003:45）（朱金池，2004：138）

表2-2-1  美國、英國、日本及我國的公民參與警政治安的作法彙整：

（筆者自行整理自朱金池「公民參與警察治安之研究」：138~143）

	國家
	背景、作法及經驗
	不符期待及未來應努力方向

	美國
	1.1960年代末期由於其社會治安動盪不安，有識之士才察覺到警察不能過度依賴科技專業而予社會隔絕，警察的任務不能過度窄化為打擊犯罪而忽略犯罪之預防。

2.因此，自1970年代，世界各主要民主國家開始倡導實施社區警政，重提傳統警政所揭櫫的警民合作精神，以補救警察專業化之缺失。

3.自1980年代起，以英國及美國為首的民主國家，掀起新公共管理的作風，積極倡導借用企業管理精神，以遂行政府再造工作。強調政府的治理方式應走向導航式、社區性、分權式、前瞻性、結果導向式，以及顧客導向的政府。而此政府再造的時代潮流，無疑豐富了社區警政思維的意涵。
	1、 美國各地大力推行社區警政，影響了其他國家的警政思維。不過至目前為止，美國所推動的社區警政策略，仍停留在新公共管理的典範信念中，只視民眾為『顧客』而已，尚未能視民眾為『公民』，所以未來的警政改革，應在公民參與的主體性及參與的深度上，有所著力。

2、 新公共管理的典範強調「政府企業家」（entrepreneurship）的精神，而新公共服務的典範則強調「公民精神」（citizenship），雖然外國所提倡的社區警政的作法，仍不失為新公共管理的典範，尚未進一步強調新公共服務典範的公民精神。

3、 但是，相信不久的未來將朝向公民精神取向發展，使得公民更加主動積極地參與警政治安，而走向「公民治理」或「社區治理」的模式。

4、 我國未來強化公民參與警政治安的作法建議【就公民治理的模式出發，強調漸進式的公民參與方式，包括資訊公開、諮商溝通及積極參與等三個面向
（OECD,2001; Denhardt and Denhardt, 2003:97）】：

（1） 警察資訊公開化：

I、 警察服務電子化
II、 回應民眾陳情及輿論報導

（2） 警民溝通諮商治安需求

I、 探求民眾需求
II、 調查民眾感受
III、 警勤區專責化

（3） 公民積極參與警政治安

I、 鼓勵志工參與警察服務

II、 動員社會資源投入治安

5、 最值得借鏡的是：

（1） 西方國家為了打破『當代民種的瓶頸』，讓不具有專業知識的公眾，能夠具有充分的資訊來進行公共討論，以提高一般公民對公共政策的參與，已有一些國家發展出許多民主參與機制的實驗，其中「公民會議」（consensus conference）的實驗經驗，尤值得重視。

（2） 它是由丹麥發展而來的，逐漸推行到其他國家的民主參與模式，主要在促成社會公眾對政策會議進行廣泛的、理性的辯論（陳東升, 民93）。而其未來是否將對警政治安作為造成衝擊，是相當值得注意的。

	英國
	1. 英國警政發展大體上與美國相近。

英國在1984年通過了『警察與刑事證據法』（Police and Criminal Evidence Act），在該法中明文規定：各地方警察局長為了解當地民眾對警政治安的看法，以及獲取民眾的合作以有效預防犯罪起見，應該成立「警察社區諮商團」（Police Community Consultative Group, 簡稱PCCGs），參與審訂當地的警政治安政策（Morgan and Newburn, 1997:52）。此類「警察社區諮商團」的成員包括地方民選議員、警察人員、地方政府，以及社區代表（含林里巡守人員）等，激發公民積極參與警政治安作為，不僅對治安有正面的助益，同時也改善警民的關係。
	6、 

	日本
	1. 日本警察與民眾的關係在世界各國算是極好的國家，同時也善用良好的警民關係，從事治安的作為，尤為特殊的作法是在國民的協助下，建立民間的防範犯罪組織，構成了整個設會的安全網。

2. 如：「財團法人全國防犯協會聯合會」便是其中的一個，它以全國的警察署（相當於我國的警察分局）為單位設立地域防犯協會（大約有一千二百六十個），下設有防犯聯絡所，全國約有七十萬五千所。各防犯協會會長，係由警察署推薦地方名士，義務參與服務。這種協會在職業區域團體也有，全國轎車防犯協力團體就是一個例子，它與當地的防犯協會互相連絡，致力於消除暴力、排除麻醉藥、防止青少年的違規行為等的犯罪行為（陳鵬仁，民87：65-66）。
	7、 


  三、治安風險是需要社區自主發掘、建構防禦的

  （一）本文在此處，係認為社區營造的治安是＜社區導向＞；也有學者認為社區營造的治安是<問題導向>，只不過此處的問題建構需要由社區居民自主發掘，而不是專家或警察由上而下給予或交付的。以下是傳統導向警察與社區導向警察的治安風險的治理需求之差異：

     1、傳統導向警察部份：主要功能及工作項目大多是在沒事情時，才從事服務性工作快速有效控制犯罪；課責與授權對法律誠信負責，且受到規則、內規和政策的集權性（centralized）約制；警察局的角色提供必要的規則及政策以指揮員警。

     2、社區導向警察部份：它的職責是社會大眾的一部分，社區警察必須全心全力觀照每一社會大眾的權利及義務；勤務內容以處理市民的問題及關注（problems and concerns）為主；主要功能及工作項目以服務市民為其主要功能及工作項目；課責與授權強調地方自治，並對社區需求誠信負責；警察局的角色傳導機關的價值與信仰以導引員警。

     3、社區警察的員警扮演多重的角色，政府與民眾間的連絡員（liaisons）、處理民眾對政府部門不滿事件的官員（ombudsmen）、社區問題的解決者（problem-solvers）、社區資源的動員者（mobilizers），主要在獲取社區或鄰里的合作，以確認並解決社區問題，而不是單純的處理案件。社區警察是從案件群中找出模式或問題癥結，而這問題也是應由警方處理較為妥切者，或是透過與警方合作較能達成效果者，而進行問題的解決。故社區警察的解決問題方式，與問題導向警察的運作策略很相近，這是社區警察在現場實際應用的策略技術方面，與問題導向警察的重疊之處（林燦璋，警學叢刊25卷3期, 84年3月p.39-56。）。

4、因此，對於社區問題的發掘，以協力空間的觀點而言，必須要透過對話的內容與機制，針對社區內容易治安死角、治安問題點形成共識後，才能有效地設計出因應策略，因而協力空間功能的運用，不僅是促進警民間距離的拉近，更是有效、正面解決社區問題的協力夥伴、分擔風險的因應策略。

貳、治安風險的治理需求

  一、治安風險需要「新治理」—它強調「互動倫理」

            Lowndes & Skelcher（1998: 318）指出治理結構乃社會過程的結果。而在風險社會中，公眾處理的危險到處可能出現，隨時帶來破壞、引起注意，使人驚慌害怕、混亂迷惑，而人類又必須日復一日的生活在各種例行的運作之中。風險社會意味著「過去」失去其對「現在」的決定權，取而代之的是「未來」，亦即不存在的、虛構的、想像的事物，成為現實經歷與行為的原因（孫治本，1999：5-10）。因此，「新治理」（New Governance）從社會互動的觀點，強調政府與社會的互動（government-society interactions），政府不應是獨立於社會之外的控制者，而是政府與社會互動之更大架構中的參與者（李宗勳與鄭錫鍇，2001：16-18）。

            Kooiman(2003:97-99)更指出這種公私協力的「共同治理」（co-governance）應具同工協力（co-llaboration）、共同參與（co-operative）、共同管理（co-management）、溝通（co-mmunication）等核心精神。

  二、何以需要『治理』—因為要面對各種的不確定

            風險社會是一個充滿高度不確定性與危機的社會，當代各項公共問題多牽涉到「共同行動」與「共受風險」（shared risk）的問題，而政府與風險防救行動主體間如何建構社會互動介面與機制，便深深影響風險防救工作中各行動主體的互動品質與防救成效。組織或政府最大的挑戰已不是承平管理，而是面對不確定性的管理，才能確保國家社會永續發展。政府必須為災害防救與風險治理建立一種新秩序，同時，做好風險治理已成為現代政府角色扮演之新倫理（鄭錫鍇，2004：10-11；李宗勳，2004a：100-103）。社會安全不只是建立在個人個別的作為上，而是建立在集體行動的基礎上。

            Beck（1986）發表「風險社會－通往另一種現代之路」而聲名大噪，他指出在第一現代中是以西方啟蒙「理性」、單純的線性演化、以「階級」為基礎的組織型態級制度建立；而在第二現代中所凸顯的是個人化與全球化同時呈現的雙重弔詭，第一現代化的理性帶來了正面功能，卻也同時孕育了非理性與反功能的溫床，而這些正是製造風險與不確定的罪魁禍首。也就是說現代性本身便是一個「風險文化」，風險不只是現代科技的構成部分之一，也深值於現代的社會組織與系統之內，尤其在全球化影響下，現代風險不受任何國界限制，使得全人類成為真正的「命運共同體」或「風險分擔」，風險的外部化加深風險的威脅，風險的管理需要透過系統間協調與互通、更具社會性的責任倫理重建，如何從社會性與個人化的交融與平衡，藉由「再道德化」促成以「連帶式個人主義」（solidary individualism）取代過往的「功利式個人主義」（utilitarian individualism），此一風險倫理議題所強調的是個人與組織對「社會」責任的加重（Beck,1996；顧忠華，2001：63-65）。在風險社會中，公眾處理的危險到處可能出現，隨時帶來破壞、引起注意，使人驚慌害怕、混亂迷惑，而人類又必須日復一日的生活在各種例行的運作之中。風險社會意味著「過去」失去其對「現在」的決定權，取而代之的是「未來」，亦即不存在的、虛構的、想像的事物，成為現實經歷與行為的原因（孫治本，1999：5-10）。

  三、治安風險的治理需要基層組織再造與社區互動平台的建構

  （一）安全與健康是社會的公共事務，而不只是警政與醫療事務；它是跨越公私部門的社會事務與共同責任，而安全與健康即是社區居民參與公私部門合作的表現，一種公共關心的能力與環境情誼（李宗勳，2005a：1）；而此處所指的組織再造未必僅止於基層派出所內部而已，還應該可包括與社區互動的平台及關係。

  （二）以下在陳明傳老師（2004）在「我國警察基層組織再造與民力運用」一文中，引介了日本、英國、美國、新加坡、澳洲等國在社區互動關係上的變化情形，突顯了未來的社會對於治安風險的治理需求是益加重視的：

     1、日本在社區之犯罪預防措施上，自從1987年起就有全國性之防犯協會聯合會，並在都、道、府縣有防犯協會，及各地區之防犯協會，各地方上之團體及民眾均積極的參與。在各地區設有民間自助性的防範活動，例如設有防犯聯絡所，實施地區的事件、事故通報、防犯座談會等，並承擔著向住民傳達警察或上述縣市級防犯協會的通報及資料等；此類聯絡所被設在超市、報攤、或私人住宅等。而除防犯協會、防犯聯絡所外，並有保全公司及企業團體、公司行號、機關學校之守望相助組織。（National Police Agency,1989:58）

    2、英國：在1984年的英國犯罪之問卷調查中，僅有一半的樣本人口聽過鄰里守望相助之計畫，至1988年之調查中則已高達90%的樣本人口知道此計劃（The 1988 British Crime Survey）（Mayhew, 1989:51）。至1988年初，英國的英格蘭及威爾斯已有14%之住戶已為守望相助之成員，約為二百五十萬戶參與該活動，至今其總量應該更高。另外英國在1986年有不到2萬個社區守望相助計畫，一直到1989年快速增加至7萬4千餘個守望相助組織（Home Office, 1989:28）。

    3、美國：美國當代警政學者史科尼克及貝利教授（Jerame H. Skolnick & David H Bayley），在檢驗了美國六大都市的警政發展之後，得到了一個重要的結論，即八0年代的都市警政已遠離六0年代以來，強調警政專技化、專業化的發展趨向，而進入了以重視社區守望及犯罪預防的新策略（Skolnick & Bayley, 1986:Viii）。故而全國各大小城市、郡縣均有個式各樣之警民合作或守望相助之計畫在實驗或推行著（Trojanowicz & Herden, 1985:8-23）。美國總統柯林頓更於1993年9月簽署一個「國家及社區之信託法案」（National and Community Trust Act of 1993）叫做ＡＭＥＲＩＣＯＲＰＳ。吸收退休警察及教師座為義工，來輔導青少年及改善環境與生活品質。至1996年預估招收10萬義工，參與社區活動（Reno, 1993:2-3）。

    4、新加坡：新加坡警察自1981年由李光耀總理倡導社會安寧秩序之維護應向東方學習（指日本）。故至1992年擬改變警政之策略，從集中警力及提高機動性之犯罪偵查策略，到同時重視犯罪預防之策略，是以將設置完成91個鄰里警崗。而此策略的目的之一，即為糾合社區內之民力，以便警民及鄰里守望相助，共同來維護社區之安寧秩序。故鄰里警崗之重要任務之一，即為推行社區犯罪預防之會議、座談、宣導及展覽等工作，並與社區內之各類犯罪預防協會、地區人民團體密切配合聯繫、守望相助共同防治犯罪（The Republice of Singapoe Police, 1990:47-52）。

     5、澳洲：澳洲首府坎培拉郊區甘巴（Kambah）於1984年9月成立首都地區第一個社區守望相助之計畫，亦成為澳洲最成功的守望相助之案例。因為此計劃之施行，竊盜率下降了67%。至1986年4月首都地區就已推展成49個守望相助之計畫，涵蓋了29,216戶住宅，約90,000名的居民；到1989年2月，已增加至132個守望相助計劃，涵蓋首都79,000戶住家，約237,000名居民的安全防護（Australian Federal Police, 1989:14-15），約為首都地區人口的四分之三，而其活動仍在不斷的擴大中。

  四、治安風險的治理需要民力的參與、投入與有效管理的

          警力是真的有限，而民力是否真的無窮嗎？在現實的社會情況下，我們以為，民力是無窮的、是散佈於整個社會當中的，但若缺乏有效的管理、運用，其實質的效用是等於『零』的；我們看現今社會上，人們都是忙於個人的事務，如果沒有遇上與切身利害有關的狀況，絕大多數的人都是抱持著『自掃門前雪』的心態，也就是說，這個工商業發達的社會，『雞婆』心態的人是少見的；再者，在功利主義下，人們為追求個人生活品味的提昇，汲汲營營於開創個人事業生涯，至少對於社會而言，雖不致有危害產生；但若是每個人都是此種心態，人與人之間必然日漸冷漠相待，無法整合共識的；在對於整體的公共事務上，個體是無法獨立生存的，我們要強調的是『互助、合作』，也就是『協力夥伴』的關係，因此，構築公部門與私部門、私部門與私部門、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基礎後，再由彼此互動當中的對話過程，產生共識，進而共同去完全參與政策、策略的制定過程，如此的共識才能夠共受支持，共同分擔風險。以下我們在「民力在治安維護上之角色與功能」、「社會保防亦為民力運用的一環」等兩個構面的內容，我們可領略到民力運用是現代社會的必然產物，民力是普遍存在於我們的日常生活當中的，就看我們所要運用的層面及安全需求而定了。

  （一）民力在治安維護上之角色與功能：

            我們在警察的實務單位裡，刻板的印象是在於我們所認知的民力，目前均著重於社區巡守隊的社區巡守工作上的發展，就如同前段所述，目前的社會大眾，每個人都是努力在為自己的前途、生計而認真工作，對於生活周遭有關的公共議題，較少有額外的體力來共同分擔、承受社區安全的維護工作，而社區巡守隊的成立，早初都是有一群熱心公益的人士極力的倡導，當然與基層派出所積極的鼓勵也有很大的關係，但我們從實際的執行層面來看，社區巡守的功能確能對於少數治安事件的發生有嚇阻之作用，但長期執行的結果，則可能牽涉到參與的民眾的態度轉變、工作關係等而產生變化，甚至變了質，對於民力的運用而言，必然會產生負面的刻板效果；因此，個人以為，自發性的組織與成員處理緊急事件能力的培養，以及『雞婆』不是『抓耙子』的觀念釐清，喚醒社會大眾共同注意到社會變遷的影響，唯有靠全體的力量，才能夠有具體的效果產生；期望透過民力的省思後，具體釐清概念，以為警察於警民協力夥伴關係的角色與定位定調，提供未來研究發現之對照。

表2-2-2  民力運用的省思

李湧清（2004）民力在治安維護上之角色與功能，警學叢刊35：5(159) ：77-89。

	主題
	問題？
	摘要與焦點

	前言：
	「警力有限，民力無

窮」真的是這樣嗎？

民力究竟是什麼？

以治安之維護而言，

民力又能發揮什麼作

用？民力的運用會面

臨什麼限制與問題？
	1、梅可望先生於「警察學原理」以例證檢視了民力的

無窮：它是發生再英國女王伊莉莎白二世加冕前其御座下具有歷史性的一塊大石頭突然失竊，警察當局將這個消息發布後，一個晚上之間即有九千多個民眾提供線索，使得這個案子得以迅速偵破。因此，梅先生讚嘆：『民眾力量之偉大，由此可見』。

反例：民眾對於生活周遭發生的事故或者因為誤會、或者因為冷漠、或者因為擔心惹禍上身，而不聞不問。例如：案例一：九十三年十月初，在台灣地區有一個女子當街被刺殺五十幾刀，目擊民眾竟然都沒有任何報警或其他的反應；案例二：九十三年十月二十三日聯合報報導，在捷運淡水線車廂中，有一名女子遭到性騷擾，再經過三個車站後才有人伸出援手；案例三：吉諾維斯是一個年輕女性，有一天，她在紐約市所居住之公寓門口，遭遇歹徒攻擊，歹徒不斷的以刀子刺她，她大聲求救，鄰居都在窗戶邊觀看，卻沒有任何人打電話給警察，因為大家都以為：即使我不打電話、別人也會打電話報案。結果，吉諾維斯因此死亡了。

	民力的性質：
	加上利潤、利益的觀

念，可否算是民力？

保全公司算是民力

嗎？民力的運用對於

警察組織之獨立性、

自主權，能否適當的

加以維持？對於民眾

的回應，是否應兼顧

本身的能力與條件？


	民力：民力就是民眾的力量，是用來做為與政府互相

對照的概念。最粗淺的分類角度來看，民力乃是做為警力（或政府）的對照。

民力若以是否以「利潤」為中心作區分，則可大別為市

場與志工團體兩大類。而在基本的思考層面上，民力的性質應把重心放在『量』的上面；亦即，必須從『集體』的觀念開始。

民力也可以說—就是一種自力救濟；這裡所言之「自力」是相對於「他力」而言，同時，自力也預設人是『行動者』、是具有自由意志的。『自力』可以看起來是祥和的、無害社會的、朝我們所期望的方向發展的，但是沒有人能夠保證他不會變質。

廣泛運用民力的原因：不僅可以讓受過訓練且具有實際經驗的警察人員從事更實際、更核心，以及更需要警察人員處理的工作；也可將某些特殊的技術或專業委由民力擔任，更能發揮作用；另外從人力資源所投入的人事成本看，也可能是一個較經濟的作法。

	民力運用與問

題討論
	就犯罪預防來看，個

體與集體非營利的犯

罪預防應該是政府政

策的鼓勵重點！

運用非營利個體與集

體之力以預防犯罪，

儘管有其理論上的優

點；不過，在實踐層

面上，最大的問題在

於持久與堅持！

理論上，公益基金會

似乎比較適合作犯罪

預防的宣導、活動的

提倡與典範的表揚

等，但這樣稱得上市

作「治安維護」的工

作？

政府對於民力運用的

態度，足以影響其結

果！
	就犯罪預防的角度而言，一般認為，犯罪預防工作的推廣與實施，如果沒有政府或其他資源團體與組織的介入，大概效果不彰。可是犯罪預防措施的實踐與履行，如果完全依賴政府或其他民間組織團體，結果便相當可怕。因為，即便他們的資源再豐富，他們都不可能一天二十四小時在所有地區都提供這樣的的服務；當這樣的服務缺乏，首先受害的是民眾自身。依賴自己進行犯罪預防的好處在於：快速、實在，並可針對自己的弱點進行。

就集體且非營利的層面來看，對應於非營利個體的犯罪預防行為，雖然可能存在著所謂的「社會遊蕩」效應；但一般而言，其力量與所能發揮的犯罪預防效果，在理論上大於非營利團體的犯罪預防效果。而從利益近身的觀點考慮，正如同每一個單獨的個體一樣，每一個社區對於自己的弱點，基本上也會有比較深入的認識與了解，所以也應該再這個工作上盡一份力量。

營利的集體方面，最典型的民力就是保全公司，而透過保全公司進行維護治安的工作，雖然有它某種程度的作用與功能，但從過去實際的案例觀察，保全公司的成長、茁壯與實際運作，也帶來其他的問題，其中比較值得關注的明顯問題就是可靠性問題了。


  （二）社會保防亦為民力運用的一環：中央警察大學行政管理研究所研究生梁景隆的碩士論文曾以建構我國民間保防之探討－以社區安全及企業安全為例，探討了以往警察機關辦理社會保防工作，以宣導安全警覺、維護公務機密及偵防匪諜案件為主。如今隨著經濟全球化及非傳統安全威脅時代的來臨，國家安全機制應重新檢視，將強化民間保防及安全防護能量，列為工作重點之ㄧ，並藉由社區力量與資源，結合社區特性與活動，進行各項宣導活動，重建國人安全警覺與危機意識，以期達致「全民保防」的最終目標。從社會保防到民間保防，並非政府職權的限縮，更非安全防護的變質，而是一種以民間安全為主體，以民間主動「經營」代替民間配合參與的新理念所促成的政策遞演。是以，在積極的公民關係中，公務人員是扮演服務選擇的角色。而新公共服務的理論凸顯了國家與社會、民間保防與「安全社區」的關係，從跨領域、具夥伴關係架構的公私協力治理的視野，建構以民間為主的新安全防護理念與實踐策略；唯有透過激發民營企業參與意願，有效借助其民間資源能量，共同協力為護國家安全與社會安定，營造政府與企業雙贏契機，加強凝聚社區治安意識，增加區域、社區、空間與建構整體防禦監控力，凝聚「警力有限、民力無窮」之治安共同體。

    基此，對於治安風險的屬性與治理需求層面的探討上，學習型組織概念的深化有其必要性；乃導因於維護社會治安是警察無可旁貸的責任，但有限的警察人力，無法應付複雜而多元的犯罪發生。就實際面而言，單靠警察的力量，也不足以處理日漸多元的犯罪問題，警察在打擊犯罪的能力上，是有其一定的極限的，警察在偵防犯罪所不足的能力，有賴社會上無窮的民力協助。睽諸近十年來，歐美先進國家大力提倡的「社區警政」制度，莫不以有效結合及運用民力資源、增加警民之間的互動聯繫及回應人民對治安的需求等措施，為具體推動施行的策略。警察應扮演推動者與支援者的角色、警察應該促動民眾參與意願及民間資源的投入、警察與社區應從心態上坦誠地融合、以「學習概念」引領社區守望相助工作、政府部門應面對問題並積極回應，以期構築治安風險的防火牆、降低其所造成損害的程度。

第三節  警民協力夥伴的實踐與範圍

壹、警民協力夥伴的實踐

          警民協力夥伴的建立，可以說從一開始就是充滿著挑戰的，怎麼說呢？警察擔負著社會治安維護的重要角色，在一般社會大眾的印象，警察權是絕對的干涉作用，對於社會秩序的維護、案件的偵查，都有可能影響到週遭的社會大眾，甚至產生不便的狀況；也因為警察經常性的與民眾第一類的接觸過程，善於經營警勤區的基層同仁，即可能與轄區民眾產生良性的互動關係，甚至達到高度配合的地步，但總不可能都是這樣的結果吧!個人以為，警察派出所的功能，在經營社區的深入社會、吸取資源及商議磋商的能力建構，必然是時代的要求，警勤區如何在法律的規範、社區意識、信賴基礎的凝聚下，對於社區公共事務的維護挹注參與、支應的誘因，則可能成為社區永續發展的重要因素了；因此，本文試圖從互動（責任）倫理、規範、誘因、信賴、建構警察經營能力、永續發展的面向去探討警民協力夥伴的實踐理念。而就以上這些面向而言，在個人觀察方面，實務單位如刑事警察的辦案，民力的配合是功不可沒的，亦不可偏廢的一股龐大力量；也如新公共服務以輔導代替導航的理論一樣，在社區總體營造的共識結構下，由民眾的自發性組織發起，警察基於輔導的角色，從中促成、搭起橋樑、形成策略聯盟結構，在不斷的接觸、磨合當中，建構寬鬆聯結關係，但能夠具體發揮統合力量的資源整合平台，以使社會治安策略的執行，得以落實有效。

1、 警民互動（責任）倫理構念是要共同分享公共利益

            協力空間所強調的重點是在民主制度下，公民一律透過對話的過程，去設計一個符合大眾公共利益的公共政策，輔以新公共服務的一個核心原則是重申在政府服務的公共利益的中心，因此協力空間及新公共服務是要求建立一個社會願景的過程，不只是聽任政治領導者或任命的政府官員。反而是，建立一個願景或方向、定義分享價值的活動，是廣泛的公共對話和協議是中心的（Bryson and Crosby 1992；Luck 1998；Stone 1998）。更重要的公共利益不是只是發生在個別性的公民選擇、組織的程序和選舉的政治之間互動的結果，清晰的和明瞭的的公共利益是政府存在的其中一個主要的理由。而互動就是成員在團體內互相作用的情形；倫理的定義表現方式，亦可以說是一種非正式的規範或公約方式；因此，警民協力講求的應就是公（警察機關）與私（民間）共識的凝聚、相互支援、共同合作，以有效達成目標；以協力空間、新公共服務的觀點而言，政府部門必須促成建立共同的、分享的公共利益的概念，那就是公共政策訂定的目的不只是要發現快速解決問題、迫使個人的作抉擇，而是要去創造分享利益和分享負擔的。

2、 互動倫理的規範是使每一公民都能公平的被對待

            對Cassinelli等（2002,頁68-69）的規範模型的倡導者而言，公共利益是「最高的倫理標準可以適用於政治事務」，在這個觀點，當事務對公共是有益處的，好比某些事情只對部分公共是好的。所以，政治的組織應該去了解一個社區後追求一個公平的優點的分類。這不是意味著所有的人是給予同一的權利或相等的利益，但是也必須能夠平衡，使每一個人都可以被公平的對待。

            而協力空間的觀點如何融入警民協力夥伴關係？筆者以為，積極的參與是有效創造協力空間重要切入點，以從參與中協助公民在公共政策的制定、決策與執行過程的周延性。在公共政策形式化過程利害關係人之間協力的故事和遞送中空的替代和新自由主義的改革協力實行的結果是透過接合各種混合的公、私、社區和非營利的行動者的爭論和審慎的政策和計畫選擇的制度所構成的，以影響特別的空間和功能性的社區。以下我們就功能、倡導與社會參與三個面向來說明積極參與的重要性：

  （一）功能參與的展現—在於優質互動機制的建立

            基於，功能的參與它是超過和超越所謂的工作執行責任的行為。像Van Dyne（1994）等所主張的，有關係於其他形式的參與，功能的參與行為是員工貢獻，而那是更個別地焦點。也就是，這些型態的行為是較不可能去其他的個體參與直接的接觸；更精確地，它們存在的參與行為像是從事額外的工作活動或自願從事於特別的企劃。除此，這些自我聚焦的行為是很可能的去幫助信任、連接和在一個組織裡的員工的認同。例如，在一個對學生工作群的公民行為的研究裡，Nguyen 和Seers（2002）發現了，當他們的團隊夥伴是高度地自願去執行它們跟任務相關的責任的時候，個體是隨著他們的團隊成員得到最大的滿足而且最有可能去分享變成團隊當中的成員。因此，有高度責任、努力工作和意願去發展他們自己的員工是很可能藉由他們的同儕而變成高度地有價值和適當的喜歡。再者，其他的研究顯示了做的較多的個體是需要傾向於被視為有資格的、信賴和值得信任的。最後，員工是更有可能被視為是和群體組成的他們所喜歡或視為信賴和有資格的個體。因此，當員工展現功能參與時，這很可能將個體緊密的連結在一起。那麼，功能的參與應該積極地與有關係的社會資本的創造聯結在起來。

            因此：在日常生活當中，功能性參與的影子，我們可以從參與學區裡面國中、國小學校的上、下學交通導護；或是主動地、自願地參與自己小孩班上的讀經、學習英文等學習活動，貢獻自己的一分心力，並能與學校、老師，抑或是促進孩子與其他同學、師長的良性互動，產生連結、構築信任網絡，促進家庭與學校對於學童教育的認同感，進而共同分享所創造之價值，厚植社會資本，帶動社會更加進步。而在工作當中，功能性參與的影子，我們則可以從基層員警執行勤區查察勤務當中可以觀察出，基層員警與民眾是經常性地第一線接觸，對於民眾的日常生活可以說是最能掌握第一手資料的，在執行勤查勤務時，若能用心於經營，對於轄區內的老、少、中、青者，多要能有所注意，例如：對於老人，主動付出關心、適時問候，雖可能是勤務之外的工作，但在仔細的關注的同時，若能即時發現需要幫助的老人、通報相關單位處理，則不僅能救人一命，並促成與其他單位的連結，進而建立社會資源共享的信任基礎，使社會的各種資源在建立分享平台時，能獲得轄區民眾、相關政府單位的認同，則相信必能創造更優的社會價值，將人們更加緊密的扣在一起，以使社會資本的積累更加健康、完整。

  （二）倡導參與—透過員工間分享語言和分享論述的發展，社會參與和倡導參與可以增強有認識力的社會資本。

            當員工樂於大聲說出積極的建議和鼓舞他們的同事也這樣子做的時候公民行為也可能促成有認識力的社會資本。就如同前面所敘述的，有認識力的社會資本包含了員工能夠瞭解彼此（Nahapiet & Ghoshal, 1998）。然而，假如員工不樂於和他們的同事溝通或分享他們的主意和想法，那麼一種分享的語言和分享論述就較不可能在他們當中發展了。相反地，當員工提出他們的主意而且公開地與他們的工作夥伴分享真實的意見時，此類的活動是很可能幫助組織內分享語言和論述的創造的。換言之，當員工是樂於發表他們的意見而且鼓舞他們的同事表達他們自己，這個促成了員工能夠舒適的分享主意和知識的一個工作環境（Van Dyne et al., 1994）。因此，倡導參與可以幫助組織內有認識力的社會資本的創造。

  （三）社會參與—社會參與透過網絡連帶的形成、這些連帶的結構和合適性能力的網絡將增強結構社會資本。

            社會參與透過網絡連結的方式促成社會資本結構方面的發展，它是一種改善整體結構的連結，而且有更大的網絡參與。忠誠、順服、功能性參與和社會參與透過員工間愛好、信任和認同的發展以提升社會資本的關係面向。最後，社會和倡導參與透過分享語言和論述以幫助認知面向的社會資本。社會參與描述了員工參與是人際關係的或參與社會的關係，諸如主治醫師的非命令的會議，而且是在組織內部參與的社會活動。在員工方面的社會參與也許是去促成不是已經認識的組織成員之間關係的形成。簡單地說，當員工參與於組織的社會生活，他們也可以遇見其他的人，因此，增進網絡連結的數量。除此，這樣的行為也可能幫助在組織內的員工去改變整體的網絡形成。更者，透過社會參與所創造的關係經常是可能被組織的成員共同建立起來，而這些成員並不是如前所述的角色。因此，藉由參與協力合作的群體活動就像一個公司的野餐聚會或午宴，員工增加了與其他部門工作的同事會議的可能性—而這些同事他們可能不會以其他的方式形成聯繫。然而，可專用的關係也可能從此類的事件的參與得到。

            當新的關係被創造出來時，在組織內的社會網絡結構已經有所改變了。或許存在於兩個部門之間的結構孔道可能已經產生，因為這兩個員工已經因為他們社會參與而碰在一起。再者，這個連結現在可能促使他們非正式化而且協助部門之間的轉換。例如，假如，組織嘗試去發展一條新的生產線，而且曾經因為它所存在的階級制度的報告結構而躊躇的話，這個新地創造、非正式關係可能提供改變必須的溝通管道，以促使新的生產線的開創得以成功。在員工方面社會參與行為也許是促成網絡連帶的創造，是提高整體的網絡裡連帶的形成，並且改善網絡的合適性能力。

3、 警民協力夥伴關係重在誘因的挹注

            組織間工作目標與任務相同就可以協力嗎？根本而言，其乃取決於協力的誘因與機制的變項；也就是說，促成協力的誘因，重在於獎酬設計、分工與工作流程、能共享資源，以期建構完整健全的工作模式為目標；而有關協力機制的產生，就必須在組織文化、組織結構、工作策略、領導模式的不同的前提下，透過考慮不同組織間分工與整合的問題，保有各組織的獨立性並能兼顧協調與配合，達成共同目標。

            警察除了要有幫助的功能外，更有一個道德的義務去保證任何解答是透過完全一致性的正義和光明正大的過程所產生，並且是透過一個完全一致的民主的基準和倫理所完成的。警察並應有所行動去幫助解決公共問題，但是也將讓他有所責任負擔為了保證解決的內容和過程是和公共利益一致的（Ingraham and Ban 1998；Ingraham and Rosenbloom1989）。換句話說，警察的角色將變成公共利益優越的一個保證，解決他們自己和藉由解決公共問題的過程已經發展和民主的規範、正義的價值、共平和相等趨於一致。開闢舞台則可透過交談，可以清晰的分享價值和發展公共利益共同的感情。與其只以形式的妥協回應不同的意見，若能進一步讓民眾們之間能互相瞭解彼此的利益和最終採用一個較長間距和較寬廣社區的感覺和社會的利益。Kenneth Ruscio（2002,頁71-72）主張，規定是為了建立信任，我們要瞭解的是為什麼他是必要的，需要人類與生據來的利害關係排除在外，公共利益的意義，和從事政治生涯的理由。

            警民協力的誘因所指的除了協勤的津貼等福利外，對居民均具有誘因性質的型態尚有有效解決問題、開闢舞台、分享價值的空間；在公共服務的誘因結構，基於市場制約的原則下，行為將遵循最適化，且經過價格機制協調彼此的行為後，市場中每個人的自利動機得以聯結，驅使生產者之間相互競爭，產生創新與服務誘因，消費者主權因而受到尊重。因此，當我們要瞭解顧客導向與為民服務有何不同時，必須先探究微觀面的自利誘因動機（就社區本身而言的自利出發點）與宏觀面的市場競爭結構（此處的市場競爭結構，我們不妨也可以將它定位為『不同社區之間的競爭模式』）。因此，警察除了要有幫助的功能外，更有一個道德的義務去保證任何解答是透過完全一致性的正義和光明正大的過程所產生，並且是透過一個完全一致的民主的基準和倫理所完成的；警察並應有所行動去幫助解決公共問題，但是也將讓他有所責任負擔為了保證解決的內容和過程是和公共利益一致的（Ingraham and Ban 1998；Ingraham and Rosenbloom 1989）。

            換句話說，警察的角色將變成公共利益優越的一個保證：解決他們自己和藉由解決公共問題的過程已經發展和民主的規範、正義的價值、共平和相等趨於一致。而開闢舞台則可透過交談，可以清晰的分享價值和發展公共利益共同的感情，與其只以形式的妥協回應不同的意見，若能進一步讓民眾們之間能互相瞭解彼此的利益和最終採用一個較長間距和較寬廣社區的感覺和社會的利益。Kenneth Ruscio主張，規定是為了建立信任，我們要瞭解的是為什麼他是必要的，需要人類與生據來的利害關係排除在外，公共利益的意義，和從事政治生涯的理由。

4、 信賴基礎的建立與警民協力夥伴關係

            Ruscio（2002：79）主張，政府和公民若一意只希追求極大化他們的私利，那彼此的信任則會因認知的成長而下降。衷心的信任是依靠一個不斷然地容納的假設，而信任是不倚靠私利的。與其它是建立在規範和價值的基礎上，不如假定行為可以被分享公共利益所影響的。換言之，假如人們相信民眾對私利的要求推動政府的回應，信任亦將逐漸下降。所以民眾信任和政府的自信是建立在認知政府的政策是聚焦在公共利益上的。Paul Appleby在1950他說行政者的工作是「誘導進入焦點—解決和整合—這些感覺通俗的必須，給予特殊的形式去回應政府設計去集合這些必須，就全體而言注入先見之名和關於要素不容易被公民所明白的，嘗試如此去組織政府的回應像至少使大多數的輿論或承諾獲得安全」。這裡，他似乎承認有一個需要去思考的不只是特別的利益，但是甚至是較大的公共利益的問題和建立共識的需要。而Frederickson（2002：81）也說：當平凡的時候，透過政府追求的私利，當不是公民就是公務員的私利侵蝕一般的利益時就必須抵抗。與其只是幫助私利的追求，公務員將與被選出的代表和公民持續努力去發現和分明的一個普通的利益而且引起政府追求那個利益。

            許多人積極參與集體行動，原初加入可能是基於親朋邀約或社會關係網絡的因素。這些姑且一試的參與者，可能在日後發現當中人際互動的樂趣，在參與中找到成就感、組織的歸屬感，基於互惠理念下的互助行為以及日益增加的信任感，而成為持續投入的重要動力。這種人際網絡與信賴情愫，一方面可被視為個人擁有的無形資產（Evans, 1996），另一方面，這種社群性關係本身也提供重要的效用，成為參與者追求的標的（湯京平，2001）。

            而在當前警察普遍對政治信任不抱持信賴下，信賴基礎為何？如何重建？是很重要的課題。安全的生活環境，是社會大眾所殷切期盼的；引起社會不安定的原因有種種，舉凡經濟、政治、治安等等，都有可能使得社會大眾感覺到有不安全的意識，也在不知不覺中，由於政治的過度介入治安的工作，誤導社會大眾視聽，將『拼治安』口號化，雖然使得我警察機關在推動各項的治安策略時的客觀環境阻力相對減小，但在改朝換代、政策泛政治化的嚴重影響下，卻喪失了治安維護的主軸，使得治安策略無法連貫、執行者無所適從的窘境，無形中耗損、喪失了警察普遍對政治信任不抱持信賴；因而信賴的基礎就有如Ruscio所主張的：「政府和公民若一意只希追求極大化他們的私利，那彼此的信任則會因認知的成長而下降。衷心的信任是依靠一個不斷然地容納的假設，而信任是不倚靠私利的。與其它是建立在規範和價值的基礎上，不如假定行為可以被分享公共利益所影響的。」也就是說，政府制訂、推動公共政策必須要能與民有「共同的價值」和「一致性的目標」，治安策略的規劃、推動也是；因此，警民協力夥伴的建立必須藉由與社區居民的互動，讓社區居民重拾對警察的信心；也要鼓勵基層警察以功能、倡導、社會參與的方式，主動參與社區，輔導、協助社區治安規劃，重建彼此信賴的基礎的。

5、 警察應該建構深入社會、吸取資源、商議磋商能力

            警察第一線地與民眾接觸，民眾對於警察的期待與依賴也就日益增加；因此，身處於現代化社會的警察而言，至少應具備深入社會、吸取資源、商議磋商等三方面的能力（陳恆鈞, 2002）；而何謂「深入」呢？筆者以為，「深入」這是一個警民互動程度的概念，基層員警在執勤當中，透過勤務作為，經常是必須與民眾近距離的接觸，在互動的過程當中，可能將會從中產生信任連結的變化，在與民為友的交往過程，在與民周遭有關的事務，透過平時的信息互通有無過程當中，『深入』的程度在警民協力夥伴關係的成果上即可獲得驗證了。至於「吸取資源」的部分，我們或許以一個警民協力夥伴關係的觀點而言，或許改以「陪伴連結」的描述方式，亦即陪伴民眾、連結力量的方式，能夠較有『與民為善』，共同維護生活安全的良善出發點。最後是，社區的安全是社區內每一個分子都有責任的，新時代的警察，不再只是站在維護治安的前端喊口號而已，重要的是要能夠結合社區內重要組織的力量，透過社區治安座談會或是透過動員社區召開協調會議的方式，廣納身處社區有切身利害的社區居民的意見，透過『對話』的方式，真正發掘社區的治安死角與應該努力推動的方向，才是澈底解決問題之道，而這也就是「商議磋商」的意涵了。

6、 永續發展計畫是永續發展的重要課題

            根據Trudi Miller（1989）的說法，公共利益概念的否定，結合與市場模式的選擇的信賴和多元模式的政治，對民主的管理和公共行政的範疇有深遠影響和損害的效果。在自由主義的民主制度裡，政府的制度回應到分享的大眾的公共利益的觀點是【關於自由是在政府之上】和造成【為了一些不根據公共利益的理由，經由限制黨派去強制和課公共稅以妨礙努力】。她指出自由主義的民主制度是建立在包括互惠主義、道德的和人民主義想法的價值系統基礎上。所以，民主制度的一個主要機能是要修正資本主義的市場缺點。

            Emmette Redford（1954）指出有關行政的決定是建立在「共同的利益和想法」而管理者行動去「尋覓共同的和永續性的利益是一個對公共利益的實質的保護」。他造成一個事實為行政者的注意對代表不足的，但是他討論未來的重要和分享利益一樣好：「真正的危險是無組織、無力的利益，人類們一般的分享利益，和人類為了明天在政府的會議將沒有適當責任的利益」。

            因此，本文研究的方向在於犯罪預防工作是一項長遠、無休止境的工作，其永續性的問題，存在於經費上、人力上、領導者的思維與願景、抱負，甚至是政黨利益的著眼考量點，唯有正式、制度化的組織結果，才能擁有獨立的財源預算與行政人力配置，在整體而長遠的計畫範圍內，『人』—有決心、有能力、有魄力的人，方能主導、制度化社會福利或社區總體營造的工程，對於社會整體而言，才足以有穩定、長久存在的發展前景的。

            何謂永續？是人的關係永續？還是事務需要永續？空間社會化為永續社會的前提，將空間作為社會分析單位，一方面契合Lefebrve(1974)所主張之「空間是被生產出來」論述，另一方面彰顯社會建構論。針對「空間防禦」（space defense）而採行之守望（guardianship或watch）代表著從社會控制（social control）轉化為「社會生產」（social product）的多項遞移內涵（李宗勳，2000b），是社會系統及環境系統共用的一項社會工程，可達到「互利共生」的目標，由於「守望」強調人與人、人與自然的夥伴關係及照護，由此出發而來的社會守望足跡可作為永續發展的另一面向，並契合「三跨」（跨世紀、跨區域及跨世代）及三生 (生產、生活及生態)的範疇（王俊秀，1999）。環境公民是「民間社會力」的主要行動者，也是培育與醞釀社區與學區安全聯防的公民素養與人文能量的造人運動。所謂在邁向永續社會過程，必須先要讓社會的成員先有「永續性」，不但要在理念上遂行「典範轉移」，而且在行動上也必須「起而行」。本文也認為這種深具抓地力、認同感、鄉親情的環境公民視野是推動社區與學區安全聯防能否成功的關鍵。（李宗勳，2001,P3-4）

貳、警民協力夥伴的範圍

        基於，Susan,B.&Marilyn,T.（2001:3-8）所言，公私協力的「夥伴關係」可以產生一種新的視野洞見與處方，提供一種多於各方加總的合超效應。也同時可以藉由跨域夥伴而促使政策創新與變革意願。公私協力式共同治理的價值略可歸納如下（李宗勳與周威庭，2004：31-32；李宗勳，2004b：41-45）：

     （一）為了改變彼此不夠完美的「體質」與不夠完善的「功能」。

     （二）為了調和動機與各自資源。以「夥伴」取代「代工」。

     （三）作為一種制度得以提供風險理性而勇於任事。

     （四）作為一種治理工具而得以提供：在議程設定階段扮演有效參與角色。

          因此，在決策階段立基於互信機制而建立榮辱與共的生命共同體；透過程序透明與責任明確而成為過程監督的主要來源。這種以互動關係或協力治理結構為分析概念，是共同治理的核心精神所在，也是探究公私協力的重要學術議題，當前所謂的「新夥伴關係」即強調從契約文化轉換為夥伴文化的合超效應；以夥伴文化為導向的協力關係才能加值相互學習、活化資源連結、增強互動倫理、鞏固分擔意願，優質風險管理的成效（本段主張是林水波對李宗勳老師的建議）。

          是以，本文將參考Kamensky & Burlin<2004>專書Chp.4有關<國土安全部>的型態與Chp.6之社區工作坊的經驗、國土安全部的啟示、未來關注重點、互動倫理與公共利益等五個構面，分述協力夥伴之相關範圍。

  一、有關美國<國土安全部>的型態值得借鏡的內涵（Applying 21st-Centry Government to the Challenge of Homeland Security）：

  （一）政府組織長期關注於陳舊的而且完全的反效果的夥伴，造成了人民對政府的信任度逐漸衰退中，因此，昂貴的、強硬的和不友善的官僚政府，已經變成危害公共目的的敵人。西元2001年9月11日紐約和華盛頓遭到攻擊後所產生的影響是讓美國人快速地提升了他們政府的信任層級，而那是自從1960年以來所沒有看過的。然而，數個月過去以後，一個更加細微差異的民意調查—將政府在防止恐怖攻擊的角上從經濟和社會政策的角色區隔開來—顯示出政府信任的起伏是所有關於恐怖主義的戰爭，而且沒有延伸到政府一般性的事務。

   （二）面臨這樣的背景，政府角色的萎縮一點也不讓人驚訝。似乎沒有人再是政府的粉絲（fans）了，特別是所謂的“大政府”。全世界的政治人物—即使那些仍然自稱為馬克思主義者—都是跟隨著前總統柯靈頓和國務卿錢尼貝利的腳步嘗試著去假造“第三條路”。就連至今仍是世界最大的共產主義國家—中國—最近也釋出了他們將退出國有工業的經營權的模式的信息。假如第一世界的國家、發展中國家和共產主義國家中的自由市場機制都從大政府中抽離，那麼緊接而來的是什麼樣的政府呢？這些趨勢似乎預報著政府的終結，然而，在某一方面而言，它是正在結束當中。直到世界貿易中心和五角大廈被攻擊後，令人很難想像的是竟然有政治人物提議要去創造一個新的官僚制度或足以支配經濟快速擴張的政府控制制度。然而甚至是那攻擊的影響，新政府組織的討論也只是嚴格地限制於國土的安全層面而已。民主黨執政的12年當中，確實創造了一個新的政府部門，那就是Corporation for National Service（國家服務社團），而且可以確定的是—它是一個公共的社團。

  （三）20世紀有許多的政府對於問題的回應是去創造一個官僚制度，這是在1930年代到1960年代間的實際狀況，當第二次世界大戰、冷戰和公民權的移動之後的全球經濟不景氣發生時，因而創造了今天我們所見的政府型態。當20世紀結束後，身處現代民主的政治人物並沒有遺忘他們對於解決公共問題的熱情，他們反而改變了他們必須以不是創造官僚制度去解決問題的方式有所認知了。因此，我們已經能夠看到一個卓越的紀元的政府試驗，藉由第20世紀的官僚制度的努力經營不只是要能向上提升第21世紀政府的工作而已。

  （四）20世紀的現代政府是建立在因應問題的產生而設置機構來解決問題的。但是當政府日趨成熟後，某些最困難的問題是挑戰司法權的界線和對政府機構常規的抵制，就會變得很容易辨認了。不管這個問題是犯罪、流浪漢、藥物上癮或恐怖主義，而20世紀的政府結構似乎日益地不適合了。

  （五）官僚政府的限制導致了跨越正式結構的政府和包括其他非政府的行動者的革新運動。因此，最近幾年已經有學者主張“治理”（Goverence）取代“管轄”（Government）當作民主社會的操作方法。治理是一種較為廣泛的項目，包含的不只是這個主張，也包含了各種的組織（公、私、半公開和甚至宗教的），以某種方式幫助追求公共利益，官僚作風國家的發展已經引導某些國去決定了“沒有政府的治理是逐漸變成了對先進工業的民主國家管理的統治方式”。但是即使治理理論預先假設這些國家的存在。21世紀後官僚制度的國家看起來像什麼呢？21世紀的政府如何幫助治理呢？這些新的安排運作在所有的政策的地區嗎？或是他們運作在比他們更好的地方呢？他們能夠比20世紀的官僚制度的國家更適合的民主理想嗎？

  （六）三個假設構成了潛移的基礎，有助於新模式的執行公共政策：

      1、第一個架設是：獨占的問題、缺乏革新、不充足的回應和無效率困擾著私部門和公部門可能被征服或至少藉由充滿著較大的競爭使公部門獲得舒緩。

      2、第二個假設是：在操作的層級，公部門管理和私部門管理之間的差異是較小的。

      3、第三個假設是：公共利益可能被接合和評估的，而這將為公部門創造一個“市場代表人”，因而允許公部門一個新的和較強壯、有責任的形式。

  （七）以下有三種新的政府型態取代官僚制度的研究：

      1、重新創造的政府（Reinvented Government）：“reinvented government”是由David Osborne和Ted Gaebler在他們所熱賣的 “Reinventing Government” 書裡首創的名詞。它是近代流行於世界上許多政府改革的基礎。除去它的本質，重新創造的政府就是企業家。因此，它的運作就如同私部門的商業一樣，在文獻和實務的所記載的重新創造的政府是為競爭、彈性、員工授能和顧客服務所填滿的。他們採用績效指標、使用紅利來獎賞他們的員工和他們置放獎賞於市民服務和生產力上。然而，重新創造的政府仍然是政府。但是它是完全失去很多國營企業裝飾的政府，特別是加諸約束於政府管理者的精確的預算、人事和採購規則，而在私部門而言那是不正常的。第二個假設是重新創造的政府能夠成功的重要要素，因為它允許政府組織從中央控制部門獲得支配公部門活動的自由。這些部門的發明是要去確認和追蹤每一個個別政府部門的經費花費情形。重新創造的政府也尋求使用資訊科技以改善生產力和服務遞送，亦是它成功的重要因素。

2、網絡型態的政府（Government by Network）：最近幾年以來，網絡的政府常被使用來描述影響一個政策世界裡公共的、私人的和半公共的組織的群集，也就是說，政策網絡。網絡的使用並非是一個非常新的，而它是類似於較早年代的政治科學所稱的官僚、委員會委員和利益團體的“鐵三角”。網絡也已經被使用於描述國家之間所發生的關係。如同經濟已經變成全球化了，全球治理評估的需要也逐漸增加了。在網絡型態的政府中官僚制度是被廣泛的其中種類的制度所取代，且幾乎所有的都比政府本身能有較好的名譽（而且有時能有較好的績效）。在網絡型態的政府，政府停止嘗試自己去做任何事，反而是設立其它的組織去執行政府真正想做的事務。一種極大的多樣性組織已經成為網絡型態政府的一部分。教會、研究實驗室、非營利組織、營利組織、大學—所有都已經受邀加入政府執行工作的行列。而網絡型態的政府具有兩種重要的魅力，那就是它不是官僚制度，它有的彈性和革新的潛力，而這正是官僚制度所欠缺的。當政府創造一個網絡時，私部門就會很快地有所回應。而網絡型態的政府不必然是便宜和公開、不總是非常有效率的，但是它有兩個主要的優點，第一是它看起來不像個政府；第二是它允許實驗和產品的改革。網絡型態的政府是一種類似於世界上的社會服務，而網絡本質上的多樣性是可能促使網絡的政府成為一個重要的執法以對抗恐怖主義。

3、市場型態的政府（Government by Market）：在重新創造的政府（Reinvented Government），公共的工作是由在政府工作的人所完成的；在網絡型態的政府（Government by Network）公共的工作是由政府付錢給即使這些工作的執行不是在政府裏工作的人。在第三種從事政府工作的型態是市場型態的政府（Government by Market），政府工作的參與沒有公共部門的員工和費用。在市場型態的政府它使用它的權力去創造一個市場以達到公共的目的。經濟學者稱之為“外在性”（我則使用“市場型態的政府”這樣的術語，是不同於其它的學者的。如B. Guy Peters，是這樣做描述的“……基本的信仰在於競爭的優點和理想化的交換模式和誘因”，大多數的其他公共行政學者，當他們談論市場和政府時，總是談論關於我先前稱做重新創造的政府或網絡型態的政府。），但是市場型態的政府是非常特殊的事情，假如重新創造的政府是全被裝飾得看起來像是私部門的政府、網絡型態的政府是隱身於受歡迎團體後面的政府、市場型態的政府則是如此完美地假扮成大多數的人們不獎賞它的政府運作模式的話，它（市場型態的政府）是最不同於傳統官僚政府的型態。舉一個例子：

      在1960年代的時候啤酒罐和飲料瓶子過量的使用，致使Lady Bird Johnson（wife of President Lydon Johnson）就進行了清除美國高速公路的戰役，乃因在1970年代的時候，啤酒和飲料瓶罐的氾濫，造成了嚴重清潔和掩埋的問題。因此，在1971年Oregon州通過了國家的第一個「瓶子法案」，因而代替創造了清潔高速公路局和招募工人去撿拾瓶子的工作，政府做了一件不平常的事情—它創造了一個市場。而藉由通過法案來強迫用路人將瓶灌留置於車內，政府創造了一個經濟的誘因以抑制人們從車內將瓶罐扔出車外。而為了解決仍然有固執的用路人把他們車內的瓶罐丟出車外，該法案也創造了一個經濟的誘因給其它的人去回收這些瓶罐，賺取獎金。

      撇開問題，對官僚政府而言，市場型態的政府是一個非常有力的選擇，因為它允許一個無限制數量的個體的順服，而共同去成就整體的公共利益。

  二、美國『社區工作坊』的經驗值得參考的內涵（Communities of Practice：A New Tool for Government Managers）：

  （一）“這裡的焦點是在於草根式革新的努力的地方是正在革新的社區群體有機會能夠共同聚在一起而且一起分享他們是如何去解決問題的……它是像一個實質的傑出中心，而且所有的夥伴都是專家。”

  （二）由於全球化和一股向前移動的知識革命，世界上有變形力的改變對傳統的結構和管理方法的安排構成了挑戰。這樣的概念對私部門來講是很清晰的但是對於公部門問題的解決更是重要，因為政府、非營利組織和營利組織正逐漸地結合在一起。今日的挑戰的複雜性和聯合的執行經驗需要一個成比例的學習、改革和跨多樣顧客協力的能力。但是行動學習—導致在重要的公共問題真實的衝擊—請求組織的安排那只是我們剛開始的想像和創造。現存的有用的合作和協力模式是由於持續的障礙結果而受到強烈壓力的：官僚的遲鈍、害怕改變和草地心態的管理者。而且許多改變的努力是過度依賴於退出即會招致允諾的革新會終止的這樣的有號召力的領導者。

  （三）常見的政府官僚—是設計用來解決穩定的問題，透過集中管理的計畫和政策以建立制度—是受到重要的環境限制所束縛的。規模和功能的專業化仍然提供了重要的利益，而集中化協調和執行的標準也有一個角色要扮演，舊的制度是不夠的。許多我們最迫切的社會問題—在教育、社區安全、環境、就業機會，購屋能力、健康照顧等等—要求彈性的安排、不斷的改寫和理解調和專家和信用的方法，而那是需要跨組織和誇部門的。

  （三）私部門的公私—跨國公司和起始階段的兩種—是利用基本的網絡形式的組織去建構新的能力、加速改革和增加敏捷（Nohria and Eccles, 1992；Dyer and Nobeoka, 2000）。非營利組織也是經常地以跨網絡方式的組織去和夥伴們共同從事複雜的市民議題（Keyes et al., 1996）。政府也必須學習去影響內部（跨機構和下級單位）和外部（跨政府層級、跨部門和跨重要的顧客）網絡的勢力。但是做這樣的工作出現重要的挑戰則是勝過了私部門的經驗。此外，許多的最重要的運動者指出了“協力疲勞”。過程獨特和較好的管理承諾是不足以贏得他們的付託的。然而，最重要的政府組織是治理，在民主地社會，特別在市民從事是有急切需要的地方，有效的治理模式必須能夠有作用地從事組織的公共利益團體、私部門和市民能夠大體的去解決市民所關心的事情（Barber, 1985；Putnam, 1993；Fung and Wright, 2003）。

（四）什麼是社區工作坊？（What is a “Community of Practice”？）

          社區工作坊是總理知識資產的組織和社會。他們運作如“社會的學習系統”，是一個讓實踐者結合以解決問題、分享想法、設定標準、發展工具和發展同儕和利害關係人關係的地方。這些結構是值得考慮的非正式結構，因為他們不會被外界所命令（干擾）。社區工作坊的一個基本的面向是自願參與，因為沒有這樣的意願時，成員們是較不可能一起尋求或分享知識、彼此建立信任和互動或是運用社區的知識於實務上的。成員們樂於去學習和一起互動是能夠為社區提昇價值的。這不是說外在的提案人和利害關係人不能指導或影響一個社區—事實上，他們仍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但是提案人關係的本質是截然不同於傳統的報告人關係。它比較像是一個策略聯盟，如果這樣它就有一個非正式的、有知識基礎的結構了。

  （五）就如同知識結構，社區工作坊補充了正式單位的功能，如部門或跨功能團隊，它原本的目的是要去遞送產品或服務和承擔品管、成本和顧客滿意度的責任的。事實上，社區的一個顯著好處是橋接正式組織的界線以增加聚集的知識、技能和專業的信任和服務於這些組織內有交互作用的實行者（Wenger, et al., 2002）。對跨機關和跨部門的協力而言，社區工作坊是一個非常適當的結構模式，因為他們本質上是跨域的實體。而一個社區的效果依賴於三個它的核心結構面向的優勢：它的領域、社區和實務。

      1、領域（Domain）：涉及它的焦點和本身。要點有：

      （1）把焦點擺在有關市民議題的特定區域，例如針對減少槍枝暴力犯罪的策略。

      （2）對主題和了解它如何可以奉獻給社會的熱情（Passion）。

      （3）政治的系絡：給予這個領域有合法性和受到關注的力量，藉由它給予市民正面的影響，並且讓實行者都能很在意它的存在。

      2、社區（Community）：涉及它的成員的關係和互動。要點有：

      （1）各種層級的社區成員：召集人、核心團體、活耀人物和周圍的。

      （2）信任的感覺、公開、歸屬感和委託予網絡內的其他人。

      3、實務（Practice）：涉及它的方法和學習的創新。要點有：

      （1）技巧、方法、敘述、工具和專業的態度。

      （2）學習的活動以進行建構、分享和運用實務。

  （六）社區工作坊的領域（Domain）包括實行者一起奮鬥或實質的思考他們要怎麼去做的這些主要的議題或問題。例如，航空公司飛行員所討論的是飛航技術的增進和新的安全設備適應的方法；石化地質學家所討論的是岩石的構造和哪裡可以發現隱藏的石油；而老師們是分享他們關於課程計畫和方法的想法和經驗。以上所有的個案，他們的主要議題是在於誘出成員們的對工作的熱情。社區的領導者為利害關係人執行管事者的功能，以確保專業的清廉、水準和功效。當然，社區工作坊的成員們可能把焦點侷限於他們自己的自私、內部地焦點利益，甚至這些可能抵觸或違反利害關係人和社會的需求與利益。社區就像任何團體或組織都需要有效的領導者和問題導向的、和利害關係人保持關係以確保從事的成員和社會的清廉和能力的成長。

  （七）社區（Community）：在聯邦政府的系絡裡，社區工作坊需要來自各部門的聯邦官員和多樣配置的利害關係人和夥伴們的協力關係—包括州和地方部門、營利單位、大學和學校、醫院、基金會、市民聯盟和非營利組織。最佳地是成員資格反映出關於領先改革觀點和方法的多樣性和反映出實行者的專業利益和人口統計的特質的變化。在成功的社區，成員們重視的是他們的同儕可以為社區做出怎樣的貢獻：“我感覺我是這個公司裡的其他資深貢獻專業人員。因為你知道其他人是具有高層級的能力，所以活力的層級、信任和創造力是較高的。那使得我有一股非常地自願投入。”社區成員參加各種不同層級的參與—包括社區領導者、參與活動和只是偶爾參加周圍成員。領導權在一個有效的社區的協調者和核心團體是基本的。成員們的共同信任感、公開、歸屬感、分享行為和共同的價值觀提供了多樣的成員之間相互學習的基礎。如同一位成員所說的“彼此常常見面、建立關係和彼此交談、互相學習是很重要的。假如我們只是在電話裡聽到彼此的聲音，我們便不能彼此有足夠的溝通。”這樣的感覺表現出他們社區能夠成功的原因了。成功的社區工作坊的原因不是委託參與是因為它是建構了共同的信任、交互作用和分享價值。

  （八）實務（Practice）：是習慣於表示方法論和技能。包括可整理的“最好的實踐”是可以作為引證的，以及有沉默寡言的技能的一個專家—例如，一個心臟外科醫生、或一個優良的鉛管工人。實務也包含了不疑的想法像真實的專門技術持續參與學習。因此，實務的成分包括了它的項目—工具、方法和敘述—以及學習和革新活動。例如，安全城市的“實務”成分包括了運用地理資訊系統（GIS）的繪製地圖技術的方法以劃定那些需要更多關注的高犯罪區域。除了GIS製圖外，這裡所描述社區的實務項目的成分還包括對建置地方聯盟、管理課後計劃、建教合作、追查非法槍枝和運用“rumble strips”以降低高速公路的車禍案件等。每一個網絡協調各式各樣混合的學習和革新活動以建置、分享和運用知識。這些活動區別為以下三個面向：面對面的和實質上的；正式和非正式的；公共的和私人的。重要的是活動的舉辦是促使了社區內的成員們互動機會的增加，促進了彼此更進一步的瞭解，因而較容易成共識，增強彼此之間的信任。

            最後，當然領域、社區和實務之間是有高度互相關聯的。因為有許多剛獨立的社區，甚至領域都還沒有界定清楚，因而專業的項目就容易有參差不齊或不平均的現象發生。再者，假如領域的界定並不受到注目時，它就較不可能有吸引的動機和有才能的成員加入，或者想要一起學習和工作了。相反地，即使成員們都是有才能的而且喜歡一起工作，假如他們不能定義一個令人注目的學習議程去從事和沒有個案問題去努力或是沒有想要一起建構必要工具的話，然而這個社區也不可能會有吸引力的。

  三、美國“國土安全部”型態的啟示—未來應走的方向：

（1） 國土安全應被提升至國家戰略層次：而且對於國土的界定應包含國土（內）安全與國際（外），且有所重疊；因此，警民協力的治安策略層次應有所提升，在與治安相關的單位如行政院海巡署、法務部調查局、國家安全局、軍方的憲調組、檢察署等，在重疊的區塊內，能夠建立資訊分享的平台，更納入民力的結構，以構成綿密的治安網。

（2） 應建立全民總動員保衛國土安全的共識：重視中央與地方及私人企業、民間社區的整合力量與夥伴關係的建立，建立彼此信任的機制共同參與，輔導、合作訓練及建構整體防災、救災、治安維護之作戰機制；因此，警民協力夥伴關係的建構，就是在民力的運用上，在公、私部門與非營利組織之間、建構資源整合、運用的平台，以喚起全民營造安全社區的共識，共同參與、共同合作。

（3） 應建立災害發生後之抗災、復災心理建設與因應機制，以減低衝擊：包括政策面、法制面及執行面三大主軸的全力整備、因應，以期健全、完備總體面對災害之發生，將危害減至最低。因此，對於各種災害的發生，警察要建立經營社區的能力、也要培養社區居民自立自主的能力，朝向全方位的整備（預防工作），減少災害所帶來的損害。

  四、未來應關注之重點：

（1） 全球化已是國際的趨勢，全面檢討應對始足以因應：二十一世紀的最大特色就是全球化，而全球化意指世界各地相互依存性的增加，導致帶來新的世界政治、經濟和價值秩序，衝擊著每一個國家，帶給每一個國家新的機會、新的挑戰、新的權利和新的責任。面對著這個時代的政府治理的困境，必須培養處理複雜事物的意識、辨識、選擇、控制與轉化能力，以因應時代變遷的需求。

（2） 風險社會是時代潮流、時代的產物，應與高度關注：風險社會系現代社會的自然產物，反省現代化所帶來各個面向的威脅，透過決策來評估風險、抑制風險，並尋求各種途徑來防止風險的發生。而每一決定包含了一定的風險，面對風險全球化的趨勢，應重新思考個人及集體間的倫理關係，避免行動者（指有決策權者）採取「有組織的不負責任」之態度，不斷製造並加深風險帶來的威脅，強化具風險意識之「責任倫理」取向，以期有效因應風險社會的危機。

（3） 全民共識的災害防救與健全完整的防災體系：諸如美國、瑞士、日本等國在災害防救機制方面，渠均顯示公共安全管理方面的重視，尤其是災害防救或反恐機制方面，逐漸強調第二現代「風險社會」主張的以「社會連帶」、「責任倫理」、「集體性風險分擔」的共同治理。是以，體認公、私部門再提供公共服務時，經營者並非種要關鍵，而是需民眾的高度支持與協力合作的精神與行動。

  五、互動倫理構面

            風險社會中的互動倫理問題，係基於風險的考量，如何使行動者（或其所屬的組織）透過認 知、學習、溝通等過程，加強對行動決策的責任感，此一責任感的指向，不再是只為自我謀成功，而是朝向互利、共生，並且對趨避風險有所加權的倫理要求。台中縣東勢分局成立『課後輔導班』的宗旨，即在於使中輟、行為偏差學生或需要關愛的學子，透過參與警察機關所倡導之學習環境，在正面（指警察打擊犯罪、將嫌疑犯帶至所內偵訊的同時，讓學子親自體驗情境。）存在的環境中培養學子獲得社會正面的認知效果，並藉由學習與溝通的過程，使其加重本身對於社會一份子的責任感，強化與員警、輔導義工、同學彼此之間的互動關係，建構正確的倫理觀念，以使渠等能認同警察工作的性質，進而成為關係緊密的協力夥伴的一環；台中縣東勢分局成立『課後輔導班』的宗旨，亦在於以『同理心』為出發點，普遍地照護社會上弱勢的個體，在基礎的社會結構上，透過正常的互動過程，堅實地建立起民眾高度的信任感，進而使警民關係更加綿密，而可以連結彼此成為協力夥伴關係，共同為生活水平的提升而共同努力，讓社會多增一分穩定進步的力量。

  六、公共利益構面

            警民協力夥伴關係所要強調的，正如新公共服務的一個核心原則，是要重申在政府服務的公共利益的中心，是要求建立一個社會願景的過程，不只是單方面由警察機關付出、釋出誘因，吸引民眾參與。反而是要能尋求建立雙方面的願景、方向並共同分享價值的活動，是要能廣泛的與民眾進行公共對話和協議。更重要的公共利益不是只是發生在個別性的公民選擇、組織的程序和選舉的政治之間互動的結果。而是清晰的和明瞭的的公共利益是才能建構警民協力夥伴關係。社會福利與社區總體營造的理想目標，應是全面性的，也就是說『全局型』的治理要義，台中縣東勢分局對於青少年課後輔導班的成立，主要亦著眼於公共利益的著力點上，以公共利益的出發點，一方面是要去促進社會大眾均能獲得，另一方面則也需採取預防破壞的措施；因此，藉由警察機關率先以輔導角色介入將中輟、行為偏差者適時找回，發揮導正功能，則亦是促進公共利益範疇的一環。而未來仍須努力的方向，則是希望能夠進一步地與中央或地方政府的相關部門彼此協調合作，將社會的公共利益確實傳輸與社會大眾，真正照顧到每一位需要照顧的人身上，也才能真正符合公平正義的重要前提。

第四節  警民協力夥伴對於社區安全面向之檢視

    基於，對於『社區警政』Trojanowicz和Bucqueroux是這樣定義它的：「一個新的警政哲學是根基於警察和私有的市民以創造性的方式一起工作，並可以幫助解決當時跟犯罪、犯罪恐懼、社會的和自然的失序和鄰里關係衰退有關的社區問題這樣的概念。這哲學是預測在實現這些目標的信仰上需要警察機關和社區裡守法的民眾發展一種新的關係，並且允許他們對於放置地方的優先權有較大的發言權，參與他們其中並努力地去改善所有鄰里關係的整體生活品質。它並從處理隨機的服務需求去解決問題的方式，以改變警察工作的焦點。Moore和Trojanowicz則觀察出『假如在問題解決的策略和社區警政的策略之間有所不同，…則它所不同的是在於對地位的看法和社區組織的角色，和在組織與安排的構築上以增加社區參與（1988:8）。

    再者，當代的管理原則，Couper和Lobitz（1993）提出改善警察機關的幾個重要成分：1、警察首長應該創造和蘊育對機關的清晰、長程方向的一個願景。2、首長的生活方式和領導模式應該與社區期待和她的或她的信仰與價值相調和。3、首長必須能夠傾聽員工和社區成員的聲音以了解他們的渴望、期望和問題。傾聽聲音應該變成一個持續進行的流程，包括對這些員工和社區成員所關心的事做回饋。4、警察機關人員的招募和挑選應該要能契合、幫助首長達成其所擘畫的願景，並應避免濫竽充數的僱用。5、警政關心的應該是把焦點放在鄰里關係和市民的問題上，而不是準點管理和警察部署計畫。6、社區關於犯罪的洞察力、警察執法和生活品質的問題是和實際的問題一樣重要的，而且不應該被忽視。7、警察首長應該實行品質改善方法去給予社區最好最適合的服務和價值。

    而「安全社區」（safe community）則是指一個社區可以在社區民眾得以安全健康地工作與生活的共識下，結合社區內所有資源，共同為減少各種意外或故意性的傷害、營造更安全的環境、建立社區安全文化，除區內每個人以身作則外，透過各社區領袖、社會服務機構從業員、企業雇主與雇員、警察、消防與安全專業人員等，自發性組織、結合社區內所有資源，共同為減少各種意外或故意性的傷害、營造更安全的環境、促進人際和諧、增進每個人身體、心理與社會全面的安適而不斷努力的運動。

    因此，警民協力夥伴關係的是建構在互動（責任）倫理的基礎上，是基於警民之間經常性的第一線接觸，頻繁得互動過程中，可以建立溝通的平台、介面；而互動（責任）倫理構念如何促進警民新合作關係的連結？那就是要共同分享公共利益互動就是成員在團體內互相作用的情形；倫理的定義表現方式，亦可以說是一種非正式的規範或公約方式；際此，警民協力夥伴所要講求的是公（警察機關）與私（民間、社區）共識的凝聚、相互支應、共同合作，以有效達成建構『安全社區』的目標。
	作者/年代
	主題/關鍵字
	研究發現與建議
	重點歸納

	盧慶隆/2001
	社區安全聯防運作之研究~以桃園縣中壢市為例/社區、社區安全聯防、社區警

政/
	現今社會需要學習營造生命共同體與共構生活願景，唯有共同體的認知、意識與行動，才能有共構美麗生活願景的基礎；也必須留意基層的公民社會建構，使其成為具有全人觀的公民，並表現出友誼性、自主性、自發性的力量，願意為社區安全的共同生活、協力合作機制而努力貢獻。
	建立社會的新秩序，不能單靠有限的警力，需要重整新的思考與全方位的整合，而在多元的社會內部，由不同層次與不同方式的社群組合，彼此重疊支持，建立綿密的社區聯防體系，才是治安維護的根本所在。

	李建村/2001
	公私部門協力關係之研究—以台北市文湖國小社區、學區安全聯防為例/公私部門協力、社區安全
	公私部門協力關係的促進，必須進行整合政府功能與服務、統整相關計畫、成立社區聯防學苑、推動培能教育、參與誘因設計、民間全程參與的聯防政策、形塑政府機關學習文化、以催化社區學習、舉辦聯誼活動加強宣導、加強與非營利組織的合作等等作為。
	Kooiman（1993）指出存在

於治理需求與治理能力之

失衡所導致的信任背叛危

機，需要從手段的多樣性、觀念的創新性來調整，強調外部水平化之資源探求與聯結，即是與民間公私部門協力的建構方式來因應。

	施永昭/2001
	公民資格與公民參與之研究—以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民力整合運用為例/公民資格、公民參與、民力
	一、目前民力運用的所碰到的困難是：警察與民力之間缺乏信任、民力欠缺學習心態偏差、經費不足核銷不易等問題。

二、透過社區意識生活化、公共參與社會化、社區參與學習化、參與動機分享等作法，才能建構一個具現代性的社區。
	透過相對有限之共享利益、共享責任與共享領導的「公民資格」認定、「公民參與」機制、「公共資源」整合，才能建構具備永續性、可累積的互惠利益、互信關係與互動資本，降低外界過度侵蝕的負向效應。

	曾寶鋒/2003
	我國警勤區職能轉換與社區關係之研究—以台北市萬華區及內湖區為例/警勤區、社區關係、職能轉換
	1、 警勤區除了需要達成警政服務的要求之外，更是警察機關回應外界民眾需求的重要機制。

2、 警察與社區需要建立協力的互動關係，充分地融入社區。

3、 警勤區與社區接觸互動所形成的情感，對於警政工作的推動具有正面的價值。
	警勤區與社區互動的警民協力關係，是建構警勤區新的治理策略的指標；警勤區職能轉換，是改善與社區居民互動關係的重要契機。

	謝玫妃/2003
	組織信任與社區安全之探討—以台北市信義區雙和社區為例/信任、社區安全、紮根理論研究法
	1、 組織信任需要培養、維持與修復。

2、 中間人機制的角色有助組織信任的養塑。

3、 組織變革、改制後所面臨的是信任重整。
	社區組織的成立及維繫的方法，與社區居民的生活息息相關，而社區組織領導者則是運用各種方式，促使具有同背景及處境，或居住在同一地域的社群組成組織，從而謀求解決、共同面對社區問題的解決方法。

	姚泰山/2004
	社會化治理下非營利組織的協力策略~以慈濟基金會「921希望工程」為檢證對象/希望工程、社會資本、公私協力、非營利組織、社會化治理
	政府在面對多元化的民眾需求及過度擴張的福利措施時，單向供給的治理模式受到了挑戰；而面對治理的困局，政府不得不擴大民間參與的深度與廣度，藉以構建「公共管理社會化」的根基，並活化公共服務的機制，藉由跨部門協力、跨機構合作等治理策略，回應社會的需求，在資源聯結與整合的面向下，透過網絡調解與連貫政府與社會彼此的價值、認知與需求，擴大社會參與的途徑，深化公民參與的理念，以及厚實公私部門合夥關係的信任基礎，建構社會化政府，實踐「公共管理社會化」的治理模式。
	921震災過後，民間社會展現了前所未有的社會力，由第三部門主導，結合了個人、不同的組織以及政府部門投入災後的重建，凝聚了社會力量，展現效率及對社會需求的優質回應。

	楊承翰/2004
	以「社群組構理論」探討新竹縣新光（斯馬庫斯）部落的社區總體營造歷程/社群組構理論、群力、社區總體營造
	藉由Elias的文明進程、社群組構理論的架構下，社區在地植根的關鍵在於透過集體制約從高度他律朝向高度自律的轉換方向，以深化在地產業的永續發展。
	社區總體營造的目標是要能達到教導社區民眾，在面對全球化的加深與城鄉差距持續擴大的現況，如何透過政府政策的培力經理（Empowerment）活化偏遠社區的發展。新公共服務主張政府角色應該以服務代替導航、強調公民社會、與人文資源的。

	梁景隆/2005
	建構我國民間保防之探討—以社區安全及企業安全為例/民間保防、企業安全、社區安全
	新公共服務的理論凸顯了國家與社會、民間保防與「安全社區」的關係，從跨領域、具夥伴關係架構的公私協力治理的視野，建構以民間為主的新安全防護理念與實踐策略；唯有透過激發民營企業參與意願，有效借助其民間資源能量，共同協力維護國家安全與社會安定，營造政府與企業雙贏契機，加強凝聚社區治安意識，增加區域、社區、空間與建構整體防禦監控力，凝聚「警力有限、民力無窮」之治安共同體。
	隨著經濟全球化及非傳統安全威脅時代的來臨，國家安全機制應重新檢視，將強化民間保防及安全防護能量，列為工作重點之ㄧ，並藉由社區力量與資源，結合社區特性與活動，進行各項宣導活動，重建國人安全警覺與危機意識，以期達致「全民保防」的最終目標。

	黃正誌/2005
	組織間信任關係影響組織學習成效之研究—以內湖及東勢警分局參與推動安全社區為例/信任、安全社區、組織間學習機制
	安全社區的理念與警察工作的目的是相呼應的，主要是強調預防的工作，在相通的目標下，對信任關係的形成是有很大的助益，但組織間互動方式及策略會影響信任資本的累積，因此警察組織應運用本身的正當性，主動將本身的資源與民間分享，建立良好的組織間合作、學習機制，在治安、交安的議題上，學習成為協調者、促進者，而不是主導管制者。
	由於社區意識的快速甦醒，民間自發性的組織紛紛針對社區內的各項安全議題，以各種不同活動的推廣，使警察組織可以有參與合作夥伴的機會，對於整合社區及其他行政部門之資源，變成為警察對於犯罪預防的因應策略有所領略；信任是社會互動最重要的一個面向，也是人類維繫群體生活的關鍵基礎，更是形成夥伴關係的關鍵因素。


表2-4-1  警民協力夥伴對於社區安全面向之檢視
    以上正如Michael Taylor所說的：「社區（community）是無政府狀態下社會秩序的基礎，而社區間主要的特點是共通的信仰和規範，成員間直接又複雜的關係，以及互惠信賴，利他心（altruism）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以及Geiss(2001,152)「每件事情都是相互關聯的，因此需要的是全般的、統整的解決方式」、Weichselgartner(2001, 86)「弱點必須是政策和方案考量中的一部分」這些重要的前提提示下，我們可知警察對於社區的經營有賴於在社區內由共通的信仰和規範，在優質的互動倫理促動下，在民主的基礎之上，增加與民間的對話、主客觀地考量組織設計，而這就是協力空間的隱喻之ㄧ；但重要的內涵仍包括了誘因的挹注，這對於警察與社區之間都是很重要的決定因子，唯有健全的組織功能、角色扮演的定位成功，則應能建構優質的協力夥伴，在互利、共生的基礎上，共同擔負起經營社區的重責大任。而在經營社區的工作上，風險分擔的作為應著力於建構資源整合、運用平台、強化基層警察經營的能力包括了，深入社會、吸取資源、商議磋商的能力，充分融入社區、與民產生優質的互動關係，並進而培養社區居民自主自立能力及合理劃分不同組織責任隸屬，以有效分擔社會風險。協力夥伴的持續發展的更深層目標是要使在社區當中警察應能與居民構築「策略聯盟」雛型，以強化整體團隊的力量、進而以「中間地帶」的永續承接力量、積極地「倡導參與」、為民眾與政府之間「搭起溝通橋樑」，以期朝向「擁有健全的協力夥伴關係、永續計畫、全局治理、並能執行評估的」安全社區、生活品質。
第三章  國內現況與國外經驗

  本章係就國內現況與國外經驗的探討，引入國外經驗，並不是說外國的就一定最好，但所謂的他山之石可以攻錯的道理就是『別人能，我們也能』，引入的目的要能擷取到他們的精隨所在，讓我們的檢證在一定的基礎上迎頭趕上，並期待能夠超越他們，讓我們的警民協力夥伴關係健全化、治安風險分擔有效化，讓生活環境更臻於安全的理想目標；而在各節的內容簡述如下：第一節是有關於國內警民合作的現況，內容包含了現行「社區警政」策略下的警民合作，以實務單位實際現況、所選擇的台中縣東勢分局與花蓮縣玉里分局在警民合作上的創舉與特色作為本章的開端，第二節接著引介北歐瑞士、丹麥、挪威、瑞典等四國在安全社區推動上與警民合作相關議題的釐出可為我國警政策略參考者；最後第三節的重點是以新舊警民協力合作的角色與定位之比較內容，主要是突顯出新警民協力夥伴關要能對應於社會脈動才能有效達治安風險分擔的效果，使達成社區安全的目標；而當中就有賴於警民協力夥伴的角色與定位的確立了。

第一節  國內警民合作現況

壹、現行「社區警政」策略下的警民合作

    隨著社會急遽的變化，治安問題的複雜性與嚴重性與日俱增，使人民對生命、財產安全感到焦慮與不安，如何有效整頓治安，使人民降地對犯罪的恐懼，儼然已逐漸成為社會各界矚目的焦點，亦使社會各界對警政建設寄予深厚的期望。由於社區警政已逐漸成為全球警政發展的新典範，美、日等國推行社區警政後治安已獲得明顯改善，故不論警察部門、一般民眾皆同聲主張警政應社區化，其主要係強調：警察組織對社區之需求應有所反應、警察能主動協助解決社區居民問題、加強社區警察與守望相助組織之結合、以發揮守望相助之最大功能。因此警察需參與社區活動，是最能建立民眾與警察互信的基礎。社區警政是時代的趨勢，主要在打破傳統的巡邏、守望的制度，力求警民一體，共同打擊犯罪，以預防勝於治療的方式，實施全民治安。當面對問題的時候，採取預防的解決方式為優先，要求社區民眾投入，與轄內警方合作，發掘出社區的潛在危險因子，了解犯罪的可能原因，降低民眾恐懼感，共同決定問題、共謀對策，有效的解決社區難題，以達到提昇社區生活品質的目的。而從社區警政之功能而言，藉由警察勤務模式的轉變及守望相助與預防犯罪的勤務模式，以期能建構守望相助之社區警政模式；是以，改善現有警察勤務之缺失，透過有效組織及運用民力，從而建立社區化之警察勤務模式，是促進警民互動、營造警民一體社區環境的重要因素，而其最終目標及要能實現社區警政的願景。社區警政的目標即要建構安全的生活環境，是要達成社區民眾主動願意與警察配合，共同協助預防生活週遭犯罪案件的發生，警民之間構成了緊密的夥伴關係，產生必要的信任連結後，才能有效發揮力量，減低犯罪的發生率，避免生活於對犯罪的恐懼中，警察機關要改採主動式、積極的預防犯罪策略，才能符合現代化安全概念；故警民之間透過社區、村里巡守隊的密切互動，應能有效產生合作關係，分擔風險，一起為社區、村里之安全而努力經營，使社會更能充滿安全、祥和。

  一、實務作法：台東縣警察局落實六星計畫「社區治安」－推行社區警政經驗分享

    台東縣警察局推行「自主式」的社區警政，主要係基於政府與社區間、社區民眾間能透過「商議式民主」去孕育、型塑負責任的自主性，與目前推動之「台灣健康社區六星計畫」中特別強調「社區主義」的核心價值，包含三項主要價值觀，其中第一項是：以社區作為落實政府施政之最基礎單位，強調社區的「主體性」及「自主性」是一致的。自主式特別強調社區警政推展的對策項目及作法應具彈性原則，策略可因時空及地域而制宜，由社區警察與民眾共同會商，並發揮與時俱進的特色，充分尊重個別化、多元化、本土化的自主性精神。「自主式」社區警政兼顧實施過程與結果，重視上、下屬理念共識的建立，內、外部行銷的相互效應，建立積極的「警政社區意識」，以激發積極的「社區參與」，尊重並整合民意，共同決定警政服務之優先順序，以更富創意、彈性的方法整合、運用社區資源，動員社區力量，讓民眾走出來參與方案的討論，再走回社區一起推動方案，共謀社區福祉。另外，「自主式」社區警政強調授權與民主；充分的授權給派出所及警勤區，讓社區警員有充分的能力及積極的精神，去解決社區民眾的警政服務需求，而民眾則扮演更主動、全面參與的角色，與警察共同研商警政策略作為，共同參與社區問題解決及治安維護事宜，此與六星計畫「社區主義」的核心價值第二、三項培養社區自我詮釋之意識，及解決問題之能力及培育社區營造人才，強調培力的重要性更是一致的。

  二、理論檢證：

  （一）治安風險分擔構面：

      1、自主式社區警政—建構警察經營社區能力與培養社區居民自主自立能力

      （1）建構警察經營社區能力：該警局透過全方位溝通方式，期能與基層建立共識，乃因理念與共識的建立，是推動社區警政工作成功的奠基，社區警政應以分駐（派出）所所長、警勤區員警為推動主力，故幹部與基層員警之觀念溝通至為首要。辦理講習，講授社區警政及社區治安會議相關議題，教導派出所員警如何針對本所內、外在環境做SWOT分析，充分掌握優勢，改善弱點，運用機會，規避威脅；辦理集中(分區)研討座談會，透過以上充分的「授能」，主要是要讓基層員警能確實了解社區警政意涵並且知道如何著手融入社區，推動社區警政工作，使基層同仁在推行時更具信心。

（2）培養社區居民自主自立能力：該警局以召開社區治安高峰會議，由警民攜手合作共同發掘、認定社區中的問題，一齊決定各種問題的優先順序，並共謀解決對策，增進社區生活品質。透過社區治安會議召開的機制，實現上述主張應是最佳抉擇，亦可建立互惠、互信且密切的夥伴關係，讓警察與民眾互相成為「可信賴」的夥伴，同時運用問題解決導向的策略，整合社區中各種公、私資源，共同解決民眾關注的社會問題。治安死角的產生源自警民間長期疏離，惟有以「互動與關懷」來結合社區無窮民力，建立共同體的觀念，才可以有效促進治安改善，增進民眾對治安滿意度。

      2、實施「自主式社區警政」的4個面向—協力誘因與治安風險分擔的意願

      （1）激發民眾參與治安維護之意願：把社區行政、民間資源整合與轉化。並整合民眾、媒體、公益慈善團體和私人企業共同組成「策略聯盟」，合力解決社區中的問題，透過協調、轉化、運用社區資源擴大服務層面，以實際參與社區治安維護工作。(與問題導向相契合)

      （2）強化民眾自我防衛之力量：延伸防禦空間體系，激發民眾防衛力量，擴大治安耳目，彌補警力不足。(與主動式、預警式警政契合)

      （3）主動關懷社區深耕警民互信基礎：以關懷弱勢族群與民眾搭起友誼橋樑，樂與警察合作，堅定警民互信之基礎。(與服務導向、信賴核心相契合)

      （4）積極融入社區營造警民共治環境：積極參與社區各種活動，建立警民夥伴關係，化被動、消極「反應式」的案件處理模式，改為主動積極尋求有效解決問題的「預警式」警政。(與警民共治、建立夥伴關係相契合)

  （二）警民協力夥伴構面：協力空間：對話、設計與民主—民民意回應與肯定：

      1、91年度委託台東大學所做「警察執勤暨服務情形之滿意度調查研究計畫」，其中民眾對於實施社區警政作法的滿意度高達80.1%，92年第2次所做滿意度調查為84.5％，93年第3次所做滿意度調查，縣民仍是給了84.3％的高滿意度，顯見自主式社區警政工作，展現的新警政措施，台東縣民給予高度肯定，成效優異。

      2、成立全面品質管理推行委員會，全力推展「品質警政」、「社區警政」、「觀光警政」3大工作主軸，參加行政院91年度全面服務品質獎，在全國1206個參審機關中脫穎而出，榮獲第5屆行政院服務品質獎─落實品質研發個別獎項殊榮。

貳、台中縣東勢分局在警民合作工作上的主要創舉及特色要點

    台中縣警察局何局長對於社會治安工作的遠見在於「基層派出所的主管、勤區警員」是治安維護工作的重要舵手；基此，東勢分局陳分局長亦深感於社會治安的維護，在警力有限的前提下，對於預防犯罪工作的推展必須及早紮根，對於青少年階段中輟學生所衍生之諸多社會問題的省思下，由分局長以下至派出所所長、警員等，傾其全力努力尋求資源的挹注—志工的邀請、公益彩券盈餘的補助等，終能因為在社會福利的前提下，獲得縣府的大力支持；而在派出所主管、員警的共同認真、共識結構下，均能齊心共同為社會風險的預防工作而投入於『中輟、行為偏差學生課後輔導』的重要工作；並自九十三年初分局刑事組婦幼及少年業務承辦人宋松蔚等，戮力於辦理婦幼安全及偏差行為少年輔導工作，推動成立了『兒童、少年輔導工作及課後生活輔導研習班』，此乃警民協力夥伴工作的一項創舉。

    而其主要的特色在於，課後輔導班的招收對象是國中、國小中輟及有偏差行為傾向之學生，集中於課後在派出所內，由志工媽媽從旁輔導課業及其他之課外活動內容，學生無需擔負任何費用，便當、文具等費用由派出所擔負等等；均顯示課後輔導由警察部門擔綱，不僅是一項社會福利政策的表徵，亦是一項重要的警民協力夥伴關係建立的新契機。

    因此，我們可探知的是，以『協力空間的觀點』，成立課後輔導班的作為，符合了協力空間所強調的「對話」，今日在有限的警力下，初步雛型由警察—公部門以輔導的方式，將『民眾』拉進警察機關內部，以讓民眾更深入了解警察機關對於社會治安工作的努力與工作概況，是能夠以對話的方式，與民充分溝通，以減輕未來犯罪偵查的成本；然，未來警察機關仍應以『共同對話者』的角色，促發以民眾自發性的力量，去共同為安全的生活空間而努力的；因此，公民主動經營的重要性與參與能力學習的必要性，在於要能讓民眾體認、參與，進而學習各項的能力，以分擔風險社會所帶來的風險；東勢分局以基層派出所為該專案的執行單位，由與民眾日常生活密切接觸、對話的基層佐警投入工作的推動，將執行層面的落實程度達到最高點；更以公民參與的過程，藉由動態的調和模式得到公共利益，以真正獲得社會福利政策的照護。
叁、小結
      基此，以下僅就我國現況的特點、優劣勢與不足之處歸納如下：

  一、我國國內警民合作現況的特點： 

  （一）社區警政的引進與影響：

            我國在社區警政的引進，乃因當權者體認世界上有許多國家，現正推行或探究社區警政、加以學術界與實務界亦漸次體察此種與社區結合的警政策略、可能有效地解決社區中的問題與預防犯罪的發生，且在警察治安策略的研究上、警察與社區民眾結合以發揮犯罪預防之功能、已成為晚近學者研究的核心議題。基於當代警察較新的犯罪預防策略、在發展上主要是受到三項洞察的影響：一是—若沒有社區居民的協助、警察無法有效預防犯罪；二是—僅靠犯罪事件發生後的被動式反應、警察無法達到犯罪預防的目的；三是—警察勤務過於消極。而這三項洞察，可以說是形成「社區警政」策略性思考的主要基礎（黃啟賓，1999）。

  （二）我國在警民合作的具體作為：以社區守望相助巡守隊為例（陳明傳，2004）：

     1、守望相助之精神及其活動，在我國乃自古即存在的一種民間的互助之美德與民間之自發性組織。雖然因為都市化與現代化之社會發展，而使此精神逐漸凋零。唯因為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人民對生活品質的要求漸高，因而鄰里的守望相助隊又被再次的提倡與注意。因為它是確保高品質社區與安寧之生活的重要方法之一。

     2、而歐美先進國家，邇來所倡導之社區重建與發展之概念，更加速了國內對守望相助之重視與推展。並且能隨著時代之變遷，而提出更符合時代需求的新模式。其創新之方式，例如成立守望相助組織及警鈴連線區域聯防（龜山鄉公所, 民86:21）；又如成立守望相助巡邏隊、舉辦村里民聯誼及急難事件之處理、環境衛生之維護等公益性之活動（台中縣政府, 民81:10-15）。

     3、另外，台中縣警察局至民國92年業已輔導成立守望相助組織，村里、社區巡守隊有115隊，5,533人，公寓大廈巡守隊333隊，1,005人，合計448隊，6,538人。該局並已律定完成守望相助隊服制及巡邏車統一標誌識別，並與地方警察單位密切聯繫，交換情資共同防範犯罪及提供各項服務。（台中縣警察局提升服務品質績效報告, 民93年1月）

          是以，基於社區警政的目標是要建構安全的生活環境，是要達成社區民眾主動願意與警察配合，共同協助預防生活週遭犯罪案件的發生，警民之間構成了緊密的夥伴關係，產生必要的信任連結後，才能有效發揮力量，減低犯罪的發生率，避免生活於對犯罪的恐懼中，警察機關要改採主動式、積極的預防犯罪策略，才能符合現代化安全概念；故警民之間透過社區、村里巡守隊的密切互動，應能有效產生合作關係，分擔風險，一起為社區、村里之安全而努力經營，使社會更能充滿安全、祥和。

  二、我國國內警民合作現況的優勢與劣勢—以社區守望相助巡守隊為例（陳明傳，2004）：

  （一）優勢：

     1、社會逐漸轉型，並朝向高品質化方向發展，對於安寧環境之需求將漸強，故成就了社區守望相助的有利發展可能性與空間。

     2、新一代教育的普及，將有利於社區意識的理性凝聚，間接提昇了社區守望相助成功發展的動力。

  （二）劣勢：

     1、在社會轉型中，有其漸進發展之陣痛期，在此期間因為社區意識之形成不夠完整與堅實，故而在人力與經驗之籌措上很難找到有力之著力點。

     2、因為我國守望相助之發展，尚不夠落實與多元化，因而很難得到民眾以及各界之支持與引發共鳴。

  三、我國國內警民合作現況的不足之處：

  （一）政府機關間力量的整合：首重的是政府的各機關對於守望相助之成因、理論基礎與各先進國家之案例有更深一層之體認，才能有效的參與守望相助計畫之運作。

  （二）社區內資源的激發與整合：民間自發性、自決性的參與，誠為保證守望相助有所成效的重要因素。

  （三）守望計畫之跨國比較與本土化之調查、研究、與發展—社區「生態考量」的守望相助計畫。

  （四）社區警政策略及民間化社區防護策略之活用。（陳明傳，2004）

  （五）績效指標對推展社區警政構成影響：社區警政的推展，主要著眼於長遠的規劃、經營、充分與社區民眾互動、共生，共同擔負起社區安全預防性工作的執行；是以，短期間內較難有立竿見影的效果。實務上，績效指標確實對於基層警察人員在士氣激勵上產生了影響，並且影響了與工作偏好之關係（蔡宗璸，2004）。

  （六）專業化警察對治安工作推展是助力抑或是阻力：在這個資訊充斥的社會，科技知識被用來解決人類問題，各種職業也因此走向專業化，而警察工作當然亦不例外，到目前為止，專業對於工業社會中主要經濟、政治、文化制度的貢獻是有目共睹的。

  （七）從借取他人經驗，審酌政治、社會、及管理思潮等環境因素，盱衡國際犯罪情勢，以期能突顯我國警察專業化的問題癥結，積極推動結構性、制度性之警政革新再造工作，並能就組織任務、組織結構、人員素質、科技裝備等方面革新，塑造警察新形象。

第二節  國外北歐國家作法

壹、安全社區之由來

    從1970年代起，瑞典就開始有地方性的事故傷害防制計畫，到1980年代，在世界衛生組織（WHO）"Health for all"的渥太華宣言之後，事故傷害防制開始受到國際間的重視，而「安全社區」的概念便第一次正式地在日內瓦舉辦的「第一屆事故傷害國際研討會」中正式被宣揚，且受到廣泛的討論，之後提出這個概念的溫斯朗教授（Leif  Svanström）便在WHO支持下，組了「世界衛生組織社區安全推廣中心」，協助全世界任何地區的大小社區從事安全促進的工作，為了彰顯社區以「安全」為標竿的努力，該中心訂定了「安全社區」的努力準則，並以公開認證的方式標示，藉此推廣安全促進的理念，並形成世界性的「安全社區網」。

貳、北歐國家的作法之比較

    接著，本文擬引用瑞典、丹麥、挪威、瑞士等四個北歐國家的作法在警民合作的特質及對我國警民合作的啟發、值得參考之處。

  一、瑞典Falking社區：

  （一）警民合作的特質：1975瑞典Falking社區是第一個對各年齡層、各種環境與情境採取全方位傷患控制途徑的社區，並非創造一個新架構，而是經由現存組織、協會與福利功能等統合協力下的努力成果。1978年該社區提出傷患註冊計畫構想，1979年完成計畫並在三年內減低工作、交通、家庭領域的傷患達27%。並於1991年通過「安全社區推廣協進中心」安全社區認證。

  （二）對我國警民合作的啟發與值得參考之處：其所謂的「安全」的意涵，是從狹隘之意外事故與傷患事件，拓展為各種環境與生活面向的「安全」意念，是一種與大家的生活息息相關且非常貼近的知識。因此，我們可說要獲得「安全社區」的認證，其目的並非建立一個已經完全「安全」的社區，而是要使社區有更安全的計畫、努力與承諾，它不是一個結果，而是一個進行式的運動，亦即，社區裡的每一份子都能攜手同心，一起努力推動安全的生活環境，營造健康的社區空間與生活環境。該社區對於各年齡層、各種環境與情境採取全方位的照顧，符合全局型的治理理念，警察在於轄區之內，對於鰥寡孤獨者應均能有所注意，而花蓮縣警察局在陳局長的帶領下，首重對於「鰥寡孤獨者」的必要協助，讓溫情滿人間。

  二、丹麥未來型社會—『民主統合』：

  （一）警民合作的特質：所謂的『民主統合』，可以從「未來型社會—丹麥驚奇」
來探討，丹麥首都哥本哈根市，於1176年建城，整個國家的面積和台灣差不多，人口只有五百萬人，做為歐洲最古老的王國，而丹麥在這麼小的地方，只有這樣少的人口，但是這個國家卻擁有強大的競爭力，「國家地理雜誌」曾稱譽丹麥為「幾乎完美的國家」。「因為資源少，所以要珍惜」、「因為小，所以要專精」、「因為小，所以要合作」、「因為小，所以不斷溝通」，這些就是丹麥人的理念。丹麥人不停地說：「我們很小，所以我們一定得合作。」因為缺乏天然資源，丹麥投資教育工作，靠著三C：專注（Concentration）、溝通（Commenication）、合作（Cooperation）建立自己的「人力金礦」的能力（Competence），對於丹麥而言，天然資源雖然缺乏，人卻像是金礦，也因此「人是丹麥最重要的資源」。

  （二）對我國警民合作的啟發與值得參考之處：而同樣是海島型國家、同樣缺乏天然資源，丹麥和台灣有許多相似的地方，不同的是，台灣人想做的事情—推動安全社區，丹麥人早已經跑在前頭。而丹麥的民主，表現在丹麥人熱心投入於公民社會的各種活動，平均每個人都參加五、六種社團組織。「所有社會不同階層，被完整地代表出來，沒有任何一個勢力團體被排除在政治決策過程之外」，也因此所有人的意見都可以充分的表達出來，而即使是在政策上有許多不同的意見，丹麥人可以合作、互信很強，這是一個關鍵。除此之外，在丹麥社會中的優勢之一，是社會共識很高，衝突很低，所有的事情都在協商和中立的前提下產生。而同樣的高度互信，也存在市民社會各階層間。溝通、不停地溝通，是建立合作的關鍵。

  三、挪威：

  （一）警民合作的特質：挪威土地面積323,877平方公里，人口約450萬人，以台灣之土地面積及人口數量相較，挪威係屬地廣人稀之國家；但其生活水平之高及社會福利之優良，為台灣望塵莫及。身心障礙者社區居住服務與福利機構的情況，包含心智障礙者（含自閉症）早期療育、從幼稚園至高中的教育階段、復健評估中心、不同障礙程度者的就業情況、社區居住。Skien及Vegarshei這兩個城鎮呈現出挪威該國都市與鄉村不同特色的市鎮對於身心障礙者社會福利之規劃。此二城市並由挪威政府規劃與提供服務上並不會因為國民居住地點差異，得到不同的服務，而且無論在經費、服務項目、人力投入上，中央與地方政府合作，以人民的需求為最大考量。挪威Skien及 Vegårshei 二個城市有關提供心智障礙者日間服務、早期療育、特殊教育、復健評估、居住服務及庇護性就業服務情況，觀摩單位包含身心障礙者日間活動與復健中心、心智障礙者學前與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學校、兒童及青年復健評估中心、庇護工場等社會福利機構及居住服務單位。

  （二）對我國警民合作的啟發與值得參考之處：在其推動安全社區當中，非常值得我們借鏡、參考的地方是在於他們的『協力夥伴跨域治理的經驗』上，挪威推動安全社區跨域治理與促進策略的經驗可歸納為：對問題有正確的認知、注重安全資訊的傳播、有預防傷害的觀念、環境改善、降低傷害、公私協力的作為，並普遍重視到人口特質的關鍵議題，對我們最有啟發作用的，筆者以為就在於「公私協力」了，主要是負責實際推動的各小組是由政府部門的警消、交通，營利部門的有關交通產品與安全娛樂產品的廠商，非營利部門的醫院、志工團體、各社團、學校等公私部門協力合作。

  四、瑞士：

  （一）警民合作的特質：瑞士成功的祕訣：是發展「量少質精、高毛利、高附加價值」的競爭策略，有別於過去台灣企業普遍採用的「薄利多銷、以量取勝」的微利經營模式。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的意義：64%住在德語區的瑞士人，可能有不少人的祖先是從南部德國移居而來，也許他們對於德國有一分「民族認同」，可是當他們說的瑞士德語加入愈來愈多的方言與法語色彩時，他們會知道自己就是不同於德國人，他們是住在瑞士的德裔人，他們是瑞士人。瑞士就是他們的「國家認同」，而德國或是日耳曼民族，就是他們的「民族認同」。

  （二）對我國警民合作的啟發與值得參考之處：「城邦認同」的持續發展至「國家認同」—實施地方自治，與地方分權的權限劃分，更加突顯出民主的真諦。警民合作的信任建構，在於協力空間的深植基礎，使得地方政府能實質上去擁有很大的權限去經營自己的家園，他們不必像台灣的許多民眾要將心力花在與各級政府抗爭。因為只要經營地方，70%的稅收都會流向地方，台灣則是70%流向中央，所以瑞士人當然會認真發展地方的特色與價值。是以，安全社區的推動是要長久性的、要能夠獲得社區民眾的認同與支持的。表3-2-2  北歐國家的作法之比較

	國家
	摘要
	與安全社區有關內容

	瑞典Falking社區
	1975瑞典Falking社區是第一個對各年齡層、各種環境與情境採取全方位傷患控制途徑的社區，並非創造一個新架構，而是經由現存組織、協會與福利功能等統合協力下的努力成果。1978年該社區提出傷患註冊計畫構想，1979年完成計畫並在三年內減低工作、交通、家庭領域的傷患達27%。並於1991年通過「安全社區推廣協進中心」安全社區認證。
	其所謂的「安全」的意涵：是從狹隘之意外事故與傷患事件，拓展為各種環境與生活面向的「安全」意念，是一種與大家的生活息息相關且非常貼近的知識。因此，我們可說要獲得「安全社區」的認證，其目的並非建立一個已經完全「安全」的社區，而是要使社區有更安全的計畫、努力與承諾，它不是一個結果，而是一個進行式的運動。

	丹麥—

未來型社會
	丹麥在北歐的這些國家裡頭，是屬於一個地狹人稀且缺乏天然資源的國家，因此，促使他們的國人全體上下一貫的強調「合作」的重要，民眾普遍認知到合作的必要性，在相關的新科技產物的領先程度，已能凌駕於國際的競爭趨勢；但因缺乏天然資源的先天條件限制，若要能永續地在國際市場競爭環境裡建立起一定的地位，他們有其獨特的作法，那就是建立自己的「人力金礦」的能力，所靠的是專注、溝通、合作的能力建構，殊值參考。而在參與自發性社團方面，據統計丹麥平均每個人都參加五、六個社團組織，所有社會不同階層均可參與政治決策過程，但即使有許多不同意見，其合作互信還是很強，不管哪個政黨執政，國家的大方向不會改變，社會共識很強、衝突很低，重要決策都能在協商與中立的前提下產生，這就是『民主統合』的展現（李宗勳，民92c）。
	「安全」的前提必須要有合作的共識；社區的安全不再是單獨個體的事，而是社區整體有密不可分割的公共利益衝突與競合，因此，唯有透過人力、物力、財力等各方資源的合作，以溝通合作的能力建構，配合自發性的、可以容納不同意見的及具有統合立項的組織，以克盡其功，符合安全社區所要求之永續性存在的「安全」啟示。

	挪威
	挪威係屬地廣人稀之國家，但其生活水平之高及社會福利之優良，為台灣望塵莫及。身心障礙者社區居住服務與福利機構的情況，包含心智障礙者（含自閉症）早期療育、從幼稚園至高中的教育階段、復健評估中心、不同障礙程度者的就業情況、社區居住。Skien及Vegarshei這兩個城鎮呈現出挪威該國都市與鄉村不同特色的市鎮對於身心障礙者社會福利之規劃。此二城市並由挪威政府規劃與提供服務上並不會因為國民居住地點差異，得到不同的服務，而且無論在經費、服務項目、人力投入上，中央與地方政府合作，以人民的需求為最大考量。
	挪威位於北歐斯堪地那維亞半島之西半部，該國係世界國民所得最高國家之一，人民生活富裕，政治、社會各方面發展安定。Skien及 Vegårshei，二者分別呈現該國都市與鄉村不同特色市鎮對於身心障礙福利服務之規劃。整體而言，挪威政府在政策之規劃與福利服務之輸送與供給上，並不因地域因素而影響提供給國人之各項福利服務，相關福利經費、服務項目、人力投入等方面，中央與地方政府均能合作推動，並以身心障礙者之需求為最大考量。

	瑞士
	瑞士成功的祕訣：是發展「量少質精、高毛利、高附加價值」的競爭策略，有別於過去台灣企業普遍採用的「薄利多銷、以量取勝」的微利經營模式。

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的意義：64%住在德語區的瑞士人，可能有不少人的祖先是從南部德國移居而來，也許他們對於德國有一分「民族認同」，可是當他們說的瑞士德語加入愈來愈多的方言與法語色彩時，他們會知道自己就是不同於德國人，他們是住在瑞士的德裔人，他們是瑞士人。瑞士就是他們的「國家認同」，而德國或是日耳曼民族，就是他們的「民族認同」。
	「城邦認同」的持續發展至「國家認同」—實施地方自治，與地方分權的權限劃分。更加突顯出民主的真諦，在於要能實質上去擁有很大的權限去經營自己的家園，他們不必像台灣的許多民眾要將心力花在與各級政府抗爭。因為只要經營地方，70%的稅收都會流向地方，台灣則是70%流向中央，所以瑞士人當然會認真發展地方的特色與價值。是以，安全社區的推動是要長久性的、要能夠獲得社區民眾的認同與支持的。


    基此，我們可探究的是，「安全」的意涵，不應僅是從狹隘之意外事故與傷患事件，而是拓展為各種環境與生活面向的「安全」意念，是一種與大家的生活息息相關且非常貼近的知識。社區裡的每一份子要都能攜手同心，一起努力推動安全的生活環境，營造健康的社區空間與生活環境。因而對於各年齡層、各種環境與情境採取全方位的照顧，以能符合全局型的治理理念，我警察在於轄區之內，對於鰥寡孤獨者應均能有所注意。『民主統合』的概念的深植必須向下扎根，民主的社會，要能有效地激起公民熱心投入於公民社會的各種活動，並且所有人的意見都可以充分的表達出來，亦即『對話治理』的積極、正面發揮，以促使人們合作、建立強的互信基礎，這是社區總體營造能否成功的一個重要關鍵。再者，『協力夥伴跨域治理』工作上，對於問題必須要有正確的認知、注重安全資訊的傳播、有預防傷害的觀念、環境改善、降低傷害、公私協力的作為，並普遍重視到人口特質的關鍵議題。因此，筆者以為警民合作的信任建構，在於協力空間的深植基礎，要能使得地方政府能實質上去擁有很大的權限去經營自己的家園，而不必將心力花在與各級政府抗爭，重要的是要能發展地方的特色與價值。是以，安全社區的推動是要長久性的、要能夠獲得社區民眾的認同與支持的。
第三節  新舊警民協力合作的角色與定位之比較

    隨著社會急遽的變化，治安問題的複雜性與嚴重性與日俱增，使人民對生命、財產安全感到焦慮與不安，如何有效整頓治安，使人民降地對犯罪的恐懼，衍然已逐漸成為社會各界矚目的焦點，亦使社會各界對警政建設寄予深厚的期望。由於社區警政已逐漸成為全球警政發展的新典範，美、日等國推行社區警政後治安已獲得明顯改善，故不論警察部門、一般民眾皆同聲主張警政應社區化，其主要係強調：警察組織對社區之需求應有所反應、警察能主動協助解決社區居民問題、加強社區警察與守望相助組織之結合、以發揮守望相助之最大功能。因此警察需參與社區活動，是最能建立民眾與警察互信的基礎。

表3-3-1  新舊警民協力合作的角色與定位之比較

	
	傳統的警政
	社區警政

	壹、哲學思想方面

（1）警察任務
	A、 犯罪的控制—報案反、嚇阻及逮捕嫌犯。

B、 執法

C、 危機之反應
	A、 社區之秩序、安寧與安全—犯罪控制只是一種手段。

B、 報案反應與預防犯罪同時並重。

	（2）警察職權
	A、 法律所授之職權（依法行使職權）。

B、 刑事司法體系下的一機構。
	A、 職權來自社會及社區，且經法律之賦予（依法行使職權）。

B、 市鎮及社區之機構（偏向地方分權）。

	（3）警察角色
	A、 法律定位之角色。

B、 單一及獨特之角色。

C、 專業化的犯罪抗制。

D、 執法者。

E、 專注於犯罪問題。
	A、 由社會需求加以定位，角色較廣。

B、 執法及社會工作之機構。

C、 專業化的社區安寧維護者。

D、 影響犯罪之犯罪及社會問題。

E、 社會秩序維護機構中的一員。

	（4）社區與警察之關係
	A、 被動的角色。

B、 支持與贊助警察。
	A、 主動的角色與政策。

B、 對於犯罪及社會秩序警民有共同的責任。

C、 把社區居民當顧客來服務。

	貳、組織結構方面

（1）官僚體系
	有嚴謹正式的法規與規定，一切均依據此嚴格標準化之規定運作組織。即嚴謹的官僚體系。
	以合作多元之氣氛來運作組織，法規是為了適應組織的不同狀況而彈性規定。非官僚體系，即重視人群關係。

	（2）組織的取向
	組織為封閉的系統之取向與環境截然的區分，並抗拒環境的影響。
	內部自行決定政策，手段比結果更重要。視組織為開放的系統。與環境密切的溝通，並保持與環境緊密的聯繫且開放組織接受外來之變革，是以效果為生產導向。

	參、管理的策略

    方面

（1）溝通
	A、由上而下的溝通

B、命令取向的溝通

C、形式化的溝通策略
	A、 階層間相互的溝通

B、 擴大參與的空間，即以諮詢式之溝通為主

C、 儘量減少形式化的溝通

	（2）權限
	A、 根據階級而分配權限

B、 依據年資及功績升遷
	A、 階級是根據功績及能力來區分。

B、 依據知識經驗、貢獻及身分來評量對組織的重要性，即以工作狀況來評斷其職責之輕重。

	（3）監督控制
	A、 依法規懲戒為導向

B、 以處罰為中心手段

C、 依據規定懲處
	A、 參與以瞭解實況

B、 以獎勵為手段

C、 以工作滿意度為導向

	（4）領導
	A、 獨裁式的領導

B、 被動反應的領導
	A、 管理取向的

B、 參與決策的領導

C、 授權

D、 預警、主動性的領導

	肆、勤務策略與

    方法方面

（1）勤務取向
	以單一犯罪案件之偵查取締為勤務取向，並以警察之快速反應為主
	以解決社區內全面之問題為導向。快速反應與預警式之社區警政之混合勤務制。

	（2）民眾之報案處理方式
	快速的反應，並強調機動化及加強巡邏的反應時間。很少有報案分類之處理策略。
	不同的報案反應策略，並以報案之分析與分類來處理不同的案件，並將非治安的報案轉請其他政府單位處置。

	（3）刑案之偵查
	以專案單位處理刑案，工作量大且以中央指揮之方式處理刑案。很少有巡邏員警參與之機會。
	A、 因為上述不同的報案反應策略之運作及勤區與巡邏員警參與初步的刑案調查工作，故工作量大量的減輕。

B、 部分刑警分配至各基層單位協助巡邏之員警。

C、 對於犯罪問題的更深入分析

D、 較佳的案件管理制度

E、 加強社區之聯繫與情報之蒐集

	（4）生產力及

     目的
	以控制犯罪及執行法律為主要目的。
	整備警察各類的服務項目，以提供一個更安全的生活環境


資料來源：陳明傳，論社區警察的發展，第193-197頁

    「大人」在早期年代代表的是神聖不可侵犯的王法，「警察來了！」除了是早時違規或作奸犯科者最懼怕的法律象徵，更是父母親管教小孩要孩子不要哭所常用的藉口；而現代警政工作的努力目標，則是將警政工作的推展，持續地加強警察為民服務工作，並提升為民服務品質為目標；因此，從警察的角色定位與服務功能，由傳統刻板印象之終極警探式的犯罪剋星轉變為社區服務者之角色，擔任解決社區問題之催化者、協調聯繫及直接服務者之角色，以服務的形象、誠懇的態度與主動積極的正面接觸，以贏得民眾的信任，並激發社區意識，動員社區內可資運用的資源，共同解決社區中的問題，以『發展社區警政，全民參與治安』為犯罪防治深耕方案，作為未來努力工作的計畫方針。

    因此，警民「合作」的層面應包括『協力』的範疇，亦即，促成合作的基礎可以是很薄弱的信任關係，但必須建構在共同目標為前提，互相能奉獻一己之力，成事的關鍵也在於密切配合，參與過程的專注不疑猜、充分溝通，進而建構合作的能力。際此，個案中的台中縣東勢分局課後輔導班的作為，在辦理該項專案的過程當中，基層派出所、分局及學生家長、社會局成員的參與、專注問題的性質，進而讓民眾、政府其他部門能夠深入了解警察在社會治安維護工作的角色與地位的調適成果，成為未來共同預防犯罪之合作對象，如此，對於社會整體、長遠的警政策略而言是有所助益的，亦可因此而減少了未來社會成本的負擔。際此，在目前警力有限的窘境中，警察機關仍積極投入、參與行為偏差青少年的輔導工作等的民眾事務，主要仍是在於期待以公權力的模式，有效約束中輟生、行為偏差學生，代其家長管教、輔導，以使其不偏離正途，並能朝向正確的人生路途邁進。也期待在警民互動過程當中的磨合，以改善警民關係、改善民眾對警察的刻板印象。


第四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第一節  個案背景與訪談對象

壹、個案背景

        本研究所選定的二個個案的背景，係肇因於筆者個人藉由參與國科會研究案「安全社區」的社區間觀摩學習的機會，經過多次的實際參與，因此引發了筆者的興趣。其中參與的內容包括了參與、觀察自九十三年九月份起至九十四年十月止的多次「內湖區安全促進協會」之理、監事會議、顧問團成立、社區健康運動會，以及九十三年元月份寒假期間在台中縣東勢鎮、嘉義縣阿里山南三村、花蓮縣豐濱鄉、玉里鎮、內湖區的深度訪談與觀察、九十四年三月份的社區間預評鑑觀摩（作為迎接「世界衛生組織-安全社區推廣協進中心」派員到台四個社區進行實地評鑑的預備與相互觀摩演練）、九十四年十月份的第二屆台灣安全社區發展研討會（Register for 2nd Conference on Safe Community Development in Taiwan，2004年10月16-17日 (星期六10:00-17:00、日8:40~11:50) ，三軍總醫院地下一樓第一演講廳 ）及國內包括內湖、東勢、阿里山、豐濱等四個社區通過WHO安全社區認證活動等機會與管道，與台中東勢鎮及花蓮玉里鎮的鄉親及夥伴多所接觸及交談；最終期能針對本研究所列之問題方向，進行深入彙整、歸納出關鍵脈絡，以釐清問題，作為未來警政治安策略之參考。

  一、台中縣東勢分局課後輔導班的緣起：婦幼安全及少年問題一直是社會大眾所關切的重要課題，尤其少年問題及中輟學生所衍生之犯罪更是社會一大隱憂。該分局於勤務中經常發現有兒童、少年，課後於接上遊蕩，為避免發生被害（騙）或被利用犯罪，隨於九十三年初加強婦幼安全保護、偏差行為少年輔導工作，以預防轄內之國中、小學生於課後（寒、暑假）到處遊蕩、流連網咖、出入不當場所、吸菸、吸毒、飆車、網路性交易等偏差行為。結合該分局各分駐（派出）所、社會局、警察志工、愛心媽媽暨民間團體等力量，經報請台中縣政府（九十三年五月七日東警刑字第0930021525號函）准予成立『兒童、少年輔導工作及課後生活輔導研習班』，加強保護婦幼安全及執行兒童及少年課後保護、輔導等措施，共同營造兒童、少年安全的成長環境。

  二、台中縣東勢分局課後輔導班的沿革：該專案工作係該分局勤務中發現問題而自發性辦理的，開辦之初係針對中輟及偏差行為少年為主，復於九十三年初由該分局刑事組婦幼及少年業務承辦人宋松蔚，發現有兒童劉００因家庭因素已逾齡而未就學之個案，及少數兒童、少年於課後有在街上遊蕩之現象，分局長獲悉後即指示加強辦理婦幼安全及偏差行為少年輔導工作，並研擬成立『兒童、少年輔導工作及課後生活輔導研習班』的。

  三、台中縣東勢分局課後輔導班的目前辦理現況：目前該分局辦理『兒童、少年輔導工作及課後生活輔導研習』所參加學生並無條件上設限，原則上，國小之學童統一由分局辦理，國中（中輟生、少年偏差行為）部份仍由分局刑事組視個案需求辦理，目前辦理中之課輔班參加學童以男生佔大部份有三十八人次、女生十五人次，辦理對象之年齡層係以十八歲以下為主，目前參加課後輔導班則以國小學童居多，學童家庭背景則以弱勢或單親之家庭為主，另有些則是父母親因工作關係或其他原因無法於課後到學校接送小孩回家照顧，才將小孩子送來請求代為照顧與照護。參加學童仍以弱勢或單親之家庭為主，但家長若有需求亦視實際狀況予與協助。課輔之輔導人員除了有我警察同仁外，還有警察志工、愛心媽媽等協助照顧學童，並視學童需求指導寫作業及課業輔導，另該分局亦規劃有書法、美勞、客家山歌、語言及文康等等相關課程活動，讓學童在安全環境中學習外又享有活潑生動之育樂活動。

   四、台中縣東勢分局課後輔導班的辦理課輔班的經費來源：辦理該項工作，經費來源係向台中縣政府社會局申請『公益彩卷盈餘經費』補助支出項目為學童誤餐費（午、晚餐）、文具等相關費用。兒童、少年參加輔導及課後生活研習係完全免費。

貳、訪談對象

表4-1-2 訪談對象

	編號
	單位、職稱
	受訪者

	01
	台中縣警察局局長
	何○民

	02
	台中縣警察局婦幼隊、少年隊輔導員
	劉○英、黃○霞

	03
	台中縣警察局東勢分局分局長
	陳○龍

	04
	台中縣警察局東勢分局一組組長
	許○祿

	05
	台中縣警察局東勢分局三組偵查員、家暴官
	宋○蔚（第一次）

	06
	台中縣東勢分局課輔班志工媽媽
	張○○（第一次）

	07
	台中縣東勢分局課輔班志工媽媽
	鄭○○（第一次）

	08
	台中縣東勢分局課輔班志工媽媽
	陳○○

	09
	課輔班學生
	廖○勝

	10
	台中縣警察局東勢分局派出所主管
	劉○○

	11
	台中縣社會局社工課社工員
	彭○○

	12
	台中縣警察局東勢分局三組偵查員、家暴官
	宋○蔚（第二次）

	13
	台中縣兒童少年協會志工媽媽
	張○○（第二次）

	14
	台中縣兒童少年協會志工媽媽
	鄭○○（第二次）

	15
	課輔班學生
	李○寶

	16
	課輔班學生
	劉○日

	17
	課輔班學生
	謝○雯

	18
	課輔班學生
	小杰、凱凱

	19
	課輔班學生家長
	謝○雯之母

	20
	課輔班學生家長
	李○勵之母


第二節  訪談題目與資料處理

    本研究以質性（化）研究為主，本質上係屬於探索性研究。透過質性資料的分析與詮釋，本研究企圖理解警民協力夥伴與治安風險分擔對於「安全的社區」的營造過程當中，警民協力夥伴的角色與定位。並以台中縣東勢分局成立課後輔班的創舉作為研究的焦點。主要研究議題為「警民協力夥伴」與「治安風險分擔」，在此二面向下，本文探討警民協力夥伴關係中警察的角色與定位。藉由對此議題的探討，逐步與文獻作比較與分析，同時進入實際的參與觀察，以便釐清警民協力夥伴的角色與定位的概念。

    本研究的訪談題目的設計主要參考的理論基礎如下：

一、協力空間：對話、設計與民主；民主策略和制度的設計之間在操作協力空間的關係，這些政策和空間的領域複合著公、私和非營利行動者一起參加設計、作成和執行公共政策。夥伴關係是組織為了協力所顯示的制度設計。他們提出彈性和利害關係人約定，但是是寬鬆地連接所代表的民主系統。強調公民主動經營的重要性與參與能力學習的必要性

二、互動倫理：信任關係的建構；風險社會中的倫理問題，係基於風險的考量，如何使行動者（或其所屬的組織）透過認知、學習、溝通等過程，加強對行動決策的責任感，此一責任感的指向，不再是只為自我謀成功，而是朝向互利、共生，並且對趨避風險有所加權的倫理要求。

三、誘因的挹注：內部、外部性；警民協力的誘因挹注，不只是協勤人員的福利面向，應該還要包括有效解決問題、開闢舞台、分享價值的空間及績效評估等。

四、建構警察經營社區能力：警察以經營社區的理念，以厚植深入社會、吸取資源、商議磋商能力，將社區的需要均能有所注意，適時解決問題。

五、培養社區居民自主自立能力；永續發展的必備條件。

六、建構資源整合、運用平台：政府與社會上均有相當多的資源，無法整合運用，各自為政，將使資源重疊情形普遍地發生，造成浪費、效益不彰。

七、合理劃分不同組織責任隸屬：有權有責，才是民主國家政府應努力的推動的，以不使國家資源空轉、浪費。

    而其中，互動倫理：信任關係的建構；誘因的挹注：內部、外部性；建構警察經營社區能力等是屬於國內現況觀察或實務檢視；新公共服務理念；協力空間：對話、設計與民主；培養社區居民自主自立能力；建構資源整合、運用平台；合理劃分不同組織責任隸屬等則是屬於國外經驗的。

壹、訪談題目

    第一部分--警察單位為訪談對象的訪談題目
（一）警察單位在六星計畫之『社區治安』工作之角色與定位？推動本計劃之工作重點為何？

     上級警察機關應提供之支援為何？需要其他局處[支應]的具體事項為何？

（二）貴單位對於推動六星計畫的參與程度及項目為何？對於參與社區治安發展之推展著力

     為何？有無形成制度面？目前推展工作上有無遭遇困境？有無修正之建議？

（三）請問貴單位轄區內的社會資源有哪些？而與社區治安有關的又有哪些？未來將如何整

     合運用？與民間合作的平台將如何建立？有無必要？

（四）貴單位在於六星計畫之「社區治安」推展工作上，對於基層員警或執行之員警如何灌

     輸觀念，注入正確方向？目前反應如何？

（五）貴單位對於轄區治安工作之推展，認為有那些是需要政府部門大力介入輔導的？有哪

     些則不太需要政府的干預？抑或是需要政府的認同、鼓勵與提供相關資訊的？有哪些  

     需要透過全國性的法制的遏制或要求才能奏效？

（六）貴單位對於轄區所謂的「社會的風險問題、弱點」有無瞭解？目前在建構警民協力夥

     伴及社會風險分擔的角色及定位為何？是居於輔助抑或是主導地位？

（七）目前貴單位與社區巡守隊或守望相助隊的互動模式及主要協力工作內容為何，有無明

     確的工作項目？有無制度上配套措施？有無相關經費之補助？

（八）請問分局長您是如何看待及真正落實與轉換警察經營哲學與角色定位？

（九）請分局長談談[課後輔導班]成立的緣起、規則與實際運作？推動[治安社區化]的心得
      又如何？您個人認為新的警政經營模式，與傳統專業化警政最大的不同為何？

（十）對於公私部門之警民不分主從或上下，彼此貴在「相互支應」與「合理分擔分享」

     的領略為何？在轄區內合作網絡關係如何？警民間促進信賴的誘因又為何？

    第二部份—與縣政府相關部門，如社會局之訪談題目
（一）六星計畫的精神強調『全面性』的跨域協力模式，貴單位如何看待？有何期待？

（二）六星計畫也強調了『自主永續的社區營造精神』，貴單位覺得對於「永續成長、成果共享、責任分擔」這樣的一個理想目標，將如何規劃具體作為？

（三）六星計畫也明確的指引未來的政府施政策略方式，係採取『由下而上的社區提案機制』     的方式進行，貴單位如何面對與調整？

（四）貴單位認為縣政府的各局處間以及鄉鎮公所間的聯合協力之可行性如何？

（五）貴單位對於政府行政部門之間如何建構一個有效的資源整合與業務協調的平台機制所     持態度為何？未來又將如何致力於建立公私部門的夥伴關係、促進資源的流動及互動制度環境法規化？

（六）貴單位對於縣府與「社區治安」緊密關聯的局處之間，以及縣政府與鄉鎮公所、民間     社區之間的協力夥伴跨域營造如何相互支應？其間連結機制又為何？行動能力如何？

（七）社會局在發展社區照護服務工作上，要如何與當地派出所取得聯繫平台，期間責任劃     分與歸屬又如何？

（八）社會局在強化社區兒童照顧工作上，未來的著力為何？對於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的工作     上，未來希望作法及方向？

    第三部分--以民間角度出發的訪談題目--課後輔導班
（一）受輔導學生：

    1、請問你今年幾歲？念幾年級？家住哪裡？家裡還有哪些人？到輔導班來有多久了？         
       認識了哪些朋友呢？
    2、可不可請你談談來到這裡（派出所）接受輔導的過程？當初是被逼迫來的、還是半         推半就的、還是自願來的？如果是自願來的，又是透過怎樣的管道呢？

    3、來到這裡前、後，對警察的觀感有沒有什麼樣的轉變？會不會怕警察？這裡的警察         叔叔對你們好不好呢？

    4、放學後，是自己到這裡來的嗎？有沒有想不要來呢？為什麼？

    5、在這裡有時候會看到警察叔叔帶壞人回來訊問，看了會不會怕？有沒有特別的感受         呢？

    6、在學校的時候，如果看到不乖的同學，你會不會向前去勸他不可以做壞事呢？

    7、將來長大後，要做什麼？為什麼？

 （二）受輔導學生家長：

    1、請問您的孩子今年多大？念幾年級？來這裡接受輔導多久了？

    2、可不可以請您談談對於警察分局想出這樣的方式來輔導您的孩子，對他或是您的家         庭有沒有任何的幫助或困擾呢？是否事前有跟您溝通過呢？

    3、您的孩子在到這裡接受課後輔導前、後，您對於警察的刻板印象有沒有不一樣呢？您會認不認同這樣的作法嗎？為什麼？

    4、您今後對於與警察之間的互動模式會不會有所改變？會不會一起加入治安或秩序的維護工作呢？

    5、您對於這樣的作法有沒有要提供建議的？

 （三）輔導老師：

    1、請問老師您到這裡當義工多久了？當初是基於怎樣的動機讓您願意奉獻自己寶貴的         時間來為這群孩子付出心力？來之前有沒有事先探聽它的性質？或是您是透過怎樣的管道知道、了解，甚而挺身奉獻呢？

    2、您對於這群孩子的了解，是透過怎樣的管道？是警察單位提供的，還是與學生家長溝通得到的？

    3、就您所了解的，這群孩子的家長是怎樣看待警察機關提供這樣的構思、老師們的奉獻輔導呢？

    4、您覺得這樣的輔導作為，對於未來社會治安有任何的幫助嗎？

    5、您認不認同這樣的治安對策？或是您有不同的看法呢？

    6、能不能請您提供一些建言呢？

    為進一步清楚釐清本研究問題與訪談題目、理論基礎來源，筆者特將其中的關聯性彙整成下表，以供對照、參考。

表4-2-1研究問題與訪談題目、理論基礎對照表

	面向
	研究問題
	訪談題目
	理論基礎

	警民協力夥伴面向
	警察作為如何促動有效的警民協力夥伴關係？
	警察在『社區治安』工作之角色與定位？與其他政府機關支應情形？（1-1）（2-6）
	協力空間：對話、設計與民主

	
	
	與社區巡守隊或守望相助隊的互動模式及主要協力工作內容？（1-7）
	

	
	
	與公部門間整體互動或工作執行過程？（3-1-4）（3-1-5）
	

	
	
	將來長大後，要做什麼？為什麼？（3-2-1-7）
	

	
	
	您的孩子在到這裡接受課後輔導前後，

您對於警察的刻板印象有沒有不一樣

呢？您會認不認同這樣的作法嗎？為什

麼？（3-2-2-3）
	

	
	
	就您所了解的，這群孩子的家長是怎看

待警察機關提供這樣的構思、老師們奉

獻輔導呢？（3-2-3-2）
	

	
	警察如何開拓協力的空間，取得民眾及其他公部門的信任？
	警察參與社區的程度？（1-2）
	互動倫理：建構信任關係

	
	
	可不可以請您談談對於警察分局想出這樣的方式來輔導您的孩子，對他或是您的家庭有沒有任何的幫助或困擾呢？是否事前有跟您溝通過呢？（3-2-2-2）
	

	
	
	您今後對於與警察之間的互動模式會不會有所改變？會不會一起加入治安或秩序的維護工作呢？（3-2-2-4）
	

	
	促成協力夥伴的誘因為何？
	目前在建構警民協力夥伴及社會風險分擔的角色及定位為何？（1-6）
	誘因的挹注：

	
	
	推動[治安社區化]的心得？（1-9）
	

	
	
	貴社區營造過程中，促發與公部門的資源結合的動力及誘因何在？（3-1-2）
	

	
	
	到這裡前、後，對警察的觀感有沒有什麼樣的轉變？（3-2-3）
	

	
	
	在這裡有時候會看到警察叔叔帶壞人回來訊問，看了會不會怕？有沒有特別的感受呢？（3-2-1-5）
	

	治安風險分擔面向
	警勤區功能是否能使其確實擁有經營社區的能力？
	於基層員警或執行之員警如何灌輸觀念，注入正確方向？（1-4）
	營社區能力建構警察經

	
	進而培養社區居民自立自主的能力？
	『自主永續的社區營造精神』在「永續成

長、成果共享、責任分擔」的一個理想目

標，將如何規劃具體作為？（2-2）（3-1-1）
	培養社區居民自主自立能力

	
	
	對於社區安全及風險在加入與公部門互

動的機制前、後，安全或風險的觀點有改

變嗎？（3-1-3）
	

	
	
	社區組織的主體性及自主性如何？面對

永續發展的議題上，如何培養社區自我詮

釋之意識及解決問題之能力？（3-1-6）
	

	
	
	可不可請你談談來到這裡（派出所）接受

輔導的過程？（3-2-1-2）
	

	
	
	在學校的時候，如果看到不乖的同學，你

會不會向前去勸他不可以做壞事呢？

（3-2-1-6）
	

	
	
	當初是基於怎樣的動機讓您願意奉獻自

己寶貴的時間來為這群孩子付出心力？

（3-2-3-1） 
	

	
	社會資源如何加以有效整合及健康的責任歸屬？
	轄區內的社會資源？未來將如何整合運用？與民間合作的平台將如何建立？（1-3）（2-5）（2-7）
	合理劃分責任

資源整合、運用平台；

	
	
	對於公私部門之「相互支應」與「合理分擔分享」的領略？（1-10）
	

	
	
	在轄區內合作網絡關係如何？（1-10）
	

	
	
	警民間促進信賴的誘因又為何？（1-10）
	

	
	
	貴單位認為縣政府的各局處間以及鄉鎮公所間的聯合協力之可行性如何？（2-4）
	


貳、資料處理

    本研究的資料處理，首先著手於理論的搜尋，以建構理論的基礎，主要是經由檢閱與安全社區、防災、社區警政等相關資料文獻，彙整成訪談題目，以座談或個別訪談的方式進行訪談資料的蒐集。在實務探討上，主要針對台中縣東勢分局課後輔導班的『社會福利』面向的實際個案的重要人士透過座談、個別訪談的方式進行，從訪談資料的處理，以釐清警民協力的夥伴關係與治安風險分擔的目標，警察所應進行調適、扮演的角色與定位。當然，除了人員的訪談資料之外，尚需憑藉實務機關所發刊的期刊、業務執行成果等資料，以做為補證，使資料的蒐集能夠更臻周全，以免結果與預期有所向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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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2-2 個案訪談資料處理流程

第三節  研究期程與實施

壹、研究期程

    本研究的涉略肇始於九十三年八月一日至九十四年七月卅一日擔任中央警察大學行政管理研究所李宗勳老師的國科會研究助理。雖然研究助理的任期於九十四年七月卅一日屆滿，但仍持續參與在參與觀察的過程當中，並針對研究的主題、架構持續進行文獻的檢閱與分析，以期能契合理論與實務的架構。在相關社區及實務機關資料的蒐集，則是利用寒、暑假期間，實際前往花蓮及台中與關鍵人員會晤、訪談，廣蒐資料，在一連串的訪談、蒐集資料後，進行歸納整理，並進行研究報告的撰寫。

表4-3-1 研究設計之研究進行、進度

	研究進行、進度（年、月）
	94

7
	94

8
	94

9
	94

10
	94

11
	94

12
	95

1
	95

2
	95

3
	95

4
	95

5
	95

6

	文獻檢閱、分析
	◎
	◎
	◎
	◎
	◎
	
	
	
	
	
	
	

	參與台中縣、花蓮縣安全社區國際認證推動、進行參與觀察
	◎
	◎
	◎
	◎
	◎
	◎
	◎
	◎
	◎
	◎
	◎
	◎

	蒐集各安全社區及警察機關相關資料、分析
	◎
	◎
	◎
	
	
	
	◎
	◎
	
	
	
	

	進行訪談、歸納整理訪談資料
	◎
	◎
	◎
	
	◎
	◎
	◎
	◎
	◎
	◎
	
	

	撰寫研究報告
	
	
	
	
	
	◎
	◎
	◎
	◎
	◎
	◎
	◎


貳、研究實施

      本研究運用了本所李宗勳老師的研究資源貼近參與觀察個案的項目有：

  一、九十三年八月一日至九十四年七月卅一日擔任本校行政管理研究所李宗勳老師的國科會研究助理，研究的主題是「以『安全社區』建構共受風險倫理之研究（I）—以我國四個申請國際認證的社區為例（計畫編號：93-2625-Z-015-00）」。

  二、九十四年一月份寒假期間，實際參與、貼近了我國包括台中縣東勢鎮、嘉義縣阿里山、花蓮縣豐濱鄉、台北市內湖區申請WHO安全社區國際認證活動的推動過程，進行深度訪談與觀察活動。

  三、九十三年九月起至九十四年十二月止，實際參與多次的「內湖區安全促進協會」之理、監事會議、顧問團成立、社區健康運動會等活動。

  四、九十四年三月份實際參與社區間預評鑑觀摩（作為迎接「世界衛生組織-安全社區推廣協進中心」派員到台四個社區進行實地評鑑的預備與相互觀摩演練）。

  五、九十四年九月實際參與行政院「台灣健康社區六星計畫」花蓮縣「社區治安」藍圖規劃觀摩研習活動，並實際前往永豐派出所、豐南社區進行深度訪談與觀察活動。

  六、九十四年十月份的第二屆台灣安全社區發展研討會（Register for 2nd Conference on Safe Community Development in Taiwan，2004年10月16-17日 (星期六10:00-17:00、日8:40~11:50) ，三軍總醫院地下一樓第一演講廳 ）及國內包括內湖、東勢、阿里山、豐濱等四個社區通過WHO安全社區認證活動。

  七、九十五年一月份寒假期間，實際參與、貼近了台南縣二行社區、民生社區、文南社區；屏東縣三地門、青山社區、和興社區及花蓮縣的金華社區、牛犁社區、羅山社區、赤柯山社區等九個社區，進行座談資料的彙整與參與觀察活動。

  八、九十五年三月八日，為了更深入瞭解台中縣東勢分局課後輔導班的現況及再深入訪談學生及學生家長對於該課後輔導班的相關觀感與看法，充實訪談資料，以更清晰的內容，提供個案分析之參考；在三月八日當日與宋偵查員、彭社工員相約下午一時三十分在東勢分局偵查隊碰面，並實施個別的訪談；二時三十分則前往課後輔導班親自參與、觀察及實施個別的訪談（訪談內容如附件），訪談後並繼續留在教室陪伴輔導老師、學童至下午七時三十分學童均由家長接返後，結束整個訪談行程。

    在以上近兩年的實際參與社區活動的機會與管道當中，在與社區的鄉親們及夥伴接觸、交談過程，得到了許許多多的感觸與感動，深深地被這些為社區的營造而努力的人們，在無怨無悔的付出同時，深深地觸動了社區的居民們紛紛加入，走出家庭、走入社區，把社區的事務當成了自家的事情來看待、來處理，就怕做的不夠，或是被別人給比了過去；而實際接觸訪談的人士，大部分都能夠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主要是建立在指導老師多次的參訪過程中與鄉親及夥伴們以分享為出發點的善舉，與接受個別訪談的鄉親建立了信任的機制，而這也是本研究在進行個別訪談得以順利進行的的最重要因素了。

    在進行深度訪談的過程中也難免會遇到一些瓶頸或是困難的地方，但筆者則係以研究者的角度來與訪談的對象進行對話，若是在對於受訪談者而言是比較生疏的議題時，則改變以較為日常的問題，以期同樣能夠獲得預期的結果。例如，在與社會局的承辦人對話時，因六星計畫的主軸及內容並不一定每個公務人員都能有所瞭解，所以改以其與業務相關的面向切入主題，而能夠獲得同樣的結果；另外，在與學童對話時，若以條文式的問答方式，則可能會限縮了範圍或過於空洞而偏離了主題，無法得到所要的資料；最後是在與學童的家長對話時，之所以樣本數最少，主要是因為我們以「同理心」在家長的立場而言，可能他們都有一些不欲人知的一段故事或過程，因此，本研究已盡能力所及地深入瞭解、訪談，不適宜再多所接觸，以免造成反效果，則非本研究所樂於預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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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2  研究實施流程

第五章  個案分析

第一節  個案資料彙整

壹、台中縣東勢分局成立課後輔導班的過程及緣由
        台中縣東勢分局課後輔導班成立的過程及緣由是，時間追溯到二年前，彭姓社工員所接觸的一個個案：有一個媽媽她是個精神病患，帶著一個已經十歲的小男孩，他已經達就學的年齡，但這個媽媽為了躲避各縣市政府的社會局的追蹤、輔導，一直到處搬家、逃避，始終不願意接受地方縣市政府社會局的服務。主要是這個媽媽她個人主觀的認為說，小孩子只要去學校讀書，就會被同學帶壞、學壞，就純粹是她個人有她的想法在；而且這個媽媽的小孩是個男生，她把他的頭髮留的很長都不剪，說如果頭髮剪掉的話，可能會有大事發生等等之類的怪異想法。那個小男孩就是現在輔導班裡的『中日』小朋友！而輔導班也因為這個個案而開始，由東勢分局的宋松蔚先生協助社會局跟這位媽媽談、溝通，每日安排中日小朋友到分局報到、輔導，一方面就是要努力地安排他到學校去就學啦！因為他（中日）已經十歲了，而且連幼稚園都還沒就學過，很擔心他將來可能會遭遇到更多的挫折，所以第一步就是希望這個小孩不要再被媽媽帶走，逃到其它的地方去躲起來；因此，就努力地跟媽媽溝通好，先讓小孩每天到分局報到，由彭姓社工員跟宋先生盡力輔導他，陪他一起看書、唸書，每天從早上八點一直到下午再回家去；經過一段時間後，因此跟中日之間也就維持了固定的模式之後，因為中日到分局的時候，大家都對他非常好，都會提供他吃、用的，警察先生對他都真的是非常地好。後來，彭姓社工員和宋偵查員都覺得這樣長期以往的話，對於警察而言，可能會造成很大的負擔，也希望能夠有個專責的人來照顧他，而不是再繼續由忙碌之餘的警察先生輪流來照顧、陪伴他；所以，經過與我們局長還有分局長一番討論後，決定成立了這個「課後輔導班」，希望藉由這樣的一個輔導班的設立，能夠照顧更多的弱勢孩子們。

貳、現況：

        東勢分局辦理『兒童、少年輔導工作及課後生活輔導研習』，所參加學生並無條件上設限，原則上，國小之學童係以各分駐（派出）所辦理，國中（中輟生、少年偏差行為）部份係由分局刑事組視個案需求辦理，目前辦理中之課後輔導班參加學童以男生佔大部份有三十八人次、女生十五人次，辦理對象之年齡層係以十八歲以下為主，目前參加課輔班則以國小學童居多，學童家庭背景則以弱勢或單親之家庭為主，另有些則是父母親因工作關係或其他原因無法於課後到學校接送小孩回家照顧，才將小孩子送來請求代為照顧與照護。另該分局依實際狀況需求，現計有東勢派出所、東興派出所、新社分駐所及刑事組等四個單位辦理本項工作，實際參與課輔服務之人數約有四十餘人次左右，參加學童仍以弱勢或單親之家庭為主，但家長若有需求亦視實際狀況予與協助。課輔班均由主管或副主管擔任班長外，還有一位員警擔任秘書工作，其他同仁亦付諸愛心協助兒童、少年課後輔導工作，另外輔導人員除了有警察同仁外，還有警察志工、愛心媽媽等協助照顧學童，並視學童需求指導寫作業及課業輔導，而該分局亦規劃有書法、美勞、客家山歌、語言及文康等等相關課程活動，讓學童在安全環境中學習外又享有活潑生動之育樂活動。活動場所係以該分局之會客室 、禮堂及安全設施無虞之頂樓為之，警察同仁在受理民眾報案或民眾洽公時其空間仍有區隔，對民眾之權益及同仁之工作不受影響，甚至有民眾見警察有此為民服務舉動非但不受影響且讚譽有加。另外辦理該項工作的經費來源係向台中縣政府社會局申請『公益彩卷盈餘經費』補助支出項目為學童誤餐費（午、晚餐）、文具等相關費用；兒童、少年參加輔導及課後生活研習係完全免費。

叁、轉型再出發—『兒童少年協會』的成立

       為了讓這個課輔班能夠長久延續下去，不想說只做個一、兩年就讓它停掉了，所以，在台中縣政府社會局局長及警察局東勢分局陳分局長的就支持、鼓勵下，由宋偵查員來主籌一個民間的協會，讓這個工作能夠持續延續下去，也就在去（94）年七月十五日成立了『兒童少年協會』。主要的成員是由警察局裡的同仁擔任，還包括一些地方的人士，像警友會、民意代表等等。

第二節  個案研析

壹、協力夥伴構面：

  一、協力空間：對話、設計與民主

            根據訪談資料分析結果，總訪談樣本數20人次，具協力空間理念者計有台中縣警察局何局長等10人，佔了50％。

  （一）對話』機制的正確使用，可獲得正面的回應：

            台中縣東勢分局以警察新的服務作為，運用警察的正當性，用創新作為去結合民眾的需求(弱勢的需求)，轉化出更多的能量讓更多的人認同。其以推動「課後輔導研習班」的警政策略，獲得了台中縣縣長的支持（警察單位與縣府首長、主管的對話結果），並以提撥『公益彩券』盈餘的方式支應整個輔導活動所需的經費開銷，將「公益」的善舉真正落實於縣民；正如同Sullivan and Skelcher（2002）所說的，這些針對協力的公共管理制度安排的組織的表示是某些形式的夥伴關係，而夥伴關係是會議或管理委員根植於由各種不同利益的參與其中；從公共政策的觀點，這樣的夥伴關係為從事有關聯的利害關係人和參與活動的動機提供了一個顯然地有效力的治理策略。該課後輔導班成立以來，初步而言，在有關推動、落實社會福利方面的動機，應是值得予以肯定與正面的支持，因為在社會福利政策的推動上，民眾所企盼的是政府能夠真正將「福利」的事項，能真正地感受於身、深蒙其利者；因而，台中縣政府以公部門的實際社福作為的措施，往往能較具有顯著的行動表現與影響力，也能因此而獲得縣民的肯定與支持，對於公共政策的推動與執行將有正面的回應。

          陳分局長（與學校、基層、與社會局的對話）：因為自己所接觸的個案引發了我的動機，讓我想可以發文給各個學校，看有沒類似的個案，我們派出所提供場所，且就多提供一雙碗筷讓他吃飯，如果經費有問題跟我說，我來想辦法，結果沒有一個派出所說經費上有困難。之後社會局的社工員來看了我們所做的，回去就跟局長講，他就跟我通電話問我你們這麼做經費怎麼來，我就說我們派出所自行吸收，若不足就由分局來籌措，他就說不用籌措了，你只要報個計畫上來，彩券盈餘就給你。之後報紙一報導後，很多人打電話來問說需不需要錢，我說目前我們不需要，錢夠用就好了，太多就會有問題。很多人也是捐書、捐樂器，讓我感到社會上的愛心人士還是很多。我們辦課輔後，也有像學校的校長、老師認為到分局的學生是不是都是那些行為偏差的，我說這種觀念不是正確的。就像我們前陳局長講的，只有少數的人是壞蛋，我們警察服務的是大多數的好人，取締干涉的只有少部分的人，所以我們是替大多數的人來做服務的工作，而不是為了取締少部分的人就替所有的鄉親都打問號，警察工作要是這樣推展只有死路一條。所以觀念上讓所有的老師、家長都能有所改變，就是到派出所來不是壞事，也不是偏差的小孩才會到派出所來，這樣觀念上的改變是很不容易的，但這是我們要努力來做的。經費上，就了解，若彩券沒有停，我們經費就不會有問題，因為社會局王局長、縣長在縣府會報上有公開表揚我們分局承辦的業務，所以經費原則上是不會有問題的。

             如Fredrickson（1991）對於『公共利益』指稱，所謂公共的代表常演變成利益團體、官僚人員、民意代表或與警察直接相關的民眾，除非全民主動參與並關心公共事務，而且資訊完全公開，否則不論是哪一種公共利益定義，都不是完整的公共利益，是偏頗的。因此，涉及整個政府組織體系的問題，無法也不能要求單一部門做好治安工作，或以目前的制度設計，我們不能要求某單位應負完全的責任。在對於人民的公共利益的追求上，公務部門本身即肩負著維護社會治安，提供民眾安全的生活環境的重責大任，亦即提供此一共同的公共利益；因此，在整合各互不相衝突的組織，例如：台中縣政府社會局與警察分局的資源運用，充分整合渠等的功能發揮，將是促進公共利益的最佳方式；但在組職間若缺乏常設的整合組織結構，將無法有效將每次定期或不定期努力召集開會所達共識，充分落實於執行層面，也徒然浪費了公帑，對於實質的治安層面或安全層面亦無助益；單打獨鬥的時代已過去，整合是力量的延伸，摒棄自我為中心的概念，才是對於整體治安維護組織有所幫助的。

  （二）『對話』使得彼此信賴基礎的建立及早紮根、深耕社會治安維護面。

            信任是我們在面對無法確知、不可控制的未來時很重要的策略；信任涉及到具體的期待，當我們在使用信任時，我們的行為舉止就好像是我們知道未來，這裡要注意的是，信任的對象是指其他人的行為，我們不會把信任放在自己的身上，我們是去做它。但信任並不只是對於未來的可能性的空想而已，信任還涉及到了透過主動身體力行而產生的承諾，信任是指對他人行為合適的期待，它與人的選擇有關，在他可以監督其他人的行為前，他必須做出選擇。

            東勢分局課後輔導班的創舉，在藉由與接受輔導之青少年的頻繁接觸過程中，塑立了深刻的印象，並產生信賴的觸動因素，在善意的互動、對話前提下，對於接受輔導之青少年、甚至是其家長而言，警察正面形象的挹注，為警察在民眾心目中的印象更深地烙印，是深耕社會治安維護層面的重要策略作為，是協力夥伴關係建立的重要基礎。

          張老師：……這個課輔班而言，它也是一個大染缸，……很擔心他們會去學習一些不好的行為；所以，我們就必須時常地與家長還有學校的老師保持聯繫，適時的糾正他們一些不對的言行舉止，以免他們在不小心的情形下被帶壞了，……針對他們個人的一些特質、個性來作輔導，讓小朋友接受，肯認同我們的教育方式，那才是最重要的、才會有具體的效果的。……社會大眾如果有獲知我們需要幫助、贊助的訊息的時候，有都會主動來幫助我們，像有些善心的人士，就會免費提供書籍、運動鞋之類的來幫助、照護這群學生們，……。

          鄭老師：這群孩子都有各自的問題存在，像有的孩子它本身對於自己的期許非常的高，一碰到難解的問題，有時就可能會引起脾氣大發、傷害自己的行為，所以，在長久的觀察、了解後，我們當輔導老師的就必須要細心的來注意、照顧他們，才不致有比較離譜的事情發生；至於了解的管道，……現在主要的作法是，主動的與學生的學校導師電話聯繫、還有就是學生家長來接的時候，進一步的溝通、瞭解了。

          李○勵之母：我本身是印尼人，嫁到這裡來之後原本就對這裡不很熟悉，也沒有就業的能力，現在是在一家工廠工作，固定每天都要加班二個小時，…自從東勢分局這樣的方式來幫助照顧我的孩子，心理甚是感激。…原本我以為警察都是很難接近的，但是，當宋先生以及社會局的社工員主動的與我們溝通、安排，讓我的家庭得以維繫，對於這樣的作法，我和我的家人都表示非常的贊同。

  二、互動倫理：信任關係的建構--信賴基礎的建立及早紮根、深耕社會治安維護面
            根據訪談資料分析結果，總訪談樣本數20人次，具互動倫理理念者計有台中縣警察局何局長等8人，佔了40％。

            Gambetta表示許多學者傾向於把「信任」暗喻成是一種基本要素、潤滑劑，在社會互動中是一種不可或缺的領域、常用於處理與互動有關的事項；社會環境的問題就是它充斥著很大程度的不確定性以及不可控制性。所有的社會互動行為是一種建立在期待之上的無止盡的過程，這些期待有些是認知上的、部分是情感的、部分是道德上的。

            台中縣東勢分局成立「課後輔導班」的創舉，在藉由輔導老師與接受輔導之學生、學生家長的頻繁接觸過程中，塑立了良善、深刻的印象，並彼此產生信賴的觸動因素，在善意的互動前提下，對於接受輔導之學生、甚至是其家長而言，警察正面形象的挹注，為警察在民眾心目中的印象更深地烙印，是深耕社會治安維護層面的重要策略作為，是協力夥伴關係建立的重要基礎。

          何局長：警察不能封閉，要與民眾互動，派出所功能很重要。…我是希望派出所同仁能以所長為主，帶動參與地方活動、協助地方，不是都以干涉、取締為主要手段。治安不只是破案，還包括民眾對警察的支持。…警察的工作就是做「偵」「防」。社區安全就是做「防」。但這所牽涉的面向很廣，不只是警察的事，警察在社區做的可能是最後的防線—偵查、破案，但除此之外，還有許多能做的，就是經營警民關係。…

          宋偵查員：學童對於開辦「課後輔導班」之整體觀感是『派出所上課很好玩，這裏的老師很親切，會教背書，做人的規矩，每天可以寫完作業，我的國語小考已經進步很多』、『看到手被銬著的大人，我覺得很害怕，有種不祥的預感，志工媽媽和警察就會告訴我們，不可以做壞事』、『警察不兇、喜歡到派出所念書』。其它的地方民眾對於開辦「課後輔導班」之反應，經針對轄內民眾對於本分局這項工作實施問卷調查，地方民眾百分之八十認同本分局此預防婦幼被害案件之作法，並給予我警察同仁正面之肯定，還有民眾主動到所詢問是否需要協助或致電加油打氣，實為對本分局辦理本項工作最大鼓勵與支持。

          李○寶：以前對警察會有一點點害怕，覺得警察很兇，但是自從劉叔叔帶我到這裡來以後，因為他們都對我很好，也就改變了我，我認為警察叔叔們都對我很好。…尤其是宋叔叔他都會很關心我們的。…將來我要幫警察打擊犯罪，因為這樣大家才可以過好日子。

          劉○日：我覺得來這邊最快樂的就是像鄭老師、警察叔叔還有志工媽媽都會陪我們……。

          凱凱：……派出所的主管及警察先生們，雖然只有幾個人，但是他們在所長的影響下，都能主動關心、關懷我們社區內的事務，我們之間的互動關係都很頻繁而且密切。

  三、誘因的挹注：內部、外部性--合作網絡是建構協力夥伴關係的基礎脈絡
            根據訪談資料分析結果，總訪談樣本數20人次，具誘因的挹注的概念者計有台中縣警察局何局長等12人，佔了60％。

            協力夥伴關係的建立，不是單打獨鬥，更不是個體對個體，而應是建構成合作網絡、合作平台的態樣，以擔綱溝通、協調的重要基礎能力；而合作網絡係指組織與其他組織在相互依賴下，增加了彼此的價值與生產力。公部門與私部門之間對於社會治安的共同期盼是希望能生活在安全、健康的生活環境裡，人人都能安居樂業，是以，在合作網絡的建立上有其絕對的必要性，但所牽涉到的問題在於合作的能力、合作的誘因、合作的意願、合作的機制、資源的共享等的層面，以社會安全構面而言，唯有以正式化的溝通平台，方能引導資源的整合利用，將整體政府有限資源加以運用，以不致造成協調不良、重疊的浪費，無法符合社會大眾的期待。

            台中縣東勢分局的基層員警對於課後輔導班的成立，剛開始是會覺得幹嘛那麼無聊去辦這個課輔，但後來慢慢了解這些孩子真的是需要幫助，加上分局長在勤教時不斷的宣導，所以剛開始他們都不以為意的，到後來他們都會主動的幫忙。

          陳分局長：辦課輔班的動機是，我們常在新聞媒體報導中看到，派出所都會提供少數個案空間，但都沒有一套完整的措施，只是你來，然後不要亂跑，少數同仁會給予課業上的指導，但若有較艱澀的問題，我們就沒辦法。那動機就是我到東勢分局來，接觸一個個案，是個單親家庭，有兩個哥哥一位小女生，這讓我想起我們警察工作，當官方有所不足時，需要民間來協助，運用民間的力量才是最可貴的，這力量來推動才是能夠發揮應有功效。

貳、風險分擔構面：

  一、建構警察經營社區能力
      --以諮詢、調適、動員、問題解決的模式發掘問題、解決問題
            根據訪談資料分析結果，總訪談樣本數20人次，認為應建構警察經營社區能力理念者計有台中縣警察局何局長等8人，佔了40％。

            警察經常性的第一線與民眾接觸，與民眾的互動頻繁，基於此種理由下，警民關係的發展並不會因為社會進步發展而變得不需要警察的存在，是以，未來在實務運作上警民合作的警政策略應朝向：建立「諮詢」體制，「諮詢」意指警察定期地且系統性地諮詢社區民眾，以瞭解社區對治安的需求，以及如何有效地滿足社區的需求，該分局成立課後輔導班的理由，係基於透過轄區諮詢的作為，普遍地實際了解轄區狀況及需要協助者，進一步發掘問題，解決潛在問題。「調適」基層功能，「調適」意指警察上層管理者將決策權下放，使基層管理者能夠決定滿足社區需求的因應作為；新公共服務的觀點即要能由下而上的執行方式，以達充分授權，調適角色定位與執行作為，社區警政的終極目標即要達成長治久安之社區生活環境，在長遠的目標規劃下，基層員警可透過社區、村里巡守隊之運作，從中調適、積極扮演輔導功能之角色，使社區安全得到充分保障。全民「動員」整頓治安，「動員」意指積極徵募非警察人員及非警察機構的協助，以資源整合的模式解決社區治安問題；社區警政的實施目標即要結合社區民眾共同分擔責任，藉由社區內自發性組織作為，發揮群體力量，進而達到社區動員的力量，有效維護社區之安寧、秩序。最終是要通盤「問題解決」取向，「問題解決」意指矯正或去除引發犯罪或失序行為的狀況，社區警政或社區巡守隊推展的終極目標即要能預防、矯正、去除引發犯罪或失序行為，在一連的網絡建構過程中，警民關係的正確發展，應可營造安全的生活環境。

          何局長：在轄區內合作網絡關係上，警民間促進信賴的誘因就如同前面所提到的，治安有兩個面，其一是偵查，另一個就是「防」，這層次就較高，牽涉較多。去日本看到社區辦活動，小孩子都玩在一起，但現在都市的人愈來愈疏離，所以重要的是如何辦活動，加強彼此的凝聚力。但這也需要錢力、物力、人力的投入。

          劉巡佐：我們警察在參與這課輔，角色上應該要有所調適的，因為這些小孩很多是單親家庭，有些甚至是爸爸因案而被我們查獲，所以百分之九十都是家庭的狀況有問題。…到目前為止，最大的成效是警察變成是一種全方位，有時其實是社會局的事，那我們現在是跨單位，社會局、衛生局、警察局都是結合在一塊，這還是有一定的幫助。

  二、培養社區居民自主自立能力--獲得共識，進而以互動建立信任機制，共同培力
            根據訪談資料分析結果，總訪談樣本數20人次，認為應培養社區居民自主自立能力理念者計有台中縣警察局何局長等14人，佔了70％。

            該分局開辦『兒童、少年輔導工作及課後生活輔導班』之初，有的家長會擔心小孩子會被貼上標籤，認為是不乖的小孩子才會被送到警察局，但見到小孩子上課的氣氛輕鬆又快樂及我員警同仁、志工媽媽們等都盡心盡力付出，家長們也就不再有疑慮了，反而是積極主動地將小孩送來，甚至還從家中準備點心、水果送到分局給其他學童共同食用。而家長晚上來接小孩子時，有時還會主動提供所見之治安狀況給我們員警同仁瞭解轄內的最新治安狀況，建立良好的警民關係，共同為社會治安盡一分心力。

            「社區治安」不是警察的原罪，警察無力也無法替治安負起全部的責任，警察機關所應做到的是，協助社區居民培養社區共同體(夥伴關係)的觀念，型塑完整的公民社會，和社區居民共同來維護社區內的治安，預防並減少犯罪的發生。而管理大師彼得．杜拉克在「非營利機構的經營」一書中談到，「社區問題解決之道，就在社區裡面。非營利機構就是社區，我們正透過它來塑造一個公民社會，它是未來社會行動的中堅力量。」再者，所謂「培力」(或稱賦權)，是一種power with的主張，它不是權力的給與或下放，而是一種相對的過程，也就是「互為主體」(power with)的平等關係，簡單地說，就是要讓社區擁有自我實現與自我解決問題的權力與能力。因此，在培力社區的過程中，警察應該重新調整並定位自已與社區的角色關係，警察在培力社區治安過程中應該扮演的是啦啦隊與輔導者的角色，而不是去強力主導社區治安。

          何局長：社區要有自主意識，像社區總體營造，改變了人的互動關係。台中縣的社區常辦很多活動，如中秋節辦社區聯誼，讓我感觸很深，社區老百姓的互動很好。…有時辦社區活動是透過社區村里長或是理事長，但因為這兩個是分屬不同組織，有時會有衝突。若社區有自主意識，比較不會被掌控。

          許組長：參加這些團體兩年多來的感覺，這些自願工作者重要的不是他們的學歷，重要的他那顆心夠不夠紅，學歷再高，沒有心，來這邊會有很多的議題。

          張老師：來這邊的小朋友，也在我們老師的鼓勵下，大部分都能養成自立自主的能力，這也是他們有所成長的地方了。在品格教育方面，我們更是強調這方面的工作的。所以，我們老師們也都以小朋友的學業、品格有所成長而感到高興的。  
  三、資源整合、運用平台與合理的責任歸屬

            根據訪談資料分析結果，總訪談樣本數20人次，認為應建構資源整合、運用平台、應合理劃分不同組織責任隸屬理念者計有台中縣警察局何局長等14人，佔了70％。

（一）預防重於偵查是未來努力的目標！

            東勢分局在警政策略的創舉作為上推動了「課後輔導研習班」，建立了警民關係的溝通平台，並進而整合東勢鎮內的各項可資助之資源，鼓勵學校志工的參與、社會局、教育局等單位的關注、參與，甚至促成，才是永續性發展的重要關鍵，在接受輔導對象的問題上，面對其功課、學業等困難度愈來愈高的趨勢，在面對「專業」能力的持續補強上，唯有在健全的社會福利制度體系下，不斷充實專業的能力，以符合孩子們日益成長的步伐，所以，將責任回歸學校，並結合社區、公所的資源，而警察應只是一個輔導、協助的角色，在警察內部，主官的支持與否，亦是影響政策成敗的重要關鍵，未來在警察角色的調適上，扮演協助者、促成者的互動模式，將是警民協力夥伴關係發展的重要里程。

          陳分局長：……我們警察工作，當官方有所不足時，需要民間來協助，運用民間的力量才是最可貴的，這力量來推動才是能夠發揮應有功效。

          許組長：未來如果要朝向成熟的制度發展，那就是人員要趨向專業，也就是大家不要有太大的負擔，慢慢去推動。我們在推動剛好承辦單位是農民醫院…，課輔班可連結的社會資源是目前附近的學校是有志工老師，他們是在神召會那邊有做課輔，中日有去過那邊。而我們現在需要的是一個溝通平台來整合這些資源，現在問題就是整合的著力點還不是很明朗。

          宋偵查員：對於課後輔導班這個方案未來我是覺得應該慢慢交給其他單位來做，我們警察可以從旁去協助。讓課輔慢慢回到學校去，因為他們有完整的設備，或是說交給教會，可以結合社區的資源，不一定說整個東西都要放在警察局，就看怎麼去結合，最後我們警察變成是一種協助、輔助這樣比較好。甚至我們應該想辦法去連結起來，與民間機構、教會、學校合作，我們再去協助。

          劉巡佐：對於課後輔導班這個方案未來我是覺得應該慢慢交給其他單位來做，而結合是必要的趨勢。

          鄭老師：像今天這樣的義剪活動，都是定期在進行的；去（94）年端午節的時候，我們課輔班有幾位老師ㄧ同前往老人館參加包粽子的活動，同時，在活動結束時，也帶回了一些粽子回來分給學生們享用；那最近也將有一個包春捲的活動，我們老師們也將會派出人力前往參與，活動結束也會把春捲帶回來給學生們吃，以節省部份的開銷。

            政府各機關之聯繫與力量整合，及其它相關機構的串聯與結合，縣市政府相關單位、地檢署、學校、村里辦公室、議會必須與之保持主動密切之聯繫。甚至與記者、地方意見領袖或民間團體亦要經常聯絡，以便對社區之問題，提出整合各方力量，運用各式對策的最有效處方，根本的解決該社區之治安問題。

          何局長：轄區內的社會資源，每個地方都有其特色，如何去突顯產業、休閒活動很重要，社區營造應去找這些特色。這些特色好像都會跟縣政結合，地方派出所所長是很重要的，他們是警民關係的觸角。警察機關在偵的部分，若與民眾關係良好，民眾願意配合，破案也快。在防的部分，與老百姓互動合作，減少不好的事發生，從醫療、環保、休閒、教育等體系切入都可以，其他組織也可以做，若從較高的層次面來看，警察也可以做，不一定要去限縮警察的事務。像警察也有志工隊，可以從這方面去做社區事務。

          劉輔導員、黃輔導員：學生如果沒到學校，學校就會通知我們，我們也常常在像網咖或外面的場所發現這些小孩子，就會通知學校及家長。…我們是跟教育局或社會局有比較多的接觸。像教育局有中輟的輔導中心，會跟我們聯繫，學校若有學生打架也會跟我們聯繫。…我覺得這是資源分配的問題及制度的問題，若可以解決像家庭、失業的問題，大部分這些問題就不會出現了。我們結合社區資源是做不同面向的，像我們在做的學區安全是聯結彭婉如基金會。

　　        紐約市警政單位所推行之問題導向警政，及英國、加拿大等警政單位善於整合社區各方力量，均是很好成功典範；而此亦是我國六星計畫社區總體營造，所極欲建立起的社區資源整合之新平台與新的經營模式。

  （二）善盡一己之力，捨我其誰！

            風險社會中，所有風險的排序，包含信任的風險、人類社會一個的普遍且永恆的特點。但是在我們的時代風險的普遍性與比例似乎在成長。「生活中必然存在著危險，這不只是個人可以控制的，而且是龐大的組織，包含國家；而且威脅著成千上萬人的生命和潛在地整體人類」（Giddens 1990a:131）。

            台中縣政府社會局彭姓社工員與東勢分局宋偵查員，一本初衷的繼續投入該課後輔導班的工作上，未有稍怠，渠對於該項工作不斷地付出熱情，積極參與，就是期望既然已經開了頭，未來就是要如何地去繼續讓它延續下去，以照顧更多需要照顧的學童；惟渠也感嘆，中輟生的部份因隸屬於教育局管轄，在這一部分的空窗是相當可惜的，也就是說，未來仍然期待教育局的部份也能對這一課後輔導班的設置有所認同，共同參與，將中小學階段的偏差行為者能以公權力的力量介入輔導，以免未來成為社會問題的來源。

          彭社工員：…公益彩券的盈餘本來就是要做在社會福利的項目上面的，…而本課輔班的適用，則是我們社會局去拜託公益彩券盈餘的主委，尋求支持，這個案子的特准是經過一番的努力勸說、協調，…本案的得以獲得通過，則是我們的工作熱忱及願景，打動了這個營運委員會的委員們，…公益彩券營運委員會的組成成員主要是由學者、民間代表、律師等組成的，另外我們社會局的主管也有占一些的比例，主任委員是社會局之外的公正人士擔任，所以它具備較客觀的地位，審理、核准也較不會有爭議。本輔導班的運作的其它經費的支援，是『七二水災』的發生，…把這些名額設置在課輔班的工作上，用來照顧這些更需要幫助的小朋友身上，…『七二水災』的這一筆經費的投入，對於課輔導人事費這方面的支應得以有著落，相對地，也可以讓這一群願意奉獻愛心的志工媽媽們能夠安心地繼續留在這裡，讓課輔班的運作過程能夠更加落實，不會紊亂。政府對於這些課輔班學生的照顧責任，除了警察、社會局之外，目前教育單位並沒有介入到這個問題上，因為他們認為『中輟生』是國中生、高中生才會有這方面的問題。中輟生是在行為上有很大的問題存在的，包括可能會有虞犯、什麼的，如果一定要有專業的人士介入輔導的話，對我們來講是更有困難的，也可能都找不到的。目前主要的通報來源是透過各地方的醫院、學校、鄰居、社會人士、公所等的通報方式，因而形成了我們社會局在處理的一些個案。…未來最基層的通報單位及責任可能會落在村里長的身上，以期達到通報落實的層面。…最終要檢討的部份，我是覺得政府部門在對於社會福利或犯罪預防的人力額度及預算上，應該要能獲得充分的支應，才有辦法讓工作正常的運作下去的。而我們局長對於我們的工作一向都是很支持的，這也是我們這一群社工員能夠持續做下去的動力所在。

          宋偵查員：…若能結合社會民間無窮之力量，以最好服務品質，落實兒童、少年之照顧與照護。

參、社區安全構面

  一、夥伴關係方面：協力空間理念的傳輸，『對話』治理！
           台中縣東勢分局的「課後輔導班」創舉，是以警民攜手共同發掘社區問題的模式，由基層派出所警勤區警員，就該勤區內的居民深入訪查，對於有偏差行為之學童，以主動的方式和社區居民溝通、合作，以便主動先發的與居民一起解決『社區』內的潛在的問題，及早介入輔導作為，符合了協力空間所強調的『對話』治理模式。該分局初辦階段係以派出所為實施課輔之場所，後因學童人數日多、場地有限，加上人力不足的情況下，遂由派出所轉集中於分局統一實施，惟為考慮永續經營的目標，經過一番的努力，成立了民間組織的「兒童少年協會」，成員由警友會及其他社會公益團體，並與東勢國小協商借用教室，這樣一連串的作為，協力夥伴關係的層面已逐漸地拓展，並且為外界所能瞭解，進一步獲得必要之協助，未來在場地及經費等其他方面的協助，相信仍能絡繹不絕地獲得補充的，而這我們可歸因於協力夥伴的團結力量。

         劉輔導員、黃輔導員：課後輔導班推動過程中，最大的功效就是建立警民之間的關係，也可以達到社區警政的某些目標。

         宋偵查員：本分局開辦『兒童、少年輔導工作及課後生活輔導班』之初，有的家長會擔心小孩子會被貼上標籤，認為是不乖的小孩子才會被送到警察局，但見到小孩子上課的氣氛輕鬆又快樂及我員警同仁、志工媽媽們等都盡心盡力付出，家長們也就不再有疑慮了，反而是積極主動地將小孩送來，甚至還從家中準備點心、水果送到分局給其他學童共同食用。而家長晚上來接小孩子時，有時還會主動提供所見之治安狀況給我們員警同仁瞭解轄內的最新治安狀況，建立良好的警民關係，共同為社會治安盡一分心力。

  二、永續計畫：有效的連結資源，是永續發展的不二法門
            社區內的資源到底是有限，整合資源的運用，必須依賴與外界信任的連結，進而爭取各項社區營造所需的資源項目，有了資源（不管是人力、物力、財力等各方面的），才能使營造工作能夠永續的發展的。

            東勢分局課輔班在永續計畫方面，目前就是想藉由成立『兒童少年協會』，這樣的一個民間社團來接手往後的推展工作了。它的運作是由總幹事來主導的，而目前仍是由宋先生來擔任這項工作的。那為了怕他將來因為升遷、調職而離開了這個工作，我們也都有考慮到這個問題，所以，我們也正努力在往下紮根，希望它的基礎能夠穩一點，這樣就不怕往後會有中斷的狀況發生了。根據彭姓社工員與東勢分局宋偵查員的訪團內容，該「課後輔導班」的辦理過程中，每年都會做定期的檢討報告，以爭取下一年度繼續獲得經費上的支持；而我們要探究的是，有理想、有抱負的承辦人，一定是熱情的參與前提下參與、投入了工作，對於未來有一定期待能夠持續的辦理，對於有意義的工作，憑著工作的熱忱讓它繼續延燒下去，相信這也是彭、宋兩位積極努力的目標，因此，在彼此合作無間、建構優良的信任基礎下，一方面努力善擬永續計畫、另一方面，亦須努力投入於協力夥伴的拓展，包括了警友會或是其它的一些慈善團體、學校等，最終仍是期待這樣有意義的事情要讓它繼續的嘉惠需要的人們，並為社會解決問題。

　　　  何局長：如同社區治安會議一樣的性質，其實社區安全包括環保、交通、醫療、衛生等。鄉鎮公所

         應該要去整合這些資源，地方也要去參與。大家聽到地方社區安全，就想到警察，可是警察負責應

         是刑案部分。但剛剛提到，社區安全背後都會牽涉到像衛生、教育等議題，不只是單一因素的問題。

         所以像安親班的開辦，就表示初級防治很重要。而社區安全要依地方特性，發展方案來提升生活品

         質。黃縣長很重視安全社區，但要如何持續，形成制度則是另一個重點。如何營造環境很重要，包

         括休閒、醫療衛生…等優良生活環境，社區安全的環境不只是實質環境。

         陳分局長：目前分局的中輟目標是只有國中以下，高中以上就有教官組成的校外生活輔導委員會，

         高中以上就由教官來做銜接的工作。另外高中以上可能會到別的學區就讀，那我們就沒辦法，如果

         他還是在我們學區內，我們還是可以跟他做輔導的工作，我想如果這些小朋友如果繼續待在這邊，

         他們會把這邊當做是另外一個家，即使到外面，他們應該還是會再回來。目前是的工作是國中以下

         的限定，高中以上由縣校委會去銜接，社會局的輔導對象也是到國中以下。

         彭社工員：為了讓這個課輔班能夠長久延續下去，不想說只做個一、兩年就讓它停掉了，所以，我

         們局長也就鼓勵宋先生他們能夠成立一個民間的協會來主籌，讓這個工作能夠持續延續下去，也就在去（94）年七月十五日成立了『兒童少年協會』。主要的成員是由警察局裡的同仁擔任，還包括

         一些地方的人士，像警友會、民意代表等等。自從成立了『兒童少年協會』這個民間協會之後，就

         可以掌握到「聯合勸募」這方面的社工人力的支援了，這樣的機制，我覺得也使得了這個課輔班的

         持續運作有很大的助益，才可以朝向專業化、長久性。…目前本課輔班的聘僱社工人事費用也是由

         該項款項所支付的，對於課輔班的持續推動幫助很大。…補助額度本身是沒有上限的，就看你所報

         給他的計畫內容、人數而定；…目前我跟宋先生也有考慮到培力的問題，怕說哪天我跟宋先生都有

         可能沒有繼續承辦這項工作了，所以我們也有培養了一位社工專門來幫忙、負責計畫書的簽辦工作；

         而以後我們也會考慮培養更多的社工能夠具備這方面的能力，以使得我們這項工作能夠持續推動。

         鄭老師：類似這樣的制度如果要永續經營下去，除了經費外，老師的素質是很重要；我所謂的素質

         是指擔任輔導的工作的人，本身一定要具備有工作、奉獻的熱忱，倒不是專業素質的問題。

  三、全局治理：有意義的工作，希望不要有遺珠之憾
            課後輔導班的員額，因受到輔導人力及場地的限制，致使有部分仍有需要的學童，無法進入，如受訪學生李○勵之母的心聲表示，她仍有一個較年長的兒子（即李○勵的哥哥）因受限於名額的關係，無法到輔導班來，而這亦僅是其中的一個例子，據輔導老師及受輔導的學生反應，仍有許多需要受輔導、照顧的人，無法到般享受這一福利，相當惋惜；因而，未來期待它是一個有全局治理概念的輔導單位，在統合資源單位，妥慎規劃場地、援引專業人員，積極地投入該項工作，普遍、謹慎篩選弱勢族群歸隊，相信對於整體治安的會有一定程度的助益的。

          鄭老師：得不到家庭、社會關注的孩子們，會讓他們在品格的養成過程當中發生偏差，將來會對社會的治安投下不定時的炸彈；因此，創立這個課輔班的原意，即要能將迷童、失怙的孩子們重新找回來，給他們多一點的愛心、改正他們的品格修養，而學業的輔導則是比較次要的問題，先給他們健全的人格發展，未來在社會上才不會出現偏差的行為，危害他人的安全，所以這樣的輔導作為方向是正確的。

  四、執行評估：有效的執行成果及評估，才能獲得支持與肯定
            注重脆弱性觀點、全盤型弱點管理面向，乃是對於弱點的自我體檢，透過計畫性與常態性的安排教育及輔導，平時做好危機處理計畫，體察心理需求，及時介入輔導，並對於弱點處置人員實施再教育與訓練，以充分發揮平時整備之能量。

            該課後輔導班成立到今已有兩年多的時間了，在執行的評估方面，則係依照公益彩券營運委員會的規定，每年必須作一次的執行評估報告；社會局的公益彩券營運委員會的組成成員主要是由學者、民間代表、律師等組成的，社會局的主管也有占一些的比例，主任委員是社會局之外的公正人士擔任，所以它具備較客觀的地位，審理、核准也較不會有爭議。本案的通過主要是擔任主委的一位律師先生，由於他的支持，使得經費有所著落，增加了推展這項工作的重要後盾。因此，筆者以為，唯有在共同的努力下，將成功有效地展現，才能引發共鳴，進而支持活動的持續辦理的。

          彭社工員：輔導班成立到今已有兩年多的時間了，至於執行的評估方面，則有依照公益彩券營運委員會的規定，每年必須作一次的執行評估報告，相關的資料是在宋先生那兒。

          宋偵查員：本分局每年都會將執行的情形做成簡單的評估報告，…，除不斷檢討改進外，為落實課後保護兒童、少年安全，預防被害（騙）或被利用犯罪及防處少年偏差行為，仍持續辦理加強婦幼安全及建立兒童、少年課後安全、健康、快樂的成長環境。

    以上為進一步清楚釐清本研究面向在理論面與實踐面的關聯性彙整成下列之比較表：

表5-2個案分析的構面比較表

	面向別
	理論面
	實踐面

	協力夥伴構面
	協力空間：
對話、設計與民主
	 1、『對話』機制的正確使用，可獲得正面

     的回應。

 2、『對話』使得彼此信賴基礎的建立及早

     紮根、深耕社會治安維護面。

	
	互動倫理：信任關係的建構
	信賴基礎的建立及早紮根、深耕社會治安維護面

	
	誘因的挹注
	合作網絡是建構協力夥伴關係的基礎脈絡

	風險分擔構面
	建構警察經營社區能力
	以諮詢、調適、動員、問題解決的模式發掘問題、解決問題

	
	培養社區居民自主自立能力
	獲得共識，進而以互動建立信任機制，共同培力。

	
	資源整合、運用平台與合理的責任歸屬
	1、預防重於偵查是未來努力的目標！

2、善盡一己之力，捨我其誰！

	社區安全構面
	夥伴關係方面
	協力空間理念的傳輸，『對話』治理！

	
	永續計畫
	有效的連結資源，是永續發展的不二法門。

	
	全局治理
	有意義的工作，希望不要有遺珠之憾。

	
	執行評估
	有效的執行成果及評估，才能獲得支持與肯定。


第三節  個案研究心得

壹、領導者的理念主導警政策略之落實層面—警民協力夥伴的建立
   一、台中縣警察局局長何海民：

   （一）對於旗下東勢分局的基於安全社區的推動方面的投入，並期待若要能夠落實推動安全社區認證的各項工作，深感公部門部份必要由鎮公所整合衛生、環保、交通、教育等資源，並鼓勵地方熱心公益的人士參與，是一個很重要的工作，理由在於鎮公所掌握了地方預算資源，唯有整合地方相關資源，充分協調、配合，才是推動安全社區的利基所在；並且應該針對地區特性，結合經濟誘因提供更佳社區休閒的環境，以期達到社區營造，進而改變互動關係的目標。

  （二）在不同的組織間，定會產生競爭的情況，警方如何融入不同的組織間，促成良好互動關係、合作夥伴，則有賴派出所所長與社區的互動模式而定，因派出所所長身處警察機關與民眾接觸的第一線，與民眾互動頻繁，而其做法要被民眾所認同，是以，派出所的功能是很重要的，因地區的特性、特質，以所長為主，帶動基層員警深入社區，扮演社區協助者、促成者的角色，而非以干涉、取締為目的，充分運用職能的優勢，獲取民眾向心力與支持，以建立警民協力夥伴關係、模式。

  （三）因此，針對目前警方在「偵防」工作的推展上，應該要釐清的是，偵查是案件發生後的追查，防則是事先的預防，要給予民眾安全的感覺應著重於案件發生件數的減少，所以，事先的預防工作是很重要的，而預防工作的推展上，能與社區充分結合，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東勢分局推展課後輔導班的創舉上，基本上，在課後輔導班的推展工作上，目前進行階段反應尚稱良好，但是長久之計及未來應思考的方向，則期待鎮公所能夠有效整合轄內各相關資源，以期能夠為中輟生或單親家庭找出一條正確的人生路，為社會的治安提早排除障礙，使民眾能夠獲得生活的安全感與信賴，則是未來應努力的目標與方向。

二、台中縣東勢分局陳分局長文龍：

  （一）以其感同身受於周遭所發生之兒童受害案件所造成的社會問題，特別執著地對於他本身所推動的課後輔導班創舉，本著經營地區的志趣與目標，並主張警察對於社會福利、與社會安全事項，應積極參與、促成的理由，全心全意地投入事項社會福利工作的推展。也因為認為舊警察是被民眾尊稱為土地公、有求必要的角色功能，體認到新時代的警察應該要「走出去」，踏出警察機關大門，去尋求民眾的認同感，推銷警察的志業。

  （二）而現代的社會就是缺乏「雞婆」的人士，導致民眾之間冷漠、事不關己的心態處處可見，有鑑於此，警察更應該要以服務導向的策略，去面對民眾、深入民眾，融入社區的日常生活中；然而，警察工作推展要能成功的因素，以東勢鎮而言，當務之急並不是缺錢，而是『人』才是成功與失敗決定的主因，而其領導風格則是一本「事在人為」的理念，相信未來的成功是指日可待的。因此，由此個案的實際層面以觀，警民協力夥伴關係的促進，必須有效運用、整合民間力量，事情才可成功，也唯有透過成功個案的努力，尋求促動動機，並進而以發函各學校，並與縣府相關單位溝通、協調，尋求資助，在有堅強的經濟後盾之後，執行的落實程度，才不致有所折扣。
  （三）目前台中縣東勢分局的課輔班經費來源係以台中縣公益彩券盈餘支應，尚無法以制度化的預算編列，以使負責矯正、參與輔導行為偏差兒童的志工們，能夠專心於工作上，讓兒童的家長能夠安心，把小孩托付在警察機關裡接受課業上輔導，也真正讓民眾體認到「到派出所也並非壞事」，藉以改變民眾對警察機關的刻板印象，亦是一種不錯做法。而未來期待這種正當性、新的方式、新的需求及弱勢等的功能轉換成另一股促成社會和諧的能量。

貳、承辦人員的用心，足以彰顯警察策略作為的成效—中間地帶角色

          東勢分局三組偵查員宋松蔚家暴官，對於渠所推動的「課後研習班」的理念，係著眼於預防重於偵查，對象限於中輟及偏差行為者（少年），以弱勢或單親家庭為主，並無條件上之設限，服務人員約有四十人，場所在於該分局的會客室、禮堂及安全設施、經費來源係由台中縣公益彩券盈餘支付。個案實施的主要優點在於著重預防性；缺點則在於警力有限，未來希望能結合社區資源，共同努力。惟其在分局長的授意與全權託付辦理的前提下，積極的投入該課後輔導班籌設、治理等的各項工作，遇有困難時，並充分與分局長溝通，將整體的工作處理完善，可見『事在人為』，只要肯投（融）入、參與其中，對於社會福利、公益有關之工作，將能以公部門之利基下，竭盡所能給予社會正面的回饋，減少未來的社會亂象。

第六章  結論

    在前面五個章節的依序推論完畢後，接著本章將以文獻探討的理論構面、國外經驗構面及個案分析構面三個層面的探究，對於警民協力夥伴關係在警民協力夥伴與治安風險分擔的角色與定位的發現、印證與創新的內涵，呈現於本章第一節研究發現與第二節的研究建議內容當中；惟本研究選擇以台中縣東勢分局作為探討個案，因該分局係屬於『鄉村型』之地方性警察機關，是以本研究發現的推論內涵，尚無法作為『全國性』警政策略之參考，是為本文研究發現之限制。

第一節  研究發現

壹、理論層面與個案分析所得發現與印證

  一、協力空間的『對話』治理—是要與民達成『平等互惠』的目標

            以現行社會的狀況而言，警察角色的調適，在預防工作上，是有挑戰性的；而信賴基礎乃由社會資本所累積，基於經濟學家使用賽局理論（Game Theory）來推論合作（cooperation）的問題，他認為如果遊戲不是反覆進行，又缺乏他人的訊息，參與的人數眾多時，合作是很難達成的。社區的營造工作不只是領導者個人的事情，而是整個社區的每一份子都能主動參與，這就必須藉由社會資本的累積，由彼此平日的頻繁互動中，加強合作動力，以建構基本信任的基礎；要產生合作，就如經濟學家對賽局理論的推論所言，如果個社區內的成員們，在營造社區的過程中，未有強有力的領導者，堅強的委員會陣容，不斷的強化居民彼此連結，加強資訊的傳遞、流通，且能反覆的進行，以致於促使了合作經營社區的動能不斷地產生，不僅累積深厚的社會資本，並進而達充分的信任結果；因此，信任是合作的產物。

            因此，台中縣東勢分局的課後輔導是新的警察作為，也符合賽局理論的精神—遊戲是反覆進行，不缺乏他人的訊息，參與的人數不多，這樣的控管機制，雖說是經費的限制，但是，警察藉由這樣「正當性」的作為，主動介入、關切民眾的生活，參與、融入他們的日常生活，對部分民眾而言，可能會感覺彆扭、無法接受（尤其是在都會區，人與人之間本來就冷漠以待。），但在較鄉村的部份，由於大家可能都有點認識、加上有人情味，對於彼此的互動本就是單純的動機驅使下，彼此的信任程度就能慢慢積累，進而達成合作，警民的互動結構亦應是如此的發展的；當然，只有合作是不足以完全促動社會的進步的，良性的競爭則可激發彼此的潛在能力；所以，合作與競爭均要有，才能刺激社會的進步，該二項的創新作為對於社會有積極正面的宣示意義，也應能成為未來建立警民協力夥伴關係的基石。

  二、協力空間的『對話』治理—是要能有效支應、連結資源

            資源依賴（Resource Dependence），是指組織以理性的方法處理彼此的關係，減少了對環境的依賴性，亦即不希望因為績效的負面效應而顯得脆弱。資源依賴程度是以兩項因素為前題：即「該資源對於組織是重要的」，是資源的策略；「資源分配與使用的決定權與獨占力」，此乃權力的策略；且組織須了解資源依賴的重要性，並擬定策略以減少對環境的依賴，更要學習如何運用本身權力。以經濟的角度而言，資源依賴的「資源」意涵係包括對供應商、物料、資訊等，對於組織間而言，未來的趨勢仍是朝競爭與合作的方式進展，所以在對於物料、資訊等有限資源的需求上，必然不能僅僅依賴特定的對象，長遠之計，而應以分散資源取得標的，減少對特定需求的風險程度，才能達到組織的目標。對查緝走私、偷渡的工作而言，『線民』誠為一重要且關鍵的角色人物，亦可謂是一個重要的資源；但是，具備線民條件者，除了本身有除惡杜奸的認識外，現實上，不管他人瓦上霜的心態，被視為一個正常的現象，造成了有意願去從事此一工作者，是付之闕如；所以，透過全民的力量共同擔負社會治安的工作，減少資源依賴誠然重要。因此，就如系統理論（Katz & Kahn,1966；Thompson,1967）是將傳統上注重組織內部變項之檢討，轉而重視組織系統的概念，注重組織與環境互動的產生與影響；就像人無法離開空氣、水、食物而生活。是以，組織無法獨立於環境而生存，因為組織所需的資源是由環境輸入，或是組織必須從環境取得資源，如人力、預算、設備等，有限的資源必須發揮最大的邊際效應，才能避免過度的依賴資源；而全民的建立共識、認知，才是有效的防堵力量。

            台中縣東勢分局課後輔導班的設立，所展現的是政府與警察機關的互動—縣府資助、警察執行—輔助者；而該分局辦理課後輔導班的經費來源係由台中縣政府社會局的『公益彩卷盈餘經費』73萬餘元補助，支出項目為學童誤餐費（午、晚餐）、文具等相關費用，兒童、少年參加輔導及課後生活研習係完全免費。另外，則是警察機關與義工的互動—提供各項輔助、委由執行—連結、促成者。警察機關與受輔導學童的互動—提供場地、執行—並且是輔導者、犯罪預防者。因此，面對需要導正的對象，用對的資源去做，回歸制度面才是社會的福音建立溝通平台整合資源，是普及社會福利工作的重要著力點。

  三、協力空間的『對話』與全局型治理—是要讓公平正義得以實現

            公平正義的操作是信任的起點乃基於，對信任相當錯誤的替代是腐敗【制度污化】（Elster 1989:266）。公平正義的操作，於社區內，委員會所作成的決議，必須是公平的對待、照顧到每一成員，才不致有失公平正義的基本。而由Banfield對Italian的Montergrano的研究顯示，【只有上帝的仲裁…..將阻止瘋狂的憤怒的事件，建立一些片刻的秩序和可預測性，因而創立成功的努力變成可以的情況】（Banfield 1967:108）。但是普通的人民卻只能【等待和注意】。這個【模糊的和一般化的感覺的『類似的』信任，在久遠的事件是不被人所控制的】（Giddens 1990:133），可以帶來某些心理上的安慰、抑制【焦慮、憂慮和恐懼】，但是在社會的程度它產生不幸的結果—消極主義和不景氣（淤塞）。可見得信任的起源應是來自於公平正義的操作過程，如何充分取得信任，進而加強彼此信任的機制。另外，對於信任的外部性也不可忽視，因為在不信任的氣候裡對抗地方的從政者、制度、成果（政績）等等，人們會求助於外界的社會和放置他們的信任給他們的領導者、組織或所有物。【結果似乎變成，無論什麼在信任的生活舞台是孤獨的，那有把信任安置到別處】（Coleman 1990:196）。社區內的資源到底是有限，整合資源的運用，必須依賴與外界信任的連結，進而爭取各項社區營造所需的資源項目，有了資源（不管是人力、物力、財力等各方面的），才能使營造工作能夠永續的發展的。

            由實際的層面以觀，台中縣課後輔導班場地設備的充實，人力、人員專業能力的培養已是當務之急，該分局目前雖能暫時以政府擴大就業方案申請少數老師的人事費用，但長期而言它的幫助是很有限，也非長久之計，因此制度化是解決問題的根本。幸而，在該分局長與縣府社會局長的共識下，以民間團體的方式籌設成立了『台中兒童少年協會』，並申請立案，以社會團體的轉變方式，在各方的政府、社會資源上，開拓了更寬廣的道路，達成了永續發展的第一步，未來在維護公平正義的路上，仍有待與政府、社會其他相關的資源單位有效連結，建構資源整合、運用的平台，普遍地照顧到需要幫助的人身上。

  四、協力空間的『對話』治理—是要促進合作網絡的連結

            合作網路係指組織與其他組織在相互依賴下，增加了彼此的價值與生產力；而組織間如何建立關係？是透過有如指定契約、建立夥伴關係、投資、購併等的方式；合作的起因乃是在面對環境的不確定性，透過組織間共同參與的方式，使具備競爭力，進而共同使用稀少性資源而言。合作網路在國際化的起源上，則是扮演可以降低成本、共同分擔風險的角色功能；而從敵人變成夥伴關係上的努力上，則是為了要能減少風險，進而創造價值的。

            台中縣創辦課後輔導要基於縣政府與警察機關的互動—資助—輔助者；警察機關與學校的互動—近在咫尺互通有無—促成者；警察機關與熱心人士的互動—連結、促成者；警察機關與學生家長的互動—服務者；警察機關內部互動—溝通、協調者；警察機關與學生家長的互動—服務者、犯罪預防者；社區總體營造所要努力的是，要能充分結合地區各項可用之公或私的資源，拉近學童、民眾與警察間的距離感；進而結合社區、社區發展協會、國小等公私團體舉辦聯誼活動、建立聯繫平臺；以勾緊警民協力夥伴關係，作為警察角色與定位之調適準則、依據，更為社會綿密的合作網絡種下堅實的基礎。

貳、國外經驗的啟示—治安風險分擔的構聯層面應能順應時代潮流

  一、創設機關無法有效地、根本地解決所面臨的困境

          在治安風險分擔這一區塊，我們也不妨參考美國在911恐怖攻擊事件之後的應變作為，學者將政府的型態區分為重新創造型態、網絡型態及市場型態等三種，而此三種的政府型態並非僅選擇當中的一種即能成事的，它們之間的關係是有互補性、相互支應性質的，因為政府部門對於社會失序所衍生的治安或其他社會問題，並不能再創設增加部門，而是要能夠以合理劃分不同部門的責任隸屬的態度處理事情，並且要建構資源整合、運用的平台，使政府的支出能夠真正落實、發揮預期的效能；這時，網絡的功能就能發揮它的能用了，因為網絡型態的政府，它的網絡結構並不只限於政府內部的網絡，它還跨出組織、連結到外界的公、私及非營利組織，這樣的社會網絡，容許不同性質的成員，共同參與，集思廣益的結果，可達其全局型的治理目標；市場型態更不可偏廢，並不是說政府應該朝企業型態發展，而是政府要以企業家追求效率與產品的精神，同時更應以追求公平、正義的精神，為社會的永續發展而努力才是。因此，我們可以看見的是，台中縣東勢分局課後輔導班的治安風險分擔理念的深耕，已經具備了重新創造以及網絡型態的政府模式了。

二、社區工作坊的團隊經營模式，可促進策略聯盟的發展

          基於社區工作坊是總理知識資產的組織和社會，他們運作如“社會的學習系統”，是一個讓實踐者結合以解決問題、分享想法、設定標準、發展工具和發展同儕和利害關係人關係的地方。這些結構是值得考慮的非正式結構，因為他們不會被外界所命令（干擾）。而且它是一個基本的面向是自願參與，因為沒有這樣的意願時，成員們是較不可能一起尋求或分享知識、彼此建立信任和互動或是運用社區的知識於實務上的。成員們樂於去學習和一起互動是能夠為社區提昇價值的。這不是說外在的提案人和利害關係人不能指導或影響一個社區—事實上，他們仍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但是提案人關係的本質是截然不同於傳統的報告人關係。它比較像是一個策略聯盟，如果這樣它就有一個非正式的、有知識基礎的結構了。就如同知識結構，社區工作坊補充了正式單位的功能，如部門或跨功能團隊，它原本的目的是要去遞送產品或服務和承擔品管、成本和顧客滿意度的責任的。事實上，社區的一個顯著好處是橋接正式組織的界線以增加聚集的知識、技能和專業的信任和服務於這些組織內有交互作用的實行者（Wenger, et al., 2002）。對跨機關和跨部門的協力而言，社區工作坊是一個非常適當的結構模式，因為他們本質上是跨域的實體。而一個社區的效果依賴於三個它的核心結構面向的優勢：它的領域、社區和實務。

          以上，台中縣東勢分局課後輔導班為了永續經營的目標，不斷的尋求資源、轉型，愈來愈臻於社區工作坊的團隊經營模式，不斷的構聯週遭的公、私及非營利組織的資源，充分發揮其功能，使治安風險分擔的理想得以漸進地獲得支持與認同；而花蓮縣玉里分局，以公部門的角色，率先創設博愛社，普遍地以公部門的現有資源、人力，投入於轄區弱勢團體的照顧活動，以團隊的力量獲得了社區民眾的認同與讚許、支持，在與民互動過程當中，建立彼此更緊密的信任連結，使得治安風險分擔的意願得以強化，達成社區意識，而願意共同為提升週遭生活環境、生活的品質而努力。

參、國外北歐的經營成效--「安全」是Safety，超脫Security的氛圍

一、安全的概念是以達『全局型治理』為目標

            我們可探究的是，「安全」的意涵，不應僅是從狹隘之意外事故與傷患事件，而是拓展為各種環境與生活面向的「安全」意念，是一種與大家的生活息息相關且非常貼近的知識。社區裡的每一份子要都能攜手同心，一起努力推動安全的生活環境，營造健康的社區空間與生活環境。因而對於各年齡層、各種環境與情境採取全方位的照顧，以能符合全局型的治理理念，我警察在於轄區之內，對於鰥寡孤獨者應均能有所注意。

  二、少一點口水之爭，多一點認同，社會會更好一點

           『民主統合』的概念的深植必須向下扎根，民主的社會，要能有效地激起公民熱心投入於公民社會的各種活動，並且所有人的意見都可以充分的表達出來，亦即『對話治理』的積極、正面發揮，以促使人們合作、建立強的互信基礎，這是社區總體營造能否成功的一個重要關鍵。

  三、協力夥伴必須能達跨域的對話治理目標，才算完整

            『協力夥伴跨域治理』工作上，對於問題必須要有正確的認知、注重安全資訊的傳播、有預防傷害的觀念、環境改善、降低傷害、公私協力的作為，並普遍重視到人口特質的關鍵議題。

        因此，筆者以為警民合作的信任建構，在於協力空間的深植基礎，要能使得地方政府能實質上去擁有很大的權限去經營自己的家園，而不必將心力花在與各級政府抗爭，重要的是要能發展地方的特色與價值。是以，安全社區的推動是要長久性的、要能夠獲得社區民眾的認同與支持的。

肆、具有政策與方案參考價值之發現—創新的內涵

  一、為「永續發展」的必要轉換之一—兒童少年協會的成立

          台中縣東勢分局為了讓課後輔導班能夠長久延續下去，主要係因在警察局與社會局方面，都不想說只做個一、兩年就讓它停掉了，所以，由縣府社會局局長積極鼓勵宋偵查員尋求能夠成立一個民間的協會組織，讓這個有意義工作能夠持續延續下去，並在去（94）年七月十五日成立了『兒童少年協會』。主要的委員是由警察局裡的同仁擔任，還包括一些地方的人士，像警友會、民意代表等等。

          該課後輔導班的工作，目前就是藉由成立『兒童少年協會』這樣的一個民間社團來接手往後的推展工作了。它的運作是由總幹事來主導的，而目前仍是由宋偵查員來擔任這項工作的。而為了怕他將來因為升遷、調職而離開了這個工作，渠也都有考慮到這個問題，所以，也正努力在往下紮根，希望它的基礎能夠穩一點，這樣就不怕往後會有中斷的狀況發生了。

          再者，目前教育單位並沒有介入到『中輟生』這個問題上，因為他們認為『中輟生』是國中生、高中生才會有這方面的問題；在國小階段的這些孩童的問題上，倒是還比較單純的，因為他們大部分都還只是家庭方面的問題而引起的一些就學不順的問題的。在當初所擬的計畫內容裡面是有包括中輟生的部份，但是因為人力上實在不足，而且面對處理中輟生跟一般特境的孩子還是有很大地不一樣的。課輔班的這些小孩子，可能只是家庭功能的不好，行為有些難管教以外，其他的方面是沒有太大的問題的。而中輟生則是在行為上有很大的問題存在的，包括可能會有虞犯、什麼的，如果一定要有專業的人士介入輔導的話，對這樣的要求來講是更有困難的，也可能都找不到的。比較實際的問題是，今天你要人家投入心力作輔導的工作，但是沒有支薪的話，那沒有人可以辦得到的。也就讓他們不得不先捨棄『中輟生』這個區塊的輔導工作了。目前唯一要做的要緊工作就是努力把這個區塊作好做成熟，讓它的根基能夠很穩定的成長，將來有餘力了，再來從『中輟生』這個區塊著手了。

          而政府目前在處理『中輟生』的這個問題上是沒有成效的；因為你把中輟生找回來之後，最重要的是你要給他的是『好的就學環境』和『好的家庭環境』，如果沒有的話，他還是會再跑走的，如此一直惡性循環下去的。所以，他們堅信為了防範中輟生問題的發生，始終覺得從國小這個階段深入紮根，相信對於社會問題的減少會有所幫助的。一方面我們覺得在小學階段把他和家庭的關係維繫好的話，就可以預防未來上國中後發生中輟的情形了。

  二、為「永續發展」的必要轉換之二—開拓聯合勸募挹注人事費用

          全國性的「聯合勸募中心」，它是蒐集了全國各地的愛心捐款，掌控、審理各地方政府所申請的公益項目的資源分配，台中縣政府目前社工的人事費用就是由該項補助支應的。而目前該課輔班的聘僱社工人事費用也是由該項款項所支付的，對於課輔班的持續推動幫助很大。而課輔班的其它的支出都可以由公益彩券盈餘負責的。另外，聯合勸募中心的補助額度本身是沒有上限的；需要的程序就看所報給他的計畫內容、人數而定；所以，會寫計畫書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目前彭姓社工員與宋先生也有考慮到培力的問題，怕說哪天他跟宋先生都有可能沒有繼續承辦這項工作了，所以我們也有培養了一位社工專門來幫忙、負責計畫書的簽辦工作；而以後我們也會考慮培養更多的社工能夠具備這方面的能力，以使得這項工作能夠持續推動。

  三、為「永續發展」的必要轉換之三—開拓『七二水災』經費補助

            台中縣東勢分局課後輔導班的運作原本的經費來源是由『公益彩券盈餘』支應課輔班之文具、用品等費用；輔導老師原本亦是『志工』性質，初期僅有鄭老師是在陳分局長向縣府申請擴大就業方案的補助款項而已，若要能永續發展，志工的福利是向亦不可忽略，幸而，在去（94）年時剛好有另外有一項的補助經費，就是『七二水災』的發生，中央單位為了幫助災區的居民就業的問題，就撥了相當的經費給地方政府用來照顧災民，主要是要以增訂一些臨時人員的臨時的就業機會來紓困災區居民的生活；也因為當初陳分局長他本身也很支持這個方案，所以一別於其他分局將這些名額用在行政助理的工作上，而是把這些名額設置在課輔班的工作上，用來照顧這些更需要幫助的小朋友身上，使得課輔班的成員能夠以專責的方式來照顧這一群小孩，而不是用輪流的方式，對於課輔班的持續推動有非常大的幫助。而且重要的是，現在這些專責照顧的志工媽媽是有給薪的，不像剛開始的時候，是由志工媽媽完全義務的來幫助照顧這一群孩子的，因為當初擴大就業方案的經費也無法編列人事費用，僅能用來支付便當的費用而已；而『七二水災』的這一筆經費的投入，對於課輔導人事費這方面的支應得以有著落，相對地，也可以讓這一群願意奉獻愛心的志工媽媽們能夠安心地繼續留在這裡，讓課輔班的運作過程能夠更加落實，不會紊亂。

第二節  研究建議

壹、對於警民協力夥伴關係的角色與定位方面的建議

  一、與民眾建立『策略聯盟』情誼，以強化警民網絡的密度

  （一）基於Bailey D.& K. M. Koney（2000）所指，尋找夥伴的三個理由：1、要達成內部的運作目標；2、創造服務供應者的網絡；3、組織管理者的操作。這樣的前提下，警察有維護社會治安的天職，但因為社會多元化的結果，治安不再只是警察的責任而已，警民協力夥伴的建立就是要能將治安風險分擔，達成有效維護社會治安的目標，這樣的協力夥伴的建立，其終極的目標是在於尋求社區的安全。

            因此，策略聯盟情誼的建立，非僅止於正式的結盟，通常非正式聯盟之環境情誼（連結），創造情誼，連（結）盟其他基於合作、協調、協力，以追求「社會責任」和環境正當性，旨在提昇服務、輸送，而非確信組織生存，透過夥伴關係以完成目標。當然，警民協力夥伴的建立，亦將創造出社會網絡的架構，與民互動當中，無形中也將使警民網絡密度增加，進而產生強化了社會共同責任承擔者的共識，有效地分擔治安的風險威脅。

  （二）策略聯盟的功能本身要角就在於協調者的角色扮演，而協調者首重於其所具備能力（capability）到底到什麼樣的程度，這都有賴於網絡的健全化了，有就是資訊要足以掌握全局、全般的概況，以足以因應不同的變化情況。

  （三）實務上，台東縣警察局局長施源欽曾於警光雜誌社撰文也揭示了實務界的「推行社區警政經驗分享」之實施「自主式社區警政」的4個面向：1、激發民眾參與治安維護之意願：把社區行政、民間資源整合與轉化。並整合民眾、媒體、公益慈善團體和私人企業共同組成「策略聯盟」，合力解決社區中的問題，透過協調、轉化、運用社區資源擴大服務層面，以實際參與社區治安維護工作。2、強化民眾自我防衛之力量：延伸防禦空間體系，激發民眾防衛力量，擴大治安耳目，彌補警力不足。3、主動關懷社區深耕警民互信基礎：以關懷弱勢族群與民眾搭起友誼橋樑，樂與警察合作，堅定警民互信之基礎。4、積極融入社區營造警民共治環境：積極參與社區各種活動，建立警民夥伴關係，化被動、消極「反應式」的案件處理模式，改為主動積極尋求有效解決問題的「預警式」警政。

  （四）基此，參酌有關美國<國土安全部>的型態值得借鏡的內涵（Kamarck, E.C.（2002）Applying 21st-Centry Government to the Challenge of Homeland Security），我們並不是倡導要去創造一個新的組織去解決問題，而是要將重新創造型態、網絡型態與市場型態的政府模式的各個類型之間的相互支應方式，在形成策略聯盟是要以重新認定問題的方式、以社會網絡的連結方式、以市場機制的靈活運用方式，藉由協力夥伴的力量，共同結合、彼此支應，以發揮問題解決的最大功效。

  二、中間地帶的角色：是承上啟下的永續的力量，避免策略的無疾而終

            現代的社會環境日趨複雜，社會治安、秩序的重責大任，對維護社會治安警察、秩序責無旁貸的警察而言，如何以有限的警力去維護社會的平穩、民眾生活得以安居樂業？未來如何有效、充分與民眾達成協力夥伴的關係，則有賴經營的策略與警政理念的更新、趕上時代、民意的趨勢，以取得民眾的信任、信賴；進而省思如何投入、挹注『協力』的誘因，以「合作或協力」的模式建構信任的基礎，警察所居之角色與定位，是要與社區民眾形成策略聯盟，共同面對問題的；還是應朝永續發展的組織結構發展，即在地方警察單位內部自高、中、基層的層面形成一個穩定的政策決策中心，即所謂的Middle-Ground的組成方式，以因應領導者升遷所帶來的中斷與衝擊；有了穩固的策略決策、執行中心後，在未來的工作推展上，如何能讓第一線的執行人員有清楚的概念，參與社區的活動、倡導安全概念，也是很重要的；因此，擔任公部門與私部門的橋樑地位，也是警民協力夥伴關係對於治安風險分擔很重要的一環。

            際此，參酌社區工作坊的經驗（Snyder W.M.（2003）Communities of Practice：A New Tool for Government Managers），基於社區工作坊是總理知識資產的組織和社會。他們運作如“社會的學習系統”，是一個讓實踐者結合以解決問題、分享想法、設定標準、發展工具和發展同儕和利害關係人關係的地方。這些結構是值得考慮的非正式結構，因為他們不會被外界所命令（干擾）。社區工作坊的一個基本的面向是自願參與，因為沒有這樣的意願時，成員們是較不可能一起尋求或分享知識、彼此建立信任和互動或是運用社區的知識於實務上的。成員們樂於去學習和一起互動是能夠為社區提昇價值的。這不是說外在的提案人和利害關係人不能指導或影響一個社區—事實上，他們仍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但是提案人關係的本質是截然不同於傳統的報告人關係。它比較像是一個策略聯盟，如果這樣它就有一個非正式的、有知識基礎的結構了。我們以為『社區工作坊』與本文之『中間地帶』者的角色頗能呼應，這樣的一個承上啟下的重要中介角色的組織呈現，可能會注入一股穩定的力量於公共政策的制定、決策與落實執行的。

  三、共同參與者：功能、倡導、社會參與，建立優質互動關係

            今日所謂的「社區」，已不再是過去的村、里、鄰形式上的行政組織，而是在於這群居民的共同意識和價值觀念。在日常生活可以用來凝聚居民共同意識和價值觀的事項很多，有如花蓮縣警察局以體認「隔代教養」問題的嚴重性，將轄區亟需關心、照顧之學童集中於警察分駐（派出）所內或附近之房舍就近輔導、關照，進而得到學童監護人的認同，然後再逐漸擴大到其他相關項目，而這應能符合所謂的「社區總體營造」的標的。花蓮縣警察局的關心轄區居民的作為，以「善」意為出發點，期待共同關照下一代的心境與用心，應能突顯出警察以主動參與的方式，強化與民眾的互動關係，期能發展成優質的互動層面，而在社區「整體」的概念下，建構優質的互動機制、合作網絡，以能發揮總體營造的理想目標。

  四、搭起橋樑的中介角色：有效地將公私部門的協力關係，建構成完整的迴路

            社會資本的累積促進資源整合—警民協力的聯合出擊，對於“為民服務”的“機會”均要能予以把握。基於，社會資本是會逐漸地累積的，既為資本，若未加以開發，則恐有暴殄天物之疑，東勢分局藉由各基層派出所主管與員警共同努力經營轄區、主動關心轄區內民眾的各種需求，日久產生信任連結，繼而能結合社區內的熱心人士，共同努力營造優質的生活環境，是值得其他政府機關參考的；因此，導入我所認知的公私協力講求的就是公（政府機關）與私（民間）共識的凝聚、相互支援、共同合作，以有效達成目標；以新公共服務的觀點而言，政府部門必須促成建立共同的、分享的公共利益的概念。那就是政策訂定的目的不只是要發現快速解決問題、迫使個人的作抉擇，而是去創造分享利益和分享負擔；而社會資本的累積面向很多，社區要能發展發展，如何運用可得的資源亦是一項關鍵工作。
貳、與民建立『協力夥伴』前，應進行協力前的準備工作


















圖6-2-2  協力準備前的自我檢核構圖

    表6-2-2係筆者研讀後自行整理歸納、繪製自：Lank, E.（2006）Collaborative AdvantageHowOrganizations Win by Working Torether：頁25-41。

    由表格十一之協力準備前的自我檢核構圖，我們可知的是，要與協力夥伴結盟的重要關鍵起始於現存關係的檢核，唯有在現有的協力夥伴關係基礎上，詳實的檢察彼此關係的結構是否存在著多少的落差，在穩固的基礎上，藉由彼此外延的關係，引介、拉入共同的夥伴關係，如此的方式，應能夠減少不必要的成本浪費。因此，關係的檢核是要透過策略性的評估作為，以使本身及夥伴之間的關係檢查有較為客觀的評估標準，不落入主觀意識的操控與影響。策略性的評估的內容，則包括了以探究可能性、嘗試與學習、接近可能的夥伴、允諾出口策略、發現可能的夥伴、意外的發現、探究自由選擇權及了解自己擁有的協力能力等，以確實評估、理解，作為與他組織形成協力夥伴的準備工作，順利完成自我的檢核工作。但這樣的結構下，其並非是各自獨立的項目，而是綿密相關、互有影響的，是以，必須作一個回饋的回應機制，在不同的階段發生的問題，就必須深入了解其中原因，以期有效探究根源，主要是因為線性思考的方式已經無法徹底解決問題了。當然，策略性的規劃評估方式，非僅本研究所列一種而已，筆者僅以近期所涉略並覺其足供參考之作法的概念而已。

參、警察的治安策略應著重於權變性與其他部門、組織間的支應能力--建構學習型理性，以適應社會的變遷、累積社會資本

          身處於風險社會中的現代人，必須建構學習型理性，方能適應社會的變遷，進而累積社會資本。貝克夫婦曾言—德國學術界並非不再出產新的大型理論，而是「大理論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目前德國學術界只做較專、範圍較小的研究」。1997年秋，貝克總結八二年以來德國社會學新思潮，提出「第二現代」概念，似乎大理論的氣勢又再現了。而第二現代是「（第一現代）解構後的再建工程」。第二現代主要關注於三種第一現代的解構現象—個人主義化、風險社會的形成、民族國家的式微，並分別提出三種對策（再建構工程）—新社會整合、提高風險與責任意識、跨國政治。貝克夫婦亦提出了所謂的「計畫整合」，其相關的詮釋如下：「後傳統社會只能在其自我解釋、自我觀察、自我開放、自我發現、自我創造的實驗中成為可整合的。非傳統社會的未來、未來能力、未來形式是其整合的標準。」是新社會整合必須在高度的自我反省下建立起來，而且必須有很強的未來取向，亦即可以不斷的自我修正。而計畫概念顯示出第二現代與第一現代一樣，均以理性主義為基礎；其區別在於：一、第一現代致力於追求絕對真理，並相信人類的理性可以找到真理，亦即絕對主義的理性主義【反身成為非理性的（如法國大革命、共產主義等），為人類帶來不少的災難】，也就是說第二現代的理性為「非絕對主義的理性」。二、不確定性、不可預測性。三、第二現代的理性首先承認：「原則上一切都是可能的，而且沒有一事是可以預見及控制的。」要在不確定性中建立起秩序的企圖，拒絕停滯於所謂的最佳方案，而要求不斷的反省，讓理性既適應應也創造，亦即學習型理性。四、貝克所謂的個人主義化是制度性的個人主義化，亦即個人主義化不只是價值觀層面的現象，也是制度層面的問題。且應該在二個面向研究，其一是制度面向，其二是行為面向；制度化的個人主義化是一種結構關係，而非價值觀層面的現象。

肆、建構警察經營社區的能力—要從心出發

          警察要有經營社區的能力，在理論的探討上，雖然有美國學者David H. Bayley（1994）提出改良式犯罪預防策略（CAMP），其要件為諮詢（consultation）、調適（adaptation）、動員（mobilization）、問題解決（problem solving）的方式來從事社區警政的作為；但何以效果通常無法有效彰顯的因素，筆者以為，其關鍵應係『心態』調適的問題，要脫掉心中的制服，與民共治、對話治理；也唯有體認『警民協力夥伴』的目的，是以『治安風險分擔』方式，與民共同建構『安全』的生活環境，優質的生活空間的。

          現今，拼治安已成社會最大共識，是以客觀環境阻力相對地減小了；警察於社區的參與，有從功能面、倡導面及社會面的方式，透過『對話治理』的模式，與民眾交心、促進彼此對於社區問題的共識，以期建構社區安全網。也因當前由於警察作為執法工具被政治過度操作而逐漸流失組織信任與社會資本，因此，從心出發，藉由與社區居民的互動，讓社區居民重拾對警察的信心，並以展現警察專業，輔導協助社區治安規劃，重建警察的自尊與自信；進而使社區與警勤區的溝通平台得以結合、共享，並透過社會大眾積極關懷警察同仁的核心價值與靈魂，給予鼓勵肯定，以喚起警察同仁的熱情與自尊。

伍、給有決策權的領導者的建議

  一、改變對領導的觀點 (Changing Perspectives on Leadership)

（一）在現今的世界甚至是未來，有越來越多人想要參與會影響他們權益的決策過程。

   （二）領導已經逐漸不被視為科層制度的地位，但是它是發生在組織中的一個過程。

   （三）我們應該了解領導關係不只是把事情做對，它是要做對的事。 

  二、改變思考習慣與重視管理

            天下雜誌2006年1月28日版，作者湯明哲先生以『思考習慣與管理』為題，探討了線性思考，常是不求甚解，只解決表面的問題而已，而身處現代的風險社會中，思考的習慣應改以分析利弊、追根究底的精神，徹底解決問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能有所創新，引人深省。本文所選定之個案台中縣東勢分局成立中輟國中生、行為偏差小學學生課後輔導班的思考習慣符合了追根究底的犯罪預防思維；我們不能說「偵查」不重要，但我們要強調的是「預防」的工作更是重要，因為它是與民眾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我們更一步說，只是因為犯罪預防的工作它是無法「立竿見影」的，但是，我們不要忘記了，「破案」是我警察之所以存在的重要前提，如果社會治安、秩序，是理想的、是井然有序的，就沒有治安機關存在的必要了。基此，線性思考的純粹只為破案而追求績效的表現，對於整體的治安策略而言，可能負面的影響反而是較大的。我們在警政策略的思維上，是應該朝向以解決問題根源為出發點，這樣的警察作為相信可以以較全局型的治理模式來面對未來的挑戰的。（而起而力行似乎較能符合民眾的期待，也是困難重重的。但不可因為艱難而卻步不前！！！）

  三、引進『藍海策略』於社會治安策略，開拓預防性的協力作為

            藍海策略強調價值的重塑和創新，而不偏執於技術創新或是突破性科技發展。作者指出，能夠超越競爭的成功的企業，不是去挖掘自己的顧客需要什麼；而是研究非顧客的需求。過去企業在紅海中廝殺，彼此競爭的是價格，只能靠大量生產、降低售價來獲取利潤。該書提出成功的企業應同時追求差異化和低成本，創造出屬於自己的市場。而我警察也可引用藍海策略裡的「消除、降低、提升、創造」的方式來與民共同治理社會的治安，警察所要面對的第一線是社會大眾，在維護社會治安面的努力，學生以為，社會大眾可視為我們的市場關係，要不為社會大眾所抱怨、不滿，首先必須要能「消除」治安、交安事件所引發的不滿因素，進而「降低」犯罪與被害的恐懼、「提升」安全感、提供滿意的服務，甚而「創造」警察能夠取得民眾信任關係的價值、成就；以目前我警察的勤務制度以觀，在社會、政治、經濟等因素影響之下，管控應以Weak-tie的方式連結，以免過度緊繃的流程管制，而變成適得其反的結果；決策者應能更有廣度、深度的深思，以拓展整體治安策略的思維亦能夠以『對話治理』獲得共識、共事，創造安全的生活環境。

以下則係筆者對於本研究所得之研究發現、建議與研究問題的對應彙整表，作為本文之結尾：

	項目：
	內容
	對應的研究問題

	研究發現
	壹、理論層面與個案分析所得發現與印證：

一、協力空間的『對話』治理—是要與民達  

    成『平等互惠』的目標

二、協力空間的『對話』治理—是要能有效

    支應、連結資源

三、協力空間的『對話』治理與全局型治理—

    是要讓公平正義得以實現

四、協力空間的『對話』治理—是要促進合

    作網絡的連結
	警察作為如何促動有效的警民協力夥伴關係？

	
	
	警察如何開拓協力的空間，取得民眾及其他公部門的信任？

	
	
	促成協力夥伴的誘因為何？

	
	
	警勤區功能是否能使其確實擁有經營社區的能力？

	
	貳、國外經驗的啟示—治安風險分擔的構聯

    層面應能順應時代潮流

一、創設機關無法有效地、根本地解決所面

    臨的困境

二、社區工作坊的團隊經營模式，可促進策

    略聯盟的發展
	警察作為如何促動有效的警民協力夥伴關係？

	
	
	警察如何開拓協力的空間，取得民眾及其他公部門的信任？

	
	
	如何培養社區居民自立自主的能力？

	
	參、國外北歐的經營成效--「安全」是Safety，

   超脫Security的氛圍

一、安全的概念是以達『全局型治理』為目

    標

二、少一點口水之爭，多一點認同，社會會

    更好一點

三、協力夥伴必須能達跨域的對話治理目

    標，才算完整
	社會資源如何加以有效整合及健康的責任歸屬？

	
	
	警察如何開拓協力的空間，取得民眾及其他公部門的信任？

	
	
	警勤區功能是否能使其確實擁有經營社區的能力？

	
	肆、具有政策與方案參考價值之發現—創新

    的內涵

一、為「永續發展」的必要轉換之一—兒童

    少年協會的成立

二、為「永續發展」的必要轉換之二—開拓

    聯合勸募挹注人事費用

三、為「永續發展」的必要轉換之三—開拓

    『七二水災』經費補助
	如何培養社區居民自立自主的能力？

	
	
	社會資源如何加以有效整合及健康的責任歸屬？

	研究建議
	壹、對於警民協力夥伴關係的角色與定位方

    面的建議：

一、與民眾建立『策略聯盟』情誼，以強化

    警民網絡的密度。

二、中間地帶的角色：是承上啟下的永續的

    力量，避免策略的無疾而終。

三、共同參與者：功能、倡導、社會參與，

    建立優質互動關係。

四、搭起橋樑的中介角色：有效地將公私部

    門的協力關係，建構成完整的迴路
	警察作為如何促動有效的警民協力夥伴關係？

	
	
	警察如何開拓協力的空間，取得民眾及其他公部門的信任？

	
	
	警勤區功能是否能使其確實擁有經營社區的能力？

	
	貳、與民建立『協力夥伴』前，應進行協力

    前的準備工作
	警察作為如何促動有效的警民協力夥伴關係？

	
	
	警察如何開拓協力的空間，取得民眾及其他公部門的信任？

	
	參、警察的治安策略應著重於權變性與其他

    部門、組織間的支應能力--建構學習型

    理性，以適應社會的變遷、累積社會資

    本
	警察如何開拓協力的空間，取得民眾及其他公部門的信任？

	
	肆、建構警察經營社區的能力—要從心出發
	警勤區功能是否能使其確實擁有經營社區的能力？

	
	伍、給有決策權的領導者的建議：

一、改變對領導的觀點

二、改變思考習慣與重視管理

三、引進『藍海策略』於社會治安策略，開

    拓預防性的協力作為
	促成協力夥伴的誘因為何？

	
	
	警察如何開拓協力的空間，取得民眾及其他公部門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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